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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全球化真相

THE TRUTH ABOUT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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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右）和埃里克·海尔威格（Eric Hellweg，HBR 产品总经理）






对于全球化的舆情急转直下。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欧洲极右势力抬头，都标志着公众对贸易、资本、人力和信息自由流动产生了不满。商业领袖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对于全球互联的怀疑，直到如今尚未消弭。



在本期封面文章《特朗普时代的全球化战略 》一文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以及西班牙IESE 商学院教授潘卡吉·盖马沃特坦陈了这一系列变化。但他预测， 这些变化的影响有限，很大程度在于世界从未像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平”。讽刺的是，实际贸易额的数据参差不齐，以及封闭与全球化之间的鲜明对比，其根本原因在于，连最有经验的高管都过于高估了国际贸易流的密集程度。他的研究还显示，公共政策领袖“容易低估全球化带来的潜在收获，以及高估其不良后果”。



在无国界世界中开设全球一体化公司的观点一度十分流行，但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其原因既有政治方面又有现实方面——不同市场的商业环境和规则不尽相同。现在是时候让商业和政治领袖寻回平衡，创造社会各界所乐见的、带来全球繁荣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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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
 （Adi Ignatius）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CMO

能干多久？

这不仅是

职场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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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荷花






在
 经济不景气时，削减市场费用是企业必然的选择。同时，CMO(首席营销官)也可能会成为企业业绩不佳的替罪羊，被踢出局。

本期“聚光灯”讨论的就是CMO为何做不长久的问题。研究显示，有80%的CEO对CMO不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C级领导中，CMO的流动率最高。此次聚光灯的主要作者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的助理教授金伯利·惠斯勒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尼尔·摩根认为，造成CMO流动率高的原因是多数公司对于CMO的岗位设计不合理，或者说，公司对于该职位的期望与CMO实际职责不匹配所致。

在惠斯勒和摩根看来，CMO大致可以分为3类：1）战略家，决定公司定位和产品；2）商业化负责人，通过营销宣传提高销售额；3）负责损益管理并兼管整家公司事务的领导者，以上两项工作都在其职责范围内。CEO必须明确公司需要哪一类的CMO，而招聘专员必须指导CEO做出选择，帮助他们设计合理的CMO职位，同时，CMO候选人也必须在签订合同前确定自己了解该职位。

当然，此期聚光灯的作者们还特别强调了CMO的职场策略：找到自己的盟友。惠斯勒、摩根以及埃里克·博伊德认为，CMO和CIO(首席信息官)应该成为最好的盟友。尽管二者有着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但组织可以利用共同的绩效目标将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方法被他们称为“水平对齐评估法”。

破解CMO高流动性难题，不可能仅仅依靠组织，CMO本人的努力也必不可少。《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丹尼尔·麦金采访了乔·特里波迪。特里波迪曾担任过万事达等六家国际顶级企业的CMO。在访谈中，他讲述了CMO这一岗位的演进历程以及目前面临的挑战。

我们相信，特里波迪所讲述的内容可以帮助中国企业的CMO厘清职业上的困扰。但必须承认，中国的市场环境与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为能给中国企业的CMO提供更直接的参照样本，我们采访了IBM大中华区CMO周忆。在采访中，周忆详述了其职业发展历程，她特别讲述了成功CMO的要件，那就是CMO一职所需的技能和自身实力之间的化合作用。相信其中的诸多实战案例会对很多市场部门人士有所启迪。





主创者 CON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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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惠斯勒（Kim Whitler）
 在21世纪初曾担任3家公司的营销高管，当时她发现CMO换工作的频率非常之高。她2009年离开公司，到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探究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我的研究宗旨是帮助CMO做好工作并取得成功。”惠斯勒说，她现在是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的助理教授。“即使这篇文章只让一位CEO换一种角度思考CMO职责的最佳管理方法，我都会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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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拉·苏赫尔（Sandra Sucher）
 在时尚零售业（还记得时装店Filene’s Basement吗？）和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工作了20年，之后加入哈佛商学院。她切身体会到道德难题有多令人头疼：即使是最简单的难题，也很难权衡。她的研究关注是，公司领导者在面临商业难题时可以采取的实用方法。她现在撰写的书阐述了在自动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管理者如何行使职权和赢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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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卡吉·盖马沃特（Pankaj Ghemawat）
 还是孩子时，曾从印度搬去美国印第安纳，后来又回到印度，那时他就对边界和距离产生了兴趣。如今他在巴塞罗那和纽约两地办公，算是全球公民。他一直都质疑全球战略方面的传统观点。“我2007年出版的第一本与全球化有关的书，当时大家普遍都认识世界是平的，或者正在变平，而乏味空洞的战略也能得到认可。”他说，“这太不现实了。有趣的是，现在天平又倒向了另一个极端。”盖马沃特认为，如今流行的对本地化战略的关注同样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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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china.org



失败没什么，不懂得反思

是真失败


长期以来，成功企业难以实现增长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对失败的恐惧。波士顿咨询公司2015年的调查显示，31%的调查对象认为，规避风险是创新的一大障碍。





伦敦商学院战略及创业学教授 朱力安伯金肖｜文





资本主义存活的关键

博克思｜文

企业家的新商业文明责任

重估“游戏力”

陈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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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商业决策远离线性思维

许多人是线性偏见的受害者，显而易见的选择往往是错的。减少线性思维对商业决策的影响须做到4步：提高对线性偏见的意识；关注成果而非指标；了解你面对的是哪一类非线性关系；尽量提供有关非线性关系的信息。



长期主义的回报

短期主义会摧毁价值吗？这一问题在商界、政府和学术界领袖中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但辩论双方基本都没有确凿证据，部分原因是该现象涉及很多复杂因素，而且很难评估。



为何有些公司的薪酬比其他公司高

公司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断加剧，然而其原因仍存在争议。有些差距可能是不同公司劳动力技能水平方面的差距，有些可能源于行业之间的差异。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7511、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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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HBR





接管的团队不努力，

怎么办


约瑟夫·格瑞尼（Joseph Grenny）|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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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拉成为了新上任的经理，可喜可贺。

不幸的是，她接管的是一个烂摊子。她将要管理的这个分部已形成了一些由来已久的不良作风。在她看来，这些作风毫无价值，而且可能违反了职业道德。员工经常在工作时间干私人项目，而且会延长午休时间，置客户于不顾。此外，保拉的前任经常为每个员工都打5分（满分5分），但是在她看来，整个部门没有一个雇员能享受这一待遇。

随着保拉加深对个人和部门表现的了解，她开始怀念那段自己作为员工时的简单生活。

大多数新经理能够迅速地察觉他们希望改变的事情。新的领导者应花时间去倾听，并理解现状，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部门，从而为他人留下自以为是或独裁主义者的形象。然而，如果某个机构急需进行彻底的改革，你该怎么办？如何在减少抵触情绪的同时履行你最基本的职责？

整治不良行为和改变不良作风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前者针对的是一两名雇员的不恰当行为，后者则是重新树立整个部门的作风。对于那些有必要对整个部门进行迅速、彻底改革的新经理来说，以下一些建议可能会有所帮助。

我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首先，听取可靠人士的意见，以确保你的顾虑是原则性问题而不是个人喜好问题。例如，保拉应与人事部门沟通，以确保她的新标准不会与公司的政策相冲突。她还可以接触符合以下三点要求的同事：(1)对她的工作部门有看法；(2)对于整个公司的作风有一定的了解；(3)向她说真话的人——哪怕她会对此感到不悦。如果只是单纯的违反政策问题，通知人事部或其他合适的渠道。但如果难以辨明问题的是非，请采取以下举措。


注意保护自己。
 有关不良作风的最大问题在于，你并不知道这一作风在公司中的接受程度和传播范围。例如，如果新办事处其他部门经理对于工作时间中的这种个人不良行为熟视无睹，那么要树立新的作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你的上司也在默许这种不良行为，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就会更困难。如果是这样，你就得在付诸行动之前与其他的经理和你的上司先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事实证明，你须向老板和同僚看齐，那么在开口之前得先搜集证据。搜集有关问题发生频率的数据，并就其对成本、客户服务或其他重要业绩的影响进行大致的测算。当你拿着变革案例去找同僚和老板时，别摆出一副愤愤不平或自以为是的态度，因为他们也有可能是不良作风的从犯。如果你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人们会把你当作异类而不是一名卓有成效的领导者。

这类对话的目的是建立共同的目标，或至少达成积极的共识。跟着对方的节奏来行事，用数据来说事，让他们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一旦获得支持之后，形成文字材料。电子邮件也可以。如果你打算提及他们的立场，事先告知对方。


对外公布。
 接下来，在部门内部就相关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沉默是不良作风的沃土。当大家都养成不好习惯之后，没有人会讨论这些不良行为。坦诚布公地承认问题发生的频率。不要通过表达自己也容易受不良作风的影响而凸显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但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少去攻击这些不良作风，多说说实际的影响，包括对客户、同事、所有者或其他本应得到更好服务的人的影响。

然后简单地听听大家的反馈意见，别在这个环节耗费太多的时间，否则你就会给反对者提供组织反击的机会。例如，你在全体大会上提出了这些问题，让整个部门知道可以随时向你提意见，然后在一周快要结束的时候安排后续的会议，倾听更多的反馈意见。让他们知道，即便你的改革可能会带来某些意料之外的影响，你也会认真对待。同时，你也得让他们知道，此次改革是你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应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值得你对此进行反思。

提及你已与上司和同僚达成一致意见，但是适可而止。如果说的过多，会给留下人软弱无能的印象。如果说的不到位，则会给人留下孤立无援的印象。首先提出你自己的观点，然后援引其他人为其提供支持，而不是获他人许可，这样便可以找到平衡点。


将重点放在未来。
 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触及法律或人事部门的红线，让部门同事知道“过往不究”。过去已是历史，未来才是重点。但是让他们知道，这些变化必须立即执行。

留意违反规定的行为，并冷静、果断地处理。首先，留意遵守规定的行为。如果你看到之后，及时地提出来并加以表扬。这对你的勇气是一个考验。虽然违反规定的人可能是出于惯性而不是本意，但这与动机无关。当有人首次越过红线之后，你的观众并不只是那一个人，而是部门的其他人士。人类是一个社会化的生物，我们通常通过观察他人在遵守或违反规定后的后果，来了解社会规则。如果你不采取任何惩罚措施，你会让其他人对新规定的效力产生疑惑。

当你批评或者惩罚这种行为时，请冷静、果断地应对。不要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的冒犯，因为它并不是藐视你的威信。它冒犯的并非是你，而是规定。冷静、慎重地应对这种行为，并采取合理的惩罚措施。

同时不要忽视从犯。当面指出那些发现违规行为却保持沉默的人。你不仅要让他人知道自己对新规定的期许，同时也要释放这样一个信号——所有人应与你一道推行大家一致认可的价值。当同事之间开始相互督促新规定的实施时，情况很快会发生改观。

上述措施会为你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让你在提升部门标准的同时不会疏远你的团队。你的领导风格很有可能与他们以前所习惯的风格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只要坚持这些原则，你便可以将变革进行到底。发挥你的优势，这也是你最初获选成为领导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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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格瑞尼
 曾4次荣登《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作者榜单，也是一名主旨演讲者和企业绩效领域的社会科学家。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28种语言，在36个国家发售，并为300家财富500公司带来了卓著业绩。他是VitalSmarts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企业培训和领导力培养的创新公司。





博客 @HBR





人工智能时代的

“下一代”教育


大卫·克斯比（David Kosbie）

安德鲁·摩尔（Andrew W. Moore）

马克·斯特里克（Mark Stehlik）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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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大多数人眼中，自动驾驶汽车、语音助手和其他人工智能技术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然而对于下一代来说，这些事物将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人工智能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在很多情况下，人工智能将成为他们的工作助手及其生活中常见的事物。

要让下一代学会有效地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了解其内在的局限性，并打造更好的平台和更智能的系统，我们现在就应采取行动。这意味着我们须对小学教育进行一定的调整，并对早应该调整的中学计算机科学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例如，想想孩子们如今如何与人工智能和自动技术进行互动：人们可以对Siri说“展示穿橙色裙子名人的照片”，然后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照片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便出现在手机上，这看上去像是变魔术，但很明显，它跟魔术没有关系。人们在设计人工智能系统时，会仔细地将一个问题分解为若干子问题，并让这些子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够进行相互沟通。在上述案例中，人工智能方案将语音截成若干小块，并发送至云端，对它们进行分析，以确定其可能的意思并将结果转化为一系列搜索请求。然后云端会对搜索出来的数百万个可能答案进行筛选和排序。借助云端的可扩展性，这一过程仅耗费十几毫秒的时间。

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但它需要众多用于解读音频的组件波形分析，辨别裙子的机器学习，信息保护加密等等。然而，这其中的很多组件都是数个应用中反复使用的标准组件，它并不是一个孤僻的天才在车库中独自估捣出来的作品。发明这类技术的人必须有组建团队、开展团队合作的能力，并能够整合由其他团队开发的解决方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向下一代传授的技能。

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开始取代工作中的常规信息和手动任务，我们需要着重培养人力有别于人工智能的特质，即创造力、适应性和人际交往能力。

在小学阶段，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点开展鼓励解决问题的练习，并教育孩子们如何进行团队合作。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八年级对于探究式或项目式的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我们很难知道有多少地区已开始采取这一方式。

各阶段的教育还应更加重视道德教育。人工智能技术一直都面临着道德上的困境。例如，如何消除自动化决策所产生的种族、人种和性别歧视；无人驾驶汽车如何取舍乘车人与行人的生命等等。我们需要思维缜密的相关人士和程序员来完善这些决策流程。

我们并不是说要在小学设置编码课程，尽管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问题，尤其是在孩子们喜欢这门课程的情况下。诸如Snap!和Scratch这类语言是很有用的。但是孩子们可以在其教育的后期阶段学习编码。然而，在学习编程方面无需担心这一理念会让人产生误解。随着世界变得愈发数字化，计算机科学在文理科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写作和数学。不管孩子们是否会成为计算机科学家，还是从事任何其他的职业，编程都有助于他们走得更远。这也是我们认为为什么要在9年级设置计算机编程基础课程的原因。

美国仅有约40%的学校如今设立了编程课程，这些课程的品质和严谨度参差不齐。参加计算机科学大学预修课考试的学生数量正在大幅增长，去年参加计算机科学大学预修课A考试的学生为5.8万名，但是与30.8万参加微积分大学预修课AB考试的人数相比，这一数字便会黯然失色。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州在学生毕业时甚至都不计算计算机科学课程的学分。

在这一方面，美国已被众多的发达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以色列已明确把计算机科学纳入其大学预修课程。英国最近也通过了其Computing at School项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俄罗斯也在大踏步前进。奥巴马总统在2016年国情咨文中宣布了“全民计算机科学行动计划”，也算是朝着这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迟来的一步。

在高中阶段完善计算机科学课程不仅会让学生受益，同时也有助于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因为他能够鼓励更多的学生以及不同学科的学生将计算机科学纳入职业选项。尽管去年秋天几乎近半数的一年级新生都是女生，但学习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女性和少数种族数量仍未见增长。将智能融入系统，在无处不在的数据海洋中发现独特的洞见是一个急需各行各业员工参与完成的任务。

然而，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改变编程课程的授课方式。我们大都仍在按照20世纪90年代的思维来教授编程课程，当时，编程的细节（像Visual Basic）被视为计算机科学的核心。如果你能够顽强地通过编程语言细节关，你会学到一些东西，然而这仍是个痛苦的过程，但它不应该是这样。编程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因此，开发一门有趣、生动的编程课程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纽约，“女童子军”组织启动了一个项目，教授女孩子使用Javascript来创建和提升视频效果，这是一项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事情，因为它很有趣，而且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不照搬这一模式？

在9年级之后，我们认为学校应提供选修课程，例如机器人学、计算数学和计算艺术，以培养对成为计算机科学家感兴趣，并有这方面天赋的学生，或那些未来需要使用电脑来提升其工作效率的学生。如今，很少有美国高中在开设备战APCS-A考试所需的课程之余还提供其他课程，但我们也有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例如纽约的Stuyvesant高中，以及达拉斯TAG（天才学校）这些学校都拥有敬业的、来自计算机科学专业或接受过此类培训的教职人员。

我们还敦促高中数学部门减少对连续数学的关注，包括高级微积分，而是去更多地关注直接与计算机科学有关的数学，例如统计学、概率学、图论和逻辑。这些将成为明日数据驱动型劳动力最实用的技能。

主要的障碍在于，学校严重缺乏拥有计算机科学背景的教师。美国的科技公司可以在这一方面给予很大的帮助。例如，微软发起了TEALS项目。在这一项目中，高中教师每周跟随计算机专业人士学习数小时。然而，要教授上百万名学生，我们需要数万名的教师。今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大这一方面的力度。在学术方面，得州大学在奥斯丁的UTech项目便提供了一种STEM教师的培训模式，目前已扩张至21个州的44所大学以及哥伦比亚特区。

我们还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科学和数学方面，我们需要相关的政府标准，推动12年级的计算机科学教育，并开发教科书、课程，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提供训练有素、符合上述标准的计算机科学教师骨干力量。计算机科学教师协会一直是这一领域的领导者，它制定了一套标准框架和一系列临时标准。

从长期来看，了解下一代人如何理解以及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互动是一笔能够让所有人都获益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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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克斯比
 是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副教学教授。安德鲁·摩尔
 是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的院长。马克·斯特里克
 是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外联事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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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朋友”

不再是找工作的

最佳途径


伊兰娜·格尔森（Ilana Gershon）|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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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你怎样找工作？答案往往涉及人脉——不是你这样认为，而是人人都这么说。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毕竟我们与许多人接触，联系方式五花八门，到底谁能真正帮上忙呢？我们在寻找工作时，应该尝试利用何种关系呢？

如果你去一家求职机构（2013年和2014年间，为研究当前的招聘形势，我去过不下50家相关部门），人们会告诉你，弱纽带是关键。弱纽带是指那些你认识、但交往不是特别深的人，比如你孩子的老师，或者碰巧在聚会上认识的朋友的朋友。这一建议来自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研究，利用5年时间，采访了上百位白领人士，他发现其中一些人是依靠弱纽带找到下一份工作的。

弱纽带之所以重要，一个简单的原因是：你的强纽带人群（例如同事、家人和朋友）可能在求职道路上与你“撞车”。 格兰诺维特发现，你更容易从同去参加婚礼的二表哥口中获取一些不为人知的工作机会，或者在超市停车场偶遇之前的邻居时，听说某个职位空缺。在格兰诺维特所研究的那些经由口口相传而得到工作的受访者中，83.4%的人表示，他们通过弱纽带找到了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人脉关系寻找工作显然是最有效的方法，因此，要尽可能多地建立弱纽带。

我准备了解一下现在是否依然如此，毕竟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是在几十年前完成的，距离我们开始使用互联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想法是，如果帮助人们找工作的技术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人们获取工作信息的方式很可能也会改变。我必须找到一个方法，以某种形式复制格兰诺维特的研究，看看在今天的媒体生态环境下，哪一种人际关系在起作用。

我找到了一个很棒的消息源：在湾区，每周都会为白领求职者组织一场例会，其中一部分内容是以视频展示的形式，让成功求职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尽管这不同于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方法，但在2012至2014年间收集和观看了380个成功故事，足够我开展一次比较性研究。

那么，弱纽带仍是关键吗？不。在141位从人脉中受益良多的讲述者中，只有17%的人承认弱纽带发挥了作用。然而事实证明，职场纽带更有用。超过六成讲述者表示，过去曾与之共事的人帮助他们找到下一份工作。这些人并不总是同事，以前的老板和客户也会伸出援手。不过，求职者认为最有用的人莫过于那些对自己十分了解，并且知识丰富、说服力强的人，例如工友和同事。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最明显的驱动力源自剧烈变化的媒体生态。当格兰诺维特开展研究时，找到一份新工作的主要挑战是首先要知道哪里存在职位空缺。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通过报纸广告、“用人”告示或口头传播来发现工作机会。现在，这件事变得轻而易举：人们只要上网浏览在线招聘广告、搜索企业网站，或者与招聘人员联系，就知道哪里需要人。这导致了一个新问题：太多人申请同一份工作。正如大多数人所知，最难的部分是如何脱颖而出——让你的简历在一大堆简历中被人注意到，或者找到某种办法，绕开笨重的申请人跟踪系统。招聘经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必须利用有限的应用软件工具、简历和求职信，对成百上千的应聘者加以筛选。这种时候，最能影响招聘决策的莫过于来自某人的强烈建议，此人曾经与申请人共事，对他非常了解，可以确保他是最佳人选。

虽然这些联系是重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可能使人际关系中问题最多的部分有所改观，即工作场所的相对同质化倾向。格兰诺维特也注意到，即使人们通过弱纽带找到工作，人际关系也不能使公司的组成发生改变，归根到底，如果没有有色人种或劳动阶层背景的人被招聘到办公室，几乎不会有人在第一时间了解到职位空缺情况。如今，问题更多在于推荐工作时隐含的偏见——人们往往倾向于推荐以前的同事，他们喜欢与之共事。依靠职场纽带并不能使人际关系阻碍职场人员多样化的问题受到遏制，只是让问题的焦点有所转移。

实际上，由于个人推荐是员工招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人因此可以被排除在工作场所之外——它已成为一项重大的道德决策。每个参与招聘决策的人都应该仔细考虑被推荐人，以及推荐的理由。同时，对于求职者而言，不要彻底放弃弱纽带，毕竟还有17%的胜算。然而，职场纽带最终可能占有更大权重。在工作场所，你可以培养各种人际关系，它不仅关系到你目前的工作条件，也关系到你将来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想增加将来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善待你现在的同事。



[image: ]



伊兰娜·格尔森
 是印第安纳大学的人类学副教授，专门研究人们如何使用新媒体来完成找工作、分手等复杂的社交任务。她的新书是《新经济中的落魄者：今天人们如何找到/找不到工作》(Down and Out in the New Economy: How People Find (or Don’t Find) Work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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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领导层的根本性错误


约瑟夫·鲍尔（Joseph L.Bower）和林恩·潘恩（Lynn S. Paine），《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5月刊文章。








股东至上理论源于代理理论，20世纪70年代由学院派经济学家提出。简而言之，该理论认为，股东拥有公司，进而对公司有绝对控制权。本文作者指出了代理理论的问题，特别是无法解决的“问责机制缺失”问题——因为股东（很多股东仅仅是短期投资者）对所持有股票的公司不负实际责任。他们认为，现在大家普遍接受的代理模型“以股东为中心”，而这种“极端定位”在法律层面上“概念混淆”，对社会造成危害。代理理论迫使高管将注意力过多放在短期表现上，使公司长期前景黯淡，对整个经济也有不利影响。




我要加上一点：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公司已经将体制资源消耗殆尽——它们向银行借钱，而这些钱来自银行账户持有人。制度、法律和市场结构都方便公司销售自身产品，而产品同样来自体制。公司所雇用员工的培训和教育经费都由政府和私人部门提供，所用实体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搭建经费来自公募基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经济角度看，公司的目标是，像公民一样行动，将社会回报最大化。


——曼纽尔·拉富恩特

战略和创新自由职业顾问





我主要在澳大利亚的市场中工作，对现在的主流模型不像鲍尔和潘恩教授那样悲观；我认为，该模型已经演进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自身所带来问题的程度。

我相信，代理模型以及独立董事会作为股东代表制度，之所以得到普遍应用，是为了对抗管理者只为自己谋利，不顾公司赞助者的风险。（在澳大利亚，我们普遍坚持将非高管独立董事长与CEO区分开来。）但很遗憾，公司丑闻依旧层出不穷。这说明风险仍然存在，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可真正要注意的一点与公司赞助者有关。如果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心只想从投入资本中获得足够回报，那么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利益就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公司会为这一目标投入精力，更不用提基金了。

但澳大利亚商圈近些年来开始盛行“社会许可”（social license）的概念：人们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能对利益相关人负适当责任（利益相关人自己除外），可能面临关乎生死的威胁。若你的关键资产所在社区对你的公司有强烈不满，你就不会成功，哪怕多项法令都为你开绿灯。若千禧一代雇员感到公司对社会或环境不负责任，你就不能吸引到自己需要的人才。因此，为了向股东兑现一定回报，你必须从更广阔的利益相关人视角思考问题。

本文作者和网络评论员对股东（登记在册）多样性的观点十分重要。我的方法主张为“所有”股东或“整个”公司的利益服务，旨在将责任解释成为股东的长期利益服务：换句话说，董事会和管理层不应将注意力放在短期股票持有者的意愿上，而是根据那些可能股票长期持有人的利益做决策。


——诺拉·沙因克斯特尔

墨尔本商学院副教授兼Telstra非执行董事





终于有一系列观点可以强有力地说明，为何现在对资本主义 （短期、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阐释是错误且危险的。我们如今看到的资本主义形式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现在是时候转向另一种可以在这种负面冲击下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形式了吗？作为曾在5家公司担任过CEO，11个组织中担任董事会成员的高管，我赞成这方面的努力。


——鲍勃·瓦努瑞克

Vanourek & Partners 总裁





长期以来，城市都被要求像企业一般运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专业人士一直都受一个问题的困扰：如何将“客户”和“股东”这类字眼应用到公民和民选官员身上。这一新模式将开启新讨论——以公司为中心的模型如何鼓励企业承认自己对社区的作用，也可以缩小一直以来疏离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并造成困扰）的鸿沟：如何坚持社会和社区的长期目标。


——安·帕伯特

安大略省圭尔夫市前首席行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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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者、 推动者、

整合者、 守护者


苏珊娜·维克伯格（Suzanne M. Johnson Vickberg），金·克里斯福特（Kim Christfort），《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3月刊文章。








为什么团队合作会失败？两位来自德勤的作者认为，问题出在不同工作风格上。通过与罗格斯大学的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尔（Helen Fisher）和其他人合作，他们设计了评估4种职场人格的测试：开拓者、推动者、整合者、守护者。我们多数人都有不止一种职场人格，其中一两种占主导地位。开拓者偏好随机应变，不喜欢循规蹈矩；守护者希望提前做好准备，讨厌无序。这两种人格可能互相看不惯，但他们依然有办法相处。带领高效团队的关键是，在高度意识到职场人格的前提下管理他们。




真正的挑战在于，人们如何利用数据对自己和组织产生影响。当我在企业环境下使用这些测试（虽然我不常这样做），有3个收获：1.更有自知之明。2.更了解同事，找到与同事合作更有效的方法。3.改善自己言行，更高效地工作。

人格测试对于前两项很有效，对于第三项并不奏效，因为它只是给人格归类。之后，人们会按属于的类别进行思考，但那又如何？

如果我们关注发现和加强能力，而不是只发现自己的标签，就能更好改善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


——理查德·斯特林

Citrin 咨询公司总裁





我不认为用心理测试将人们归类是一种科学。人类行为都不是绝对的。正如作者承认，人格分类并非新事，也称不上科学，有很多评估标准和产品可供选择。在咨询工作中我们经常使用分类工具；我们强调，这些工具适合构建增进对话的框架，让人们知道如何以不同方式行事，提供了一种谈论这些差异的共同语言。

将人们分为推动者、守护者等等，忽视了人们行事的复杂性，会导致印象刻板化（比如所有的推动者都是这样回应），甚至姑息不良行为（因为我是推动者，所以不拘小节）。

这些分类用在回应和特定情况下，比用来对工作方式进行归类更为合适。


——简·艾莫顿

WW咨询公司主管





这篇文章支持广为接受的观点——理解人格特征能让团队工作更高效，但缺少的是，团队成员须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胜任这些角色所需能力。

多年来，我们研究的团队承担执行项目的职责，投入很大，因此不允许失败，例如执行变革、推动创新、进入新市场。在过程中我们发现，最成功的团队中成员扮演4个清晰的角色：支持者、管理者、专家和创新者——每种人都有独特的个性和能力。具有不同职责和目标的团队可能需要不同角色。

我的意思是，人们须首先聚焦团队完成的工作，以及高效工作所需的角色；然后才能决定谁来服务团队。增加个性角色有助于微调和优化团队表现。


——乔治·克兰普



Cambria咨询公司合伙人




作者发现的4型人格与MBTI性格测试或Keirsey性格分类没有太大区别。不是说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只不过这4类人格或性格，已经被研究讨论了很长时间。


——劳伦斯·范德韦克

LEAD New York执行主管、康奈尔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高级延伸合伙人







作者回复：

 不足为奇，独立开发的不同测试，通常会发现类似的分类，因为所有测试的基础都是人类行为。我们创造商业化学反应的初衷不是发现人类天性，而是提供商业环境中性格动态的新视角。这一工具在我们自己和顾客中应用顺利，主要因为其实用、易用，且可以被记住。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有人可能偏好其他系统，不能成为商业化学反应的践行者。最终，最深刻的洞察并非来自对基础类型的辨别（无论是否是本测试），而是来自职业性格动态在商业环境中的表现。这些结论转化为实用的管理方法，有助于商业表现，才让商业化学反应成为该领域有效的工具。





HBR.ORG近期热门话题




为什么你至少要有两条职场路

Why You Should Have (at Least) Two Careers



你越忙就越须静静

The Busier You Are,the More You Need Quiet Time



最新的精确研究表明：越用Facebook，心情越差

A New, More Rigorous Study Confi rms: The More You Use Facebook,the Worse You Feel



员工奔溃，郁闷的是公司而不是他本人

Employee Burnout Is a Problem with the Company, Not the Person



52岁入职爱彼迎，我在年龄、智慧和科技上收获了这些

I Joined Airbnb at 52, and Here’s What I Learned About Age, Wisdom, and the Tech Industry



如果谦虚者是最佳领导，为什么我们喜欢自恋型领导？

If Humble People Make the Best Leaders, Why Do We Fall for Charismatic Narcissists?



区块链之于金融体系，相当于互联网之于媒体

The Blockchain Will Do to the Financial System What the Internet Did to Media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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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刊 特写文章”


脱离会议苦海

是时候终止会议干扰了

众多的会议让高管们感到力不从心，包括那些正式、非正式的会议，例行或临时会议，面对面或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会议。也难怪，平均来看，高管们每周有23个小时都在开会，而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长还不到10个小时。此外，这些会议有的往往十分拖沓，有的组织混乱，或兼而有之。

哈佛商学院教授勒斯里·佩罗、波士顿大学讲师康斯坦斯·鲁南·哈德利和哈佛商学院研究员尤尼斯·伊昂指出，我们大可以讽刺这些会议是如何的痛苦和折磨人，而这种痛苦会为团队和机构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在毫无意义的会议中所浪费的每一分钟时间都会侵蚀独立工作所必需的创造力和效率。

琐碎的日程会干扰深层次的思考，因此人们会早早来到办公室，晚点下班，或在周末寻找宁静的时光，为的是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来思考。但这种做法会让人感到倦怠。会议期间不正常的行为（例如跑题、抱怨和批评）会导致市场占有率、创新和员工稳定性的降低。

不幸的是，大多数高管并未意识到这些会议对雇员生产力、专注度和积极性的影响。雇员会感到时间不够用，心力交瘁，但是他们却在默默忍受。他们认为自己应扮演好士兵的角色，为公司大局着想，但他们却忽视了机构成本。




[特写]


在布鲁塞尔、波士顿和北京担任领导职务


事实在于，经理们在面临让文化产生变化的两个重要维度时会感到迷茫，这个时候，与领导力有关的文化问题就会出现。我们都很熟悉层级制度，也就是我们对上级以及交流对象级别的关注程度，以及我们根据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所展现出的不同对待方式和尊重程度。但层级制度并不一定就能决定决策方式。例如，日本人的层级观念比美国人强，但是美国人在决策时的协商和共识意识比日本人差很多。在本文中，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尔林·梅耶研究了这两大维度，以及它们对全球领导效果带来的影响。该研究重点关注决策时的不同态度对全球团队工作的影响。她概括了两个维度的不同文化，并在4个相应的领域比较了人们对领导角色的期许。




管理气候变化：来自于美国海军的经验


美国海军一直驻扎在气候变化的前沿阵地。它在各个大陆和各大海洋管理的资产达到了数百亿美元。这些资产，包括船只、潜艇、飞机、基地以及连接这些设备的IT和通信软硬件，需要数年的时间去设计和生产，并拥有几十年的使用寿命。这意味着海军如今须知晓总统和美国人民在10年、20年、30年之后需要他们执行的任务，以及届时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资产和设施来执行和支持这些任务。因此，它须按照未来世界的状况来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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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Idea Watch




找出明星员工还不够，关键是确保他们留下。




在销售业绩比较平均的团队，销售员不太会感觉到有挑战性，他们努力工作或改进工作方法的动力较弱，跳槽的几率较高。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销售人才

离职可预测

How to Predict turnover on Your SaleS team

托马斯·基尔（Thomas Keil） 托米·拉玛南（Tomi Laamanen） | 文






企
 业的每个部门都必须面对人员流动的问题，但有一个部门人才流失的代价尤其大——销售部。据估计，美国销售人员的年流动率高达27%，是劳动市场平均水平的两倍。在很多行业，销售人员平均不到两年就会跳槽。人员流动有时对企业有益，如业绩差的员工主动或被动离开。但很多时候并非如此：每当表现出色的员工离开，企业都会蒙受直接或间接损失。美国企业每年用于培训销售人员的费用达150亿美元，用于激励销售人员的资金高达8000亿美元，人才流失影响了这些投资的回报。人才流失也会损害销售业绩：企业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填补空出的岗位，新人需要逐步熟悉工作并重建客户关系。如果管理者能察觉某位优秀销售员可能要离职，并设法挽留，他们的公司或能避免重大损失。

佐治亚州立大学的V·库马尔（V. Kumar）等4位营销学教授的一项新研究，将有助于管理者留住销售人才。研究者分析了一家《财富》500强电信公司两年多的数据，该公司主要销售消费电子产品和软件服务。研究者构建创新量化模型，用于预测销售人员的离职意向。此前，部分研究者提出一种预测每名销售员盈利能力的方法（见《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4月刊《谁是真的销售明星》），本项研究建立在其基础上。知道谁最能创造利润当然有用，但新研究是很重要的补充：如能了解哪位销售员很可能离开，以及离开的理由，领导者就可以在明星员工提出离职前采取行动。

研究人员分析了该公司1058家门店6727名销售员的数据，将其分为两组。研究使用两类指标：第一类衡量销售员的能力，包括历史业绩（创造的营收）、客户满意度、月度指标完成情况等；第二类衡量“同侪效应”，包括每家门店销售员业绩差异，以及主动和被动离职情况。研究排除了地域、店铺规模、人口结构等因素。

研究者预期，因为职业安全感较强、奖金较高且对工作的掌控感较强，历史业绩和客户满意度得分较高的销售员离职的几率低于中低得分销售员。实际也的确如此。但研究者发现，销售指标完成情况与离职几率的关系呈现为倒U形曲线：高绩效销售员比中等绩效销售员离职率低，表明管理者成功留住了这些明星员工；但低绩效销售员因为能力较差，很难在其他公司找到机会，离职率同样较低。“中间地带销售员的离职率较高。”研究者写道。虽然这些销售员不属于“A类员工”，但作为团队中坚力量，他们的离开还是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最意外的发现是，“同侪效应”能最有效地预测销售员离职。研究者推测，在销售业绩比较平均的团队，销售员不太会感觉到有挑战性，因此，努力工作或改进工作方法的动力较弱，跳槽率较高。在主动离职率较高的案例中，员工通常因为看到同事跳槽，对公司前景失去信心；部分由于跳槽同事的影响，他们掌握更多外部机会的信息。如果团队被动离职人数较多，员工可能会不信任管理者，职业安全感较低，进而离开。“员工的态度和倾向受环境影响很大。”研究者写道。“同侪效应”在预测模型中作用明显，表明离职可能有传染性。

哪些因素导致员工打算另谋高就，哪些行为表明他们可能正这样做——相关研究已经形成趋势，本项研究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劳动市场紧缩、数据分析普及的背景下，这类研究的价值越来越明显。例如，咨询公司CEB的研究显示，重要个人事件（如重要生日、同学聚会）可能刺激员工自我反思、对比他人的职业状况，常常促使他们寻找新工作（见《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9月刊《员工为何离职》）。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一项研究发现，和打牌时的马脚和线索一样，员工跳槽前可能有13种“离职征兆”，包括提早下班、专注或努力程度下降、不愿加入长期项目等。

这项新研究的一个启示是，管理者应充分关注“同侪效应”，考虑对员工业绩比较平均或离职率上升的团队采取措施。但库马尔指出，该项研究的结论并不是企业应使用相同的模型，而是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找出能有效预测员工离职的变量。未来的管理者可能会习惯利用数据分析，按高度、中度、低度离职风险将员工分类，并决定对哪些存在高离职风险的员工采取挽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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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萨朗·桑德（Sarang Sunder）、V·库马尔（V. Kumar）、阿什利·戈莱茨尼（Ashley Goreczny）、托德·莫莱尔（Todd Maurer）：《销售人员离职原因实证分析》（Why Do Salespeople Quit?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Own and Peer Effects on Salesperson Turnover Behavior），《营销学研究》（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2016年）





前沿 前沿 Idea Watch




杰·明克斯（Jay Mincks）

“在他们拿到新工作之前了解情况，这会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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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马克斯·伯克哈尔特（MAX BURKHALTER）





人力资源外包公司Insperity总部位于休斯敦，下设50个分支机构，拥有600人的销售团队。

该公司负责销售的执行副总裁杰·明克斯（Jay Mincks）最近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介绍预测和防止人才流失的方法。以下是采访摘录。




你的销售团队每年人员流动率是多少？


平均28%，但这个数字有一定欺骗性。我们出售复杂的无形产品，所以学习曲线很陡峭。一般员工需要12到18个月才能跟上节奏，这段时间的流失率非常高。但之后，我们A类员工的流失率只有5%。我们的薪酬方案保证我们很少失去最好的销售员。




如果怀疑有人可能离开，你是否有能力留下他？


如果能在他们拿到新工作前了解情况，将会大有帮助。你走过去，坐下来，想办法留下他。一般想走的人都在情感上有些受伤，所以你必须让他们振作起来，表达你的欣赏，然后问，需要公司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感到快乐并留下来。如果提早发现，我们几乎100%会成功。




如果员工已经拿到新工作了呢？


如果我们提高待遇，成功率大约是50%。但留下的那一半人中，很多人会很快离开。让他们想要跳槽的因素依旧存在。提高待遇能让员工多留一段时间，但如果他们曾经决定离开，就很容易再来一次。




你希望更多依靠数据来预测员工离职吗？


只要能在决策中减少直觉的作用，任何方法都有帮助。今年我要招12个管理者，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直觉都很好。数据分析会非常有价值，它能帮助我们看清问题，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在员工离开前采取措施。




如果让你来设计一个人员流动数据分析表，它会包含哪些元素？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哪些数据能预测销售员的成功，这最关键。我们有招聘团队，进行很多面试，但很难看得非常准——很多做销售的人都善于伪装。我们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做培训，但太多人达不到要求。这让我们的销售培训团队消耗很大。如果我们能设法使用数据筛掉这些人，将会省下很多钱。





前沿 Idea Watch




创业

创业者的外部沟通必杀技






创业者很清楚，
 无论最初的计划是什么，做一家创业公司，必然涉及一系列快速的构想、实验和调整，结果常常是采用非常不同的商业模式。但即便成功改变路线的创业者有时也意识不到，为避免困惑和失望，与客户、投资者和媒体沟通公司转变的理由非常重要。

有新研究分析了两家创业公司6年中的对外沟通情况，并为做出战略转变的初创公司提出3项建议。两家公司的基本情况、战略变化和最终产品（自动化投资工具）都很相似，但一家成长为营收规模20亿美元的公司，另一家则贱卖资产后关门。研究者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向外界解释路线修正的方式不同。研究者建议创业公司：提出“抽象的产品概念框架”，以保证一定腾挪空间（失败的那家公司受限于最初太过精确的产品描述）；在描述新定位时寻找与创始原则的联系，制造连续性；在进行重大转变时使用谨慎的调和性语言，安抚初始理念的支持者。

“初创公司如何表述新的战略方向，与实际操作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研究者写道，“创业者为创造可行产品构想并检验假设，这和科学家很像；但他们也要像老练的政治家那样，能够向不同受众有效解释计划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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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洛瑞·麦克唐纳（Rory McDonald）、高成（音）：《创业公司战略转变研究》（“Principled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Reorientation in New Ventures”，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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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对员工的投入会有回报

保罗·莱昂纳尔迪（Paul M. Leonardi） | 文





研究者从技术、物理环境和文化3方面，分析了250家企业对员工体验的投入，选出其中6%表现最佳的公司，包括Adobe、埃森哲、Facebook和微软等。这些公司为员工配备高端技术设备，投入较多资金用于办公空间设计，并让员工了解其工作对组织的贡献。这些公司的股东回报大幅优于标普500和纳斯达克企业、《财富》最佳雇主100强及Glassdoor最佳雇主，它们的以下指标优于其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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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推行非竞争性雇佣条款的州，科技从业者收入低于其他州，且整个职业生涯的收入都会受影响。




纳塔拉詹·巴拉苏布拉马尼安（NATARAJAN BALASUBRAMANIAN）等：《非竞争性协议对高科技从业者的影响研究》（“LOCKED IN? THE ENFORCEABILITY OF COVENANTS NOT TO COMPETE AND THE CAREERS OF HIGH-TECH WORKERS”）







前沿 Idea Watch




并购

知名公司的收购更冒险






企业进行收购
 的目的多种多样，如获得新技术、市场、人才或增长动力等。但并购总有风险：企业经常出价过高；市场可能对收购反应不佳；很多收购案的后续整合困难重重；瞄准的技术常常失败。为分析企业的声誉对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者从《财富》1991年到2008年最受赞赏的公司中选取75家，并在榜单之外选择相似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包括收购频率、交易规模、与已有业务相关度、市场反应等。

研究者发现，受推崇的公司进行的并购更多，涉足非相关领域也更多。这属于高风险策略：交易越多，犯错的几率越大；进入新行业或市场需要培养新的知识和技能。这些公司在进行收购时并未出价过高，且交易规模多样，包括很多小型收购。

但意外的是，虽然地位很高，这些公司的收购却遭遇了更多负面市场反应。这些受推崇的公司平均市值500亿美元，在宣布收购后，市值比声望一般的同类公司多跌了3亿美元。研究者指出，投资者似乎将它们的激进收购解读为内部增长潜力有限。研究结果至少表明，知名公司须更好地向市场解释其并购行动，以期减少交易对股价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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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杰拉尔·哈勒布里安（Jerayr J. Haleblian）、迈克尔·普法尔（Michael D. Pfarrer）、杰森·凯利（Jason T. Kiley）：《高声望公司收购行为研究》（“High-Reputation Firms and Their Differential Acquisition Behaviors”，《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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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

盈利目标的黑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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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盈利目标
 的压力，管理者有时会进行账目操纵、削减研发和广告等支出，这已不是秘密。但一项新研究显示，压力也会对职场安全构成威胁。利用2002年到2011年美国职业安全健康局的数据，研究者发现，在符合或超出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企业，员工受伤或患病的几率更高——这些企业的业绩压力可能最大。

分析表明，这是因为管理者增加员工的工作负荷，或要求员工加快速度，并减少培训和设备维护等安全相关经费。轻松达到盈利预期的企业，员工受伤的几率最低。研究发现，这些企业因为对发展前景有把握，给员工的额外业绩压力较小。

“由于实际管理活动不透明，我们的研究显示，企业及时披露员工的健康安全状况，可以作为投资参考，而已有企业在考虑这样做。”研究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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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加德森·卡斯基（Judson Caskey）、布格拉·奥泽尔（N. Bugra Ozel）：《企业盈利目标与员工安全状况研究》（“Earnings Expectations and Employee Safety”，《会计与经济学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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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行为

来自回转寿司的启发





传统上，时装行业每年有春/夏、秋/冬两次上新，大部分零售商会一次性推出所有品种。但过去10年间，以Zara和H&M为代表的“快时尚”模式兴起，通过快速更替货品制造购买需求，从而实现盈利。诸如Rue La La等“闪购”网站，运营模式也类似。一项新研究探索了“分步上架”（sequential assortment）策略——逐步推出货品而非一次性全部上架。如果运用得当，零售商将会受益。

“快时尚或闪购零售商3月开始卖凉鞋，消费者必须在不了解4月新款的情况下做出购买决定，”研究者写道，“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促使消费者可能3月买一双凉鞋，然后4月回来买下一双更喜欢的。”如果消费者提前看到4月的新品，可能会只买一双。

研究者计算了“隐藏价值”（value of concealment），即零售商通过分批上新增加的营收。研究者认为，这种策略类似回转寿司——传送带逐一呈现食物，可能让顾客比从菜单点菜吃得多。

研究者指出，为分析分批上新能否带来价值，零售商应考虑商品种类和消费者类型。对于服装、鞋类、饰品、儿童玩具等品类，消费者可能愿意在短期内连续购买，所以分批上新有可能增加营收。但对于家电、汽车等大件商品，分批上新不太可能刺激购买，反而有损销量，因为如果消费者猜测很快有新品上市，可能会延迟甚至放弃购买。

研究还将消费者分为短视和审慎两类：前者不太会精挑细选，常有冲动购买行为；后者则更加谨慎，更可能放弃购买。分批上新的策略对短视消费者效果更好，但零售商目前无法简单有效地判断消费者类型。研究者希望与零售商合作，为未来研究获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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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克里斯·费雷拉（Kris Johnson Ferreira）、乔尔·吴（Joel Goh）：《商品更替与隐藏价值》（“Assortment Rotation and the Value of Concealment”，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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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为何要坐在

工作努力的人旁边






为提升工作效率
 ，企业花重金设计办公室布局，如优化开放区域和私人空间比例，以期最大化协作和专注程度。新研究发现了另一个提升工作表现的方法：安排特定类型的员工坐在一起。

研究者分析了超过2000名科技行业员工两年的数据，将他们分为3类，并研究每类人对周围同事几方面工作表现的影响。其中，“高效率员工”工作量占优但质量欠佳，“高质量员工”与之相反，而“通用型员工”在两方面较为平均。

研究结果显示，安排优势互补的员工，即高效率员工和高质量员工坐在一起（通用型员工应该坐在一起），最多能将整体工作表现提升15%。研究者估计，对于一家2000人的公司，这相当于每年增加100万美元利润。

是什么带来了正面的溢出效应？研究者认为，溢出效应显现得很快，座位打乱后消失得也很快，所以原因应该在于激励和同侪压力，而非相互学习。员工不太受他人劣势的影响，因此，安排相反类型的员工坐在一起，基本没有负面影响。“对于希望提升人力资本回报率的组织，重新安排员工座位可能是最简单省钱的办法。”研究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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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迈克尔·豪斯曼（Michael Housman）、迪伦·迈诺（Dylan Minor）：《组织空间设计研究》（“Organizational Design and Space: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Productive”，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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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

AI的初步胜利





很多员工担心人工智能（AI）会让他们失去工作，研究显示这种担心有道理：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3年，47%的工作将实现自动化。但在短期内，这种担心可能有点过头。2017年，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对13个制造和服务行业835家跨国公司的调查发现，企业在计算机领域大量使用AI，但较少将人类工作自动化。研究者认为，机器间沟通对于AI很容易，替代人类却不容易。

例如，调查发现，AI应用最多的领域是发现和阻止计算机网络入侵。将这项工作自动化，并不意味着淘汰IT安全员工。网络攻击呈几何级增长，造成很多企业IT安全部门负担过重，AI将对此提供支持。这样，AI使得IT安全员工对雇主更有价值；在很多其他部门也同样如此。下表显示被调查公司使用AI进行特定工作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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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比之前和之后的周一，法官在“瞌睡星期一”（夏令时的第一个工作日）判决的刑期多出5%。这表明，睡眠不足的领导者和决策者，看可能需要休息好之后再做决策。




周庚民（KYOUNGMIN CHO）、克里斯托弗·巴恩斯（CHRISTOPHER M. BARNES）、克里斯蒂亚诺·瓜纳拉（CRISTIANO L. GUANARA）：《夏令时造成的睡眠不足对法律判决的影响研究》（“SLEEPY PUNISHERS ARE HARSH PUNISHERS: DAYLIGHT SAVING TIME AND LEGAL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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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成员认知越多元，效率越高





在一项战略执行测试中，参与者要在限定时间内解决一个不熟悉的问题。研究者发现，认知更多元的团队完成任务速度更快。具体来说，知识处理
 （在遇到问题时创造知识）和视野
 （整合自己的知识与他人的知识）方面的多元性与团队成功高度相关，对工作表现的影响超过年龄、性别、种族等人口结构方面的多元性。

“这从直觉上说得通，”研究者写道，“要解决新问题，团队必须在利用已知和探索未知两方面取得平衡，个体要既能发挥专长，也能退后一步审视全局。”下表显示多元化程度最高和最低（根据成员得分的标准差算出）的团队工作表现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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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1931年4月


“在新的工作方法之下，美国的工人数量大大超出所需，因此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减少工作时长、增加就业机会。这是唯一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完全符合工业和社会的发展趋势。”


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5日工作制》（“THE FIVE-DAY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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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投资者如何看待企业ESG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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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0
 家评级机构提供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数据，超过1400家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机构在分析股票和债券时使用ESG评分。但关于主流投资机构如何使用ESG数据，我们所知很少。一项针对全球413名投资从业者（大部分是投资组合经理）的调查提供了相关信息。

调查结果显示，82%投资人认为，ESG数据对投资业绩有实质影响，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企业声誉、法规和监管风险的相关信息。投资者主要用ESG数据进行负面筛选：由于担心负面表现影响股价，他们会规避ESG评分低的公司。1/3投资人预期，未来5年中ESG评分会更多用于正面筛选（即投资组合经理主动关注ESG评分高的公司）和主动干预（即投资者要求企业管理层提升ESG表现）。

尽管ESG评分已得到广泛应用，调查仍显示部分投资者持怀疑态度：对于一系列问题，20%投资人表示不相信ESG评分能影响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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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阿米尔·阿梅尔-扎德赫（Amir Amel-Zadeh）、乔治·塞拉菲（George Serafeim）：《投资人使用ESG数据情况研究》（“Why and How Investors Use ESG Information: Evidence from a Global Survey”，工作论文）





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奥利弗·森格（Oliver Sng）是密歇根大学研究员，他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同事合作，将各国和美国各州人口密度的数据，与当地居民在教育、退休金等长远投资方面的意愿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在人口较密集的地区，人们更愿意进行长线投资。该团队由此得出结论：





住在稠密区的人，

更计长远

CROWDED PLACES MAKE PEOPLE THINK MORE ABOUT THE FUTURE

艾莉森·比尔德 | 访 牛文静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森格博士，

捍卫你的研究吧！






森格：
 基于上述发现，以及对因果关系的后续研究，我认为人口密度和生物学家所说的“生活史策略”（life-history strategy）有一定关系。生活史策略大致是说，物种和生物体活得或快或慢。“快的”关注现在，很早开始繁殖，后代众多，对每个孩子或自己的投资不多；活得慢的则关注未来、自我发展和长期关系，孩子较少。和其他动物相比，人类追求较慢的生活史策略，但每个人情况略有不同，尽管与遗传因素有关，不过环境也起到一定作用。

在人口稠密地区，资源竞争更激烈。我们会认为，需要增加对自己和孩子的投资，才能取得成功。我的合著者史蒂文·诺伊贝格（Steven Neuberg）、迈克尔·瓦纳姆（Michael Varnum）和道格拉斯·肯里克（Douglas Kenrick）提出了这种假设，我想要加以验证。





HBR：
 结果证明是对的？


是的，我们发现，在人口更密集的国家，滥交情况更少，生育率更低，学龄前教育率更高。和解决手头问题相比，大家更在乎未雨绸缪。美国人口密度更高的地区，大家普遍结婚较晚，子嗣较少，有更多的人获得学士学位以及参与退休储蓄金计划。这些和未来有关的因素互相影响，但人口密度是根本因素之一。即使在人口规模、经济繁荣程度和城镇化程度相似的情况下，这些结果也成立。




居住在人口密度较高州的人，加入退休储蓄金计划的可能性更高。






会不会仅仅是因为拥有前瞻思维的人更愿意住在人口密集的地方？


我们的研究就是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在第一个试验中，我们从网上招募参与者，他们来自美国各个地区，我们给其中一半的人发了一篇虚构的《纽约时报》文章，主要内容是说美国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然后让大家回答问卷，题目旨在考察他们的未来导向，例如，“你想要明天拿100美元还是90天后拿150美元？”另一半则是对照组，他们不读文章直接做问卷。

我们发现，看过文章的人更愿意选择延迟获得更高的奖励。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效果很大。通过人为灌输人口高密度的概念，大家增强了长期思维。




也有可能是阅读让他们思考，从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吧？


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没有让大家在回答问卷前阅读文章，而是让参与者听了一段录音——一些录音是很多人在聊天，一些纯属白噪音。那些听到嘈杂人声的参与者同样更加看重长远回报。




企业能否在消费者营销等环节中利用这种趋势？


关于这项研究的实际应用，我还没有想太多。在产品或服务设计以及营销方面，这项研究可能会有所帮助。为了吸引人口稠密区的消费者，企业应该着重强调他们和孩子在未来可能获得的利益。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企业应当把焦点放在即时满足上。




假如某家公司想让雇员把注意力从短期目标转向长期，是否应将他们从农村派往城市？或者让员工聚集在吵闹的小办公室里工作？


这类举措也许会对某些人有点效果，但要注意的是：首先，我们的前两项研究关注的是国家与国家，以及州与州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城市和非城市差异。人口密度和城镇化之间确有相关性，但在后者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的实验结果也成立。

第二，按照学术标准，实验中观察到的差异很微小。第三，在描述人口增长情况时，我们尽量不带感情色彩。如果人们感到人口密度会带来混乱和无法预测的环境，他们也许会采用更快而非更慢的生活史策略。他们也许会问：“身处现在这个环境，想要出人头地是要靠提高技术和知识，还是要比谁的拳头大？”




美国哪些州的居民眼光更长远？

“生活史得分”综合了平均婚龄、生育率、高等教育和学龄前教育率，退休金计划参与程度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居住在人口更加密集地区的居民，更愿意选择“慢”战略（投资未来），而在那些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则更愿意选择“快”战略（关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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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人的确觉得拥挤的地方混乱、压力大甚至危险。


有人曾和我说这是美国人的偏见。大家倾向于将人口密度和城市联系在一起，将城市和犯罪联系在一起，或者认为人们会屈服于本能。我在新加坡长大，那里的人口密度全球排第三（前两名是澳门和摩纳哥），但是那里秩序井然。我并不是说拥挤的地方不混乱或者不危险，当然有可能会是这样，但也不一定。




听了嘈杂人声录音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延迟获得奖励。






之后你搬到了美国，这里人口密度在全球214个国家中排名第161。你是想要过更快的生活吗？


我32岁才结婚，所以可能不是吧。但我猜测，也许环境人口密度在人们年轻时，对生活史策略影响最大。在另两个试验中，我们测试了大学生对高人口密度的概念是否和40岁以下成年人有所不同。

我们发现，那些阅读了关于美国人口增长而非松鼠数量增长的虚构文章的学生，更有可能选择长期关系，但不会选择生更少的孩子。20-30岁的人则有很大可能选择少生孩子，但不会改变他们对两性关系的选择。因此，人口密度似乎只会影响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未来目标。




你准备要几个孩子？


大概两个吧，但不会很快。美国人口是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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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与社群是持久的。SoulCycle的核心元素正是这些，因此梅兰妮认为其品牌也将经久不衰。






我
 有一个原则：如果某件事情我听三个人讲过，我就必须试一试。2008年，我听一些朋友说了单车工作室SoulCycle。那时候它刚成立两年，只在曼哈顿上西区有一间工作室，这马上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热爱团体健身课程，也坚持跑步，但我不骑动感单车。我试过几次室内自行车，不怎么喜欢。朋友们向我保证，这家工作室与众不同。

的确如此。首先，SoulCycle工作室隐藏在长廊尽头，门口散发出淡淡的葡萄柚香。教室里挤满了人，但给我感觉是，我好像与其他学员在一起，又像是独自一人。歌单里的都是混音歌曲，或是极好地混合了两首我爱的歌。教练有魅力，又很靠谱。教练的活力与学员们的激情，都极富感染力。那节课很有趣。课后，大堂里挤满了满脸通红的学员，即使空间狭小，我们也停留许久。很明显，这不只是健身房，SoulCycle是一种感官体验，是一个由超级粉丝组成的社群。参与过一次，我就明白这个住宅区小生意形成口碑的原因和方式了。

我2012年正式加入SoulCycle，负责公司的运营及发展，2015年成为CEO。担任这些角色时，我的目标是考虑业务和品牌的未来发展。我刚加入团队时，我们相信SoulCycle有潜力在美国沿海城市开20到25家分店。现在我们拥有74家工作室，并且在芝加哥、达拉斯、奥斯丁和休斯顿等非沿海城市，保持每年新增15家分店的稳定增长。我们刚刚在多伦多开了第一家国际工作室。我们现在意识到，自己的增长空间非常大。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清楚一个潜在危险：健身健康行业存在周期性，训练与减肥都是如此。在这个行业，时髦事物层出不穷，曾经的流行很有可能消失不见。你应该能想到一些例子：爵士乐健美操（Jazzercise）、跆博搏击操（Tae Bo），以及电视资讯广告里短命的家用健身产品。很多训练计划只是重复同样的动作，让人疲劳、厌烦，或者是被其他东西吸引，然后人们决定试试新东西。如何保证SoulCycle永远不会陷入这种周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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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的一堂SoulCycle动感单车课





我们不把自己看作是健身公司，而是更广泛体验经济的参与者。我认为，我们最聪明的决定都源于理解和连结顾客。健身房里的情况就能说明公司增长与否。我们招聘和培训单车教练的方式与其他健身公司大不相同，因为单车教练对于顾客体验至关重要。我们教练提供的是启发性指导，让学员在单车上和生活中有更多的主动权。教练造就了每堂课的独特性，传递体验，并把不同类型的人群联系起来。10年前，在我第一堂单车课上，教练给了我无与伦比的体验；现在，我们每月依靠这些教练把这种体验传递给成千上万名学员。



打造体验

1999年，我加入了喜达屋酒店集团，开始从事企业发展方面的工作，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那时，公司刚完成了对喜来登和威斯汀两个品牌的收购，并且正式推出了W酒店品牌。我负责品牌战略、企业融资和房地产收购。这是一次培养体验优先的绝佳训练。我们重新思考酒店公共空间的功能和感觉。我们播放精心挑选的歌曲，调整灯光，创造了恰到好处的活力与氛围以吸引当地社群和酒店客人。离开喜达屋后，我去了维珍集团，花了4年时间负责维珍美国航空的启动。我们仔细检查了飞机上的体验，探索出多种为旅客带来惊喜和愉悦的方法，能够抵消飞行中产生的焦虑。2007年，我加入Equinox公司担任业务副总裁，帮助美国最具综合性的健身品牌进行扩张，它拥有私人教练、水疗、精品健身房以及团体训练等多种业态。

2010年，Equinox的CEO与SoulCycle的两位创始人朱莉·赖斯（Julie Rice）、伊丽莎白·卡特勒（Elizabeth Cutler）见了一面，那时她们只有5家工作室，需要一个能够帮助公司业务持续增长的合作伙伴。她们认为Equinox在房地产收购和运营方面非常专业。到2016年，Equinox持有SoulCycle 97%的股权。这一过程中，我花了很多时间与朱莉和伊丽莎白一起，在保持其独特文化的同时专注品牌潜力的最大化。2012年，在Equinox第一笔投资的9个月后，我开始了在SoulCycle的全职工作。

酒店行业的经验给了我巨大的帮助。一开始，朱莉和伊丽莎白把SoulCycle看作是一家服务类公司，单车运动只是品牌的一个维度。我们最有激情的学员谈论更多的是关系建立，与教练和其他学员之间的沟通，而非运动本身。离开黑暗的健身房，穿着汗湿的运动服，走进一个明亮而拥挤的大厅，这些打破了障碍，让真正的对话变得更容易。对很多人来说，在SoulCycle建立的友情是他们生活中更大变化的开始，他们开始吃得更健康，重视睡眠，他们有组织地加入了一种更积极的生活方式，愿望变成了现实。




团体运动的伟大时刻

有些团体运动很受欢迎并且热度持续。其他的团体运动风靡一时然后销声匿迹。案例如下：




20世纪80年代：



爵士乐健美操


1969年，爵士乐健美操由西北大学学生朱迪·谢博德·米塞（Judi Sheppard Missett）创造，她兼职教爵士舞。该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流行高峰。今天，它拥有8300家加盟店，使用流行音乐，并借鉴跆拳道的动作。





与传统的健身课程不同，在我们的工作室，人们更重视体验。在其他健身房，作为基础会员服务的一部分，人们可以上无限次单车课程。在SoulCycle，我们不按月收费，但每节课程售价30-35美元，而且要求学员提前预订。我们相信，按课时收费能够激发完全不同层面的能量与参与度，最终会提升整体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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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资产

“燃烧卡路里”只是我们提供的服务之一。运动效果可测量很重要，但我们反复听到的是，我们的团队才是学员保持忠诚度的原因。我们使用行为面试法（behavioral interviewing）和工作观察法（on-the-job shadowing）保证教练团队的积极性，从而保证学员能在工作室中度过一天中最棒的时光。方法简单而直观：受到鼓励的人想要激励他人。教练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与看电影的体验类似，他们带领学员开启一次集身体、情感和音乐于一体的45分钟旅程。你可以在一周内多次上同一教练的课程，每次体验都不相同。我们拒绝循规蹈矩。灯光、歌单和激励的话——每一部分都会根据房间中学员的状态实时改变。唯一不变的是对体能的挑战。

在招聘明星教练上，我们优先考虑的是性格与表达能力，公司提供的培训项目可以填补他们在单车专业上的任何缺陷。为了留住这些明星教练，我们使用注重职业发展轨迹的模式。我们支付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工资，78%的教练在SoulCycle全职工作，能够享受健康保险、带薪假期和进修教育，这在行业里很罕见。他们也可以享受面向员工的理疗。我们过去几年的教练留存率超过95%。每次培训课程启动时我们会收到约20个申请，参与培训的教练会在纽约总部进行为期12周的严格训练，内容涵盖运动基本原理、音乐、解剖学和生物力学。一旦他们开始授课，我们会大力投资他们未来的培训和发展。我们是一家成长型公司，随着公司的发展，在新市场开店、成为区域开发者或是通过晋升，他们能够看到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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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

我成为CEO后不久，我们把目光瞄准上市。但股市风云变幻，随着金融气候变化，我们选择保持私有，部分原因是公司坚实的财务基础让我们不用急于进入公众市场。当我们为可能的路演做准备时，我被要求回答品牌吸引力和持续性的问题，一个我常听到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如此痴迷SoulCycle？你又怎么知道这会持续下去？”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作为新任CEO去思考他们的顾虑，然后得出解决办法。





20世纪90年代：



跆博搏击操


美国健身专家比利·布兰克斯（Billy Blanks）在自家地下室播放《洛奇》电影原声带时创造了跆博搏击操。1992年，他推出的搏击操视频成为90年代电视广告中最受欢迎的产品，售出了数百万份。布兰克斯仍旧在制作跆博搏击操视频，但Beachbody的出现使其黯然失色，Beachbody是一家以制作P90X健身训练视频的公司。





SoulCycle成立时，健身行业尚未出现精品路线。可以说，是我们创造了这个细分市场。现在，竞争对手们也在开办动感单车教室、训练营和其他混合形式的健身房。我们不太会关注其他的室内自行车或健身房，但竞争确实让我们保持创新和对核心顾客需求的持续解读，核心顾客是我们强有力的品牌大使。

有些最佳经验来源于其他行业。我们研究迪士尼训练员工以及星巴克保持门店社区化的方式。我们观察爱彼迎增加数字产品后依旧保持直观感的方法。喜欢SoulCycle的人们说，让我们与众不同的不是一两件事，而是很多事情的集合——是我们热情的员工、台上有魅力的教练、我们的系列服装，甚至是我们的网站。模仿者想要复制其中任意一个都很难，更不要说全部了。

我们小心提防着公然侵害我们知识产权的模仿者。如果我们认为某个健身房想让顾客认为他们是在SoulCycle，我们会诉诸法律。我们曾发现一家不在北美的工作室与我们曼哈顿的工作室看起来一模一样，墙上印着我们的logo和口号。我们强势但恰当地质询了业主，他们做了改变。

在纽约和洛杉矶，我们吸引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客户，这从不是我们战略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依靠名人进行口碑营销是昙花一现。毫无疑问，名人确实提升了我们的关注度，但我们没有刻意吸引他们。我们听到的是，知名度高的客户享受在社群环境中骑车的状态，而且教练永远不会把注意力引向他们。2014年，我们在华盛顿的工作室刚营业时，米歇尔·奥巴马来过。我知道她去了，但我们没做任何改变。她似乎享受成为60人之一的状态，随着很赞的音乐骑车，出很多汗，推向自己的极限……就跟其他人一样。很快，她每周都会来上几次课。



选择地段

为新工作室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是门学问，我们通常会在动工前一年进行调研。除了在当地花时间研究，并且听取潜在学员的意见外，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他们闲暇时都做些什么？他们在哪儿运动，什么时候运动？早上起床的动力是什么？通过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开一家为他们服务的健身房，而不是采用相反的方式。当然，我们会考虑哪种类型的教练能够更好地建立社群。

考虑工作室店面时，我们比较灵活。我们的工作室在230-320平方米左右，面积相当小，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原本不适合传统零售商的空间。我们在意车位数量，但我们不需要在主干道上，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目的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成为商铺出租方的理想品牌，因为我们带来了流量并能够为其他租客增添一些活力。由于遵守了选址的流程和方法，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门店的选址都很成功：在公司历史中，我们没有关闭过任何的工作室。



品牌拓展

在创新上，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应该不难预料。我们一直留心改进工作室的设计，有些人把它与苹果商店作比较。例如，我们把iPhone充电器放在储物柜里，因为我们在前台的充电站不够用了。今年，我们计划推出使用磁阻与碳带传动系统的新一代自行车，它比我们目前使用的摩擦阻力系统更先进，骑行更顺畅，持续时间更长。我们根据动作编排重新设计了车把，新车把能够为上肢运动提供更好的稳定性。随着学员运动能力的提升，我们的训练难度持续增加。现在，教练在课堂上使用更多的间歇训练，哑铃的重量也比几年前增加了。

我们也在扩大服装和其他产品类别。朱莉和伊丽莎白在成立第一家SoulCycle工作室后，把剩下的2000美元拿去印了T恤。第一批货在24小时内售罄。2016年，我们推出了14款服装，每款都结合了性能与时尚，也适合平时穿着；在我们营业最稳定的工作室，商品的收入增长超过了单车课程的收入。人们使用带有我们logo的产品，把它当作荣誉徽章，告诉世界他们属于这个社群。

我们也持续扩大健身房面向的人群。SoulCycle刚开业时，学员几乎都是曼哈顿上西区的女士。到2015年，我们考虑上市时，公司近80%的收入来自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现在，这些城市贡献的收入不到公司收入的一半，我们的顾客类型随着工作室的位置与课程时间而有所区分。我们把早上六点的课程叫作“公鸡”课程，至少有一半的男性学员。有些工作室会在下午四点开设青少年班。为了使每个团体都感觉宾至如归，我们鼓励教练提供合适的训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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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社群

我坚信我们会不断发展，因为人们在寻找一个能与其他人建立联系的地方，并且远离技术。与实物相比，他们更享受的是体验。很多健康类产业增长的原因是，人们意识到了投资于身体和思想的重要性。这就是与其他高端品牌相比，我们相信SoulCycle不太受经济形势影响的原因。事实证明，社会转变时期就是我们与消费者产生紧密联系的时候。在经济大衰退时期，尽管我们的体量小了很多，但我们发现，学员需要我们就像需要避难所和逃生处一样。同样，我们的业务在2016年总统大选后的几周有所增加，对很多人来说，那段时间充满着不确定性和情绪波动。如果经济放缓，人们也许会减少旅行和餐饮的花费，但他们会继续投资自己，而且我们相信，他们会继续来SoulCycle。





21世纪伊始：



尊巴舞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在哥伦比亚卡利，健身教练阿尔贝托-佩雷斯正在教健美操，但他忘了带训练伴奏带。于是他用莎莎舞和梅伦格舞的音乐即兴创作，融合了拉丁舞的动作。1991年，他把这种舞蹈带到了迈阿密；2002年，他把此种舞蹈命名为尊巴舞，并在电视资讯广告中销售DVD。尊巴舞课程在全球有20万个教学点。





简而言之，我们绝非昙花一现。室内自行车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它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有氧运动。它对关节的损伤比其他运动要小，所以学员能上很多年的课程。我们的创始人彻底改造了这种旧的锻炼方式，使之成为能够愉悦身心的全身运动。在我们纽约市的一家门店上，挂着的霓虹灯招牌抓住了我们的精髓：“一群人。部落。团队。社群。灵魂。”我们这样形容对方，学员们也这样形容他们自己。新学员能够看到这句话，它在工作室的后墙上发着光，像是个邀请。

友情与社群是持久的。SoulCycle的核心元素正是这些，所以我们的品牌也将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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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Spotlight



“80%的CEO

不信任或认为

CMO

无关紧要。

“Eighty Percent of CEOs don't trust or are unimpressed with their CMOs.”



刘筱薇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 编辑





为何CMO宝座

坐不长

Why CMOs Never Last



作者是金伯利·惠斯勒（Kimberly A. Whitler）

尼尔·摩根（Neil M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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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某顶尖零售商开始寻找新任CMO（首席营销官）。职位描述的第一段听起来就让人兴奋不已：新任CMO职责重大，负责带领公司提高收入和利润。这似乎是每个CMO都渴求的机遇。果不其然，公司找到了一位来自包装消费品领域的高管。他经验丰富、才能出众，加入公司时决心要有一番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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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80%的CEO都对公司CMO不满。CMO的流动率在C级别高管中最高，而这毫不出奇。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


多数CMO工作设计不合理。对这个职业的期望与CMO的实际责任（或评估其成功的指标）并不匹配。




解决方案


CEO必须决定供公司需要哪类CMO：1）战略家，决定公司定位和产品；2）商业化负债人，通过营销宣传提高销售额；3）负责损益管理并兼管整家公司事务的领导者，以上两项工作都在其职责范围内。招聘专员必须指导CEO做出选择，帮助他们设计合理的CMO职位，而CMO候选人也必须在签订合同前确定自己了解该职位。





但一年过去了，新任CMO万分沮丧。他本以为，根据职位描述、他与公司招聘专员和CEO的谈话，再加上他的经验，他有权力制定促进增长的战略。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大部分职责仅限于营销宣传领域的业务，包括广告和社交媒体。他没有产品发行、定价和开设门店的职责，而且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有限。他告诉我们，问题并非他能力不足，不能实现公司的目标，而在于这份工作的设计漏洞百出。作为CMO，他的实际责权与CEO对他的期望严重不匹配——任何人都很难在这个职位上取得成功。和我们对话没多久后，他就离开了这家公司。

我们在研究高效CMO的成功之道时，多次听到类似的故事，已经超过我们本应听到的成功案例。对我们来说，这些故事证明了CEO和CMO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问题。2012年Fournaise Marketing Group所做的全球调查，强调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80%的CEO不信任或认为CMO无关紧要，而这些CEO中仅有10%的人对CFO和CIO持同样态度。CMO也发觉一个重大问题。在我们的调查中，74%的人称，受职责所限，他们不能充分施展拳脚，介入公司的经营。

CEO与CMO之间的分歧有助于解释，为何CMO在C级高管中的人员流动率最高。光辉国际（Korn Ferry）的分析报告指出，CMO平均任职时间是4.1年，而CEO是8年；CFO是5.1年；CHRO是5年；CIO是4.3年。我们的研究表明，CMO流失率有可能更低：57%的CMO在职时间仅为3年，甚至更短。（
详见边栏《在职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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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时间

多数首席营销官在职时间并不长。超过40%的CMO在职时间是两年或更短，57%的人在职时间是3年或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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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O与职责主要面向内部经营的CFO、CHRO和CIO不同，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客户与公司的互动。新CMO进入公司时，往往会改变公司的战略方向；也就是说，公司很可能下血本重新进行定位、产品包装和广告推广。如果CMO工作满意度低或业绩不佳，导致该职位频繁换人，那么公司内部可能陷入混乱，随之而来的招聘和遣散成本更是不可避免。

我们认为，CMO流动率偏高很大程度上缘于职位设计存在纰漏。任何公司都可能雇用到不合适的人，但若责任、期望和绩效评估不一致且不现实，CMO注定会失败。我们在文中概述了终结这一问题模式的四大步骤，供CEO参考。我们还描述了寻找与CMO职位匹配人选的方法，以及促使CEO、高管招聘专员和CMO候选人合作，尽最大可能提高CMO成功几率的做法。



步骤1

定义职责

我们先问一个简单问题：CMO究竟都要做些什么？出人意料的是，这个问题没有普遍认同的明确答案。

我们在研究中采访了300多位高管招聘专员、CEO和CMO，进行多次CMO调研，分析多家大型公司发布的170份CMO职位描述，并查阅了500多个CMO的领英职业档案。我们发现，这些CMO肩负的责任以及他们自身的技能、所受培训和经验都有极大差别。（注意：我们将公司最高层的营销高管通称为“CMO”；有些公司可能用不同的名称指代这个职位，比如营销执行副总裁。）

我们观察到，多数CMO都有固定的核心责任。90%多的人负责营销战略和执行，超过80%的人掌控品牌战略和客户指标。但他们的职责不止于此；其工作范围已经大到难以想象，从定价到销售管理、公共关系、电子商务到产品开发与分销，不一而足。

当然，不是所有CMO职位都必须一样。不同公司有各自的需求、挑战和目标，而这些都要反映在CMO的职责里。CEO在考虑职位候选人之前，必须先决定哪类CMO最适合公司。我们在研究中确定了3种截然不同的CMO类型。（
详见边栏《3种CMO职责》

 ）

有些CMO关注战略。他们主要负责决定公司初期定位，之后将这些决定融入到新产品、服务和体验设计中。他们往往会管理客户洞察和分析职能。关注战略的CMO实质上是在领导公司的创新工作。这类CMO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占31%，在旗下有多个品牌的公司以及一些B2B服务公司中比较常见——这些公司有集中管理的营销团队，帮助制定企业层面的战略。

多数CMO关注商业化。他们的职责处于责任链下游，工作主要是利用营销宣传，销售其他人设计的产品、服务和体验。他们的责任一般包括监督传统和数字营销活动，与消费者建立能够拉动收入增长的关系。将近一半的CMO（46%）都担任这类职务。有些公司中，营销部门并非攸关成败的关键部门，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点：负责商业化的人支持创新职能，如技术公司的工程师。




当产品设计由消费者洞见驱动时，CMO需要一个战略关注点。





第三类CMO负责战略和商业化，关注整家公司的战略设计与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CMO的职务范围最广，不仅负责损益管理，还要管理创新、销售、分销和定价事务。在我们的研究中，23%的CMO要兼顾整家公司的事务。这类CMO在使用单一品牌战略的公司和一些包装消费品公司中比较常见。考虑到他们的职责范围和对整个组织的影响力，有这种工作经历的营销人员一直都被视为能力强的总经理，往往会被其他公司请去当CEO。

CEO如何判断哪类CMO最适合自己的公司呢？他们应该考虑以下3个外部因素：


1. 公司战略对消费者洞察的依赖程度。
 如果获取消费者洞察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并决定了产品、服务和体验设计，CMO的工作重心就应偏向战略并兼顾整家公司的事务。同一行业中的不同公司之间都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很难确切地说哪些公司属于这一类别。但如果公司战略由财务、技术、制造或其他面向内部事务的部门主导，营销部门的工作就应该围绕商业化展开。这种情况一般在重工业、工业、技术、高等教育、医疗和B2B公司中比较常见。总的来说，若公司认为创造需求的是创新产品和服务，就不太可能聘请CMO来制定战略或提高利润。


2. 实现公司层面增长的难度。
 处在增长缓慢或竞争激烈行业的公司可能更需要一位关注战略或兼顾整家公司事务的CMO。这类CMO可以制定创造需求的计划。但若增长对公司来说挑战性不大，可以轻松实现，那么选择担负商业化职责的CMO可能更合适。


3. 市场变化剧烈程度。
 如果公司商业模式正发生转变或行业界限正重新界定，负责战略和兼顾整家公司事务的CMO也许更有效率。他们更了解环境（消费者、竞争对手、渠道合作伙伴和市场）和公司内部运作情况（核心竞争力、战略方向），可以更好地帮助管理团队应对不确定性并反思创造需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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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CMO职责

COM的工作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关注战略，有的关注商业化，还有的两者都关注。CMO必须了解公司需要哪类高管，并相应作出雇佣决定。



[image: ]




（返回原文阅读）








CEO也必须考虑以下内部因素：


1. CMO在公司中的传统职责。
 如果公司C级别营销高管历来都将工作重心放在商业化上，让他们承担战略职责或兼顾整家公司事务就会夺走其他高管的工作。若其他高管长时间都负责这些工作，而且成绩很好，工作交接就成为问题。虽然缩小CMO的职责范围比较容易，但很多时候还是扩大范围更合理。比如一位来自高等教育行业的CMO曾经承担商业化的职责。他因找到该校招生困难（也就造成了增长困难）的解决方案而受到提拔，开始负责制定战略。但扩大CMO的责任范围要求CEO深度参与沟通协商，明确各方期望，防止内部冲突。


2.公司架构。
 如果公司有多个事业部或品牌，各职能的领导往往分散在整个组织中（每个事业部或品牌都可能有自己的财务、营销和IT领导）。在这种情况下，CMO一般会对整家公司进行战略指导。这在旗下有多个品牌的跨国公司中比较常见，这些公司的品类或者事业部经理有损益管理的责任。但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复杂程度加深，C级别职责必须分解。CMO职责不会受影响，只不过可能分解成不同岗位，比如首席商业化官、首席创新官和首席分析官等等。相反，若公司只经营一个品牌或者全部营销活动集中管理，CMO兼顾整家公司事务会更容易一些。



[image: ]




步骤2

责任与工作范围必须匹配

CEO在决定CMO该从哪方面发力后，就要对该职位的责任有相应规定。几乎所有CMO都负责品牌战略和获取消费者洞察。关注战略的CMO还须监督公司“智库”创新研发和产品设计的工作，但基本上不负责将战略融入到广告或营销宣传策略中。负责商业化的CMO必须在制定品牌战略方面承担重要责任，并通过社交、数字、广告和内容方案，开展活动和建立伙伴关系等手段，将品牌战略转化成可以提高销量的营销计划，但几乎不负责公司层面的前期战略决策。负责公司整体损益的CMO应对整个流程负责。

让期望和责任匹配是很容易出错的环节。公司一般会将CMO的职责描述成改变公司整体业绩的角色，但若你仔细研究这些工作职责，很快就会发现，CMO只担负商业化的职能。换句话说，公司的期望通常会远超出实际给予CMO的权力。

如果CEO劝说已经有份不错工作的候选人来公司担任CMO，问题就会更加严重。尽管很多高管在招聘过程中都会“夸大其词”，给候选人过多期许，而我们的研究表明，营销招聘中使用这些伎俩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所有人都不清楚CMO的确切职务，对CMO的期望也不能达成一致。



步骤3

指标和期望必须匹配

确定工作职务和责任后，CEO须定义评估CMO成功的指标。

理想情况下，担负商业化职责的CMO要对预算目标、项目成果（如网站改版）、营销项目效果（如增加店铺人流量）、管理成果（如提升员工满意度和绩效）负责。承担战略职责的CMO则应对与公司业绩相关的因素负责，比如增加收入或同店销售额；此外，他们还要完成预算目标并取得管理成果。负责损益管理的CMO当然要根据公司总收入和净利润、预算执行结果、项目和管理成果，对其进行评估。

以上方法也许听上去并不陌生，但实际上很少得到应用，这一点的确出人意料。在我们的研究中，仅有22%的职位描述提到了CMO的评估和问责方式，仅2％有专门阐释工作期望的部分。尽管90%都多少提到了工作期望，但往往含糊其辞。比如某个技术公司希望营销主管“帮助公司制定并执行一个激进的增长战略”。成功的评估指标具体是什么呢？是制定出一个战略计划，还是某种增长目标（如果真是如此，评估方法是什么）？如果指标和目标都没有事先确定，CMO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实现目标了呢？



步骤4

寻找合适的候选人

即使定义清楚了CMO职责，评估候选人依旧是个挑战，因为他们接受的培训、经验迥然不同。营销人员没有律师和会计所需的专业认证。我们调查的CMO中，仅6%的人有市场营销学的学位。尽管44％的CMO有MBA学位，但他们的教育背景相差极大，包括工程学、经济学、数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其他学科。因此，营销高管在事业起步阶段，学习到的经验类型和接受的培训（确切地说，他们早期是否在负责战略、商业化或兼顾整家公司事务并担负损益管理职责的CMO手下干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事业后期阶段最适合的职务。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CMO还会遇到一个绊脚石：在几乎所有CMO的职位描述中，公司赋予CMO的责任和对其经验要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举例来说，我们研究的职位描述中，39份材料都指明CMO负责监督产品战略，却没有要求CMO在这方面有一定经验。有时也会出现方向完全相反的问题。在39份职位描述中，34份都要求候选人有直效行销方面的经验，虽然职位本身不包含任何直效行销职务。




公司对CMO的期望通常会远超出实际给予他们的权利。





某顶级制造商对CMO职位的描述，可以帮助你了解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混乱状况。该公司希望营销主管带领团队对影响顾客偏好的因素展开分析，制定高瞻远瞩的品牌战略，设计营销战略并监督这些战略的执行。然而，这个职位实际上只要求主管对一个市场调研小组、营销项目管理小组和媒体团队负责。这份职位描述让读者以为，CMO的职责远大于其实际责任。

问题还不止于此。该描述指出，候选人应有“包装消费品领域的先进经验”（可翻译为损益管理的工作经验）、企业或营销战略的领导才干（已得到证明）和销售经验等。但该职位不包括损益管理或销售方面的责任，所以以上要求毫无意义。实际上，有研究和分析技能、媒体和数字化经验，而且有能力设计有效营销方案，提高经销商销售额的人更适合这份工作。尽管职位描述中信息前后不一致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但我们采访的CEO或CMO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问题。



如何提高成效

虽然CEO对自己的CMO表示失望，但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他们能确保CMO的职位设计合理，人员选择正确，那么他们对C级别营销高管的满意度也会提高。

在寻找新CMO之前，CEO必须对以下问题有明确答案：

我们希望CMO带来哪些成效，特别是在公司要务上？我们需要3个CMO类型中的哪一类呢？这位CMO应如何平衡管理团队的强项和弱项？

要实现我们对这一职位的期望，必须要求候选人承担哪些职责？对比其他C级别管理团队的职责，这些职责真的能起作用吗？

怎样定义成功？我们期望CMO带来哪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候选人必须具备哪种类型的技能和经验？

在思考最后一个问题时，太多CEO将候选人描述成“最佳选手”，而非最适合某特定职位的人选。避免陷入这种惯性思维很重要。从CMO候选人这一方来看，他们不应该将工作描述视为既成事实。我们调查的CMO中，那些称自己的职责设计合理的受调查者往往在接受工作前，就参与拟定新职责。这说明了CMO就职位责任和期望，与公司进行协商的重要性。

在同意出任CMO前，候选人应确定自己弄清以下问题：

公司中CMO的职责究竟是什么？所有C级别高管都对此达成一致了吗？CEO、CFO、CHRO和董事会都用同样的词语描述CMO的职责吗？

CMO的责任究竟是什么？组织结构图中哪些职能向CMO汇报工作，哪些不？哪类部门预算项目属于CMO的职责？还缺少哪些预算项目？（有些公司可能在招聘过程中回避和预算有关的问题，但候选人有正当理由要求查看预算，而提出这个要求也可以测试一下，公司是否愿意开诚布公地说明该职位的具体职责。）

对该职位的期望和绩效指标与候选人所担负责任和经验匹配吗？CMO的职位设计能助其成功吗？

回答完以上问题后，候选人应以书面形式，总结自己对职位的理解，以及该职位背后的期望和责任，并将心得与高管招聘专员和CEO分享，确认是否与两者意见一致。

高管招聘专员可使用以下问题，指导招聘流程：

CEO清楚CMO的职责范围吗？他知道在写职位描述前，职位本身要先设计好吗？他意识到改变CMO职责可能对其他C级别领导者的影响了吗？

对CMO的期望、成功评估方式和CMO的责任与其职位匹配吗？这种一致性在职位描述中表现明显吗？职位描述中列出的技能是否也与这些期望和责任匹配？

哪类CMO专长和公司设计的职位最匹配？

CMO的预备人选曾经接受过不同职位的培训吗？他们的背景和技能与职位的匹配度是多少？（CMO的预备人选在为新职位做准备时，正视自身背景与职位的差距，有助于预判未来的挑战和自己将得到的经验。）

高管招聘专员作为CMO职责设计的专家，在讨论这一职位时必须起带头作用，不能听从CEO的指挥。但我们在访问负责CMO安置工作的招聘专员时发现，只有一个人为指导CEO讨论CMO职位设计做了模型。尽管每个人都会因帮助新任CMO取得成功而获益，但招聘专员更关心CMO成功与否，因为一旦他们招聘的候选人在上任第一年内就失败了，按照惯例，他们将被降薪。



吃一堑，长一智

本文作者一共花了8年时间，研究为何公司招聘CMO时总会误入歧途。我们中还有一个人，也就是金亲身经历过这类挑战——如果CMO的职位设计未经深思熟虑便草草决定，失败概率会很高。

金的营销职业生涯起步于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宝洁的营销人员都有损益管理的责任，所以她以为所有C级别的营销职务都如此。她离开宝洁几年后面试了一个CMO职位。这个职位令她很兴奋，因为招聘专员称她将是“变革型领导”。但在新公司的最初几周中，金惊讶地发现，她没有损益管理的权力。她没有列席制定战略的会议，而是在努力确定公司的广告是否符合品牌指导原则。她想不到这就是她签约时同意接手的那份工作。

回顾一下整个事件，金犯了几个现在看已经很明显的错误。她将注意力放在工作介绍上，过于相信招聘专员的承诺，没有在面试中询问真正需要了解的问题。如果她在接受工作前看了组织结构图和预算情况，就会很快发现，CMO的责任要比她想象中小得多。了解到这一点后，她就会与高管招聘专员和CEO进行直截了当的沟通，强调职位设计的重要性。

为摆脱困境，金努力改变现任职务的责任范围和公司对她的期望。在几次成功营销后，她和有损益管理职权的COO合作设计了另一个营销职位。公司CEO才高识远；他认为，营销部门应扩大职责范围并支持改革。由于当时经济正处在动荡时期，所以COO非常乐意与她共同承担财务绩效的责任。久而久之，公司核心领导开始期望营销部门承担更多损益管理的责任，从而改变了CMO职位的本质。

金的故事说明，入职后再主动改变CMO的职责范围也是可能的。但这类雇佣失误对公司及其高管来说得不偿失——他们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弥补过失。如果CMO从一开始就花精力做自己有能力做的事，公司的处境就会好很多。

我们希望，本研究可以帮助CEO和CMO避免未来再遇到这种问题。如果公司从一开始就设置了正确的CMO职位，然后找到正确的人担任职务，那么每一个人——C级别高管、其下属以及股东，都会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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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惠斯勒
 是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助理教授，曾是PetSmart公司高管，并担任过David's Bridal and Beazer Homes公司的首席营销官。尼尔·摩根
 是印第安纳大学PetSmart市场营销学教席特聘讲座教授。





聚光灯 Spotlight



强强联合：

CMO和CIO

THE POWER PARTNERSHIP:COM&CIO

作者是金伯利·惠斯勒、埃里克·博伊德（D. ERIC BOYD）和尼尔·摩根






一
 直以来，CMO(首席营销官)和CIO(首席信息官)都从不同的视角看世界。营销人员关注需求创造，极其看重速度和创造力，愿意冒风险去实现激进的目标。IT高管往往规避风险，重视稳定性、安全性和准确性。现在营销正不断侵入网站和移动设备领域，攻占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与此同时，这两个职能之间开始产生冲突，而部分原因就在于权力和资源的转移。以下观察展示了两者之间鲜明的对比：据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预测，CMO今年对技术开支的掌控权将首次超过IT部门。“随着CIO更多参与到面向客户的活动中，CMO逐渐介入技术领域，传统职责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光辉国际前招聘专员安妮·霍普金斯（Anne Park Hopkins）称。她招聘过这两类职位的高管，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创建更高效的共同所有权关系，从而应对越来越模糊的职责概念。”

我们的研究涵盖了对成功CMO-CIO组合的深度访谈。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一个促进共同所有权关系的有用技巧：利用共同的绩效目标创造盟友关系。这个技巧较少得到应用。我们调查的CMO中，三分之二的人称，他们的绩效根据整家公司的财务成果（如营业收益或销售增长）进行评定。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垂直对齐评估法”，因为C级别高管的绩效目标与CEO保持一致。相比之下，只有34%的CMO（包括多数擅长与CIO合作的人）接受评估时，他们和C级别其他同事共担责任的完成情况会被纳入考查范围——这种方式即我们所谓的“水平对齐评估法”。

帝王娱乐集团（Regal Entertainment Group）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水平对齐评估法如何促进合作。数字营销现已经成为影院行业的战略重点，所以当帝王CEO艾米·迈尔斯（Amy Miles）决定在2012年更换现任CMO时，她知道下一任营销主管将必须和CIO大卫·多伊尔（David Doyle）展开紧密合作。她将两位高管的奖金捆绑在一起，让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而且必须通过合作才能实现。这些指标包括通过帝王App或网站出售的电影票占总票数比例、使用帝王自助服务机顾客的比例、影院排队购票速度，以及与顾客网站体验（如加载时间）及再次推出的皇冠俱乐部忠诚计划相关的指标。

迈尔斯雇用肯·休斯（Ken Thewes）来填补CMO的职缺。休斯上大学时学习工程学，所以精通技术。迈尔斯在职位面试过程中明确表示，与CIO进行有效合作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之前当CMO时，和IT部门之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关系。”休斯说。但他来到帝王后，IT和营销团队开始每周开两次部门“集体会议”，协调双方工作，实现共同目标。休斯说：“这种关系不会因为你说希望能取得成果，就真的取得成果——你必须让同事切实参与其中并确定他们展开了合作。”

双方的合作的确有回报：在过去5年中，皇冠俱乐部忠诚计划的会员人数已高达1400万，翻了不止一倍。数字商务自2013年以来上涨359%，客户参与度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以上所有方面的改善都有助于公司业绩提升：2011年以来，帝国收入增加20%，市值上涨了170%。





聚光灯 Spotlight



六任CMO之感悟

对话乔·特里波迪（Joe Tripodi）

Reflections of a Six-Time CMO

作者是丹尼尔·麦金（Daniel Mcg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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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特里波迪（Joe Tripodi）1989年成为万事达卡（Mastercard）的C级别营销高管，自那以后他就一直担任CMO的职务，效力过的公司包括施格兰（Seagram’s）、纽约银行、好事达（Allstate）、可口可乐和赛百味（Subway）。他向《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讲述了这份工作的演进历程和典型挑战。





HBR：
 从你首次担任首席营销官到现在，这个职位发生了什么改变？



特里波迪：
 最开始CMO的主要职责是广告和宣传。如今这个职位要求CMO本人了解如何发展品牌和企业，以及如何与公司中其他职能部门合作，共同促进增长。现在大家都聚焦数据和分析法，以及利用两者进行消费者细分和定位的方法。智能数据是未来大势。分析法让精准营销成为可能，而与之相对的“广撒网，然后祈祷”（spray and pray）的营销方式则成为过去。现在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客户和客户旅程。越来越多CMO开始对客户体验负责。在象牙塔里制定营销方案未尝不可，但如果你不能在客户实际出现的地方（如餐馆或商店）有一定影响力，就不会成功。




CMO的职责在改变；与此同时，你每天的时间安排出现了什么变化？


我现在花更多时间在数字业务上，也更关注数据分析和理解，但和广告代理公司打交道的时间就少多了。我的职位面向全球，所以我还要花时间思考如何扩散创意，让员工走出“孤岛”，也就是在更大范围内贯彻战略领导力，并鼓励不同地区之间交流最佳实践和信息，而非只关注某一国家内的营销事务。我常说，一家大型全球企业必须积极管理关系网络，包括和本公司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组成的内部网络，以及可能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人组成的外部网络，比如分析师、博客作者、意见领袖、NGO、供应商和政府机构。最关键的是，你必须通过数字沟通，连接消费者网络。现在对CMO技能的要求和我最初接手这个职位时相比，太不一样了。




CEO对这个职位的看法有多大改变？


即便在复杂的大型组织中，还是有很多CEO认为CMO的首要职务是广告营销，这实在出人意料。如果我要去这些公司工作，我会努力改变这一观点，让他们看问题更全面一些。广告只是建立品牌和公司所需做的事情之一，而且仅占很小的比重。CMO应对研发、创新、定价、包装、客户旅程和其他增长手段负责。制作有说服力的广告，在黄金时段播出，然后进入零售环境却不能兑现广告中的承诺，这有什么用呢？但很多CMO加深了人们对该职位的刻板印象。




为什么这么说？


很多CMO被聘用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进行广告评估、雇用一家新代理公司，然后推出新广告。这给了人们一种期望：新广告将从根本上改变公司的运营轨迹。一旦CMO把改革押在新广告，而所有人又看不到明显的变化，这意味着这位CMO失败了，所以公司可以辞退他了。挑战可能是分销、定价或产品质量的问题。别以为营销宣传就能解决更大范围的企业挑战。我是可口可乐在10年时间内雇用的第七位CMO。我告诉负责招聘的人：“不管你雇不雇我，这样的人员流动率对公司都不利。你必须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可以自豪地讲，我在可口可乐“存活”了7年半。




营销职能有兑现收入的压力，一向不都是很容易受到抨击的吗？


的确，这是该职位本身就有的风险。营销处在一个界限模糊的世界，你不得不总要向别人解释，公司正在从巨额广告投资中获得回报。所以你必须和CFO反复交涉。CMO有责任让人们清楚看到价值在哪里，让所有人相信营销不是成本，而是投资。此外，说到广告，每个人都是专家——员工、大众、加盟连锁店甚至退休员工都如此。你会听到很多意见和预测。这也可能给CMO带来挑战。




CMO的责任越来越多，其他C级别高管的职责会因此减少吗？


我不这样看。很多新责任源于与客户沟通和连接的全新方式，比如社交媒体或电子商务，所以不能说这些责任是从其他人那里夺来的，而且CIO还和CMO共担很多新责任。在当今社会里，CMO最亲密的商业合作伙伴必须是CIO，否则组织就无法有效运营。




不同公司的CMO职位相差很大，所以相比其他C级别高管，CMO候选人必须更仔细地对潜在雇主进行尽职调查吗？


你必须通过工作关系网和基于客观证据的分析，追根究底，找到真相。你被招聘专员和公司内部人员出卖，工作往往名不副实。招聘中没有“诚信广告”（truth in advertising）这么一回事。我就任纽约银行CMO时，该公司称今后要进一步以客户为主导、中心。等我入职后，才发现公司实际上对投资以上领域并没有多少兴趣，所以我没工作多久就离开了。你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我本应更仔细地做尽职调查，但我没有。现在不会再这样了。




你如何让CEO相信，CMO的职位设计必须有所改变呢？


你必须在接手工作前，先开诚布公地进行一次谈话。你将如何评估成功？如果CMO要求促进增长，他有正确的工具或者管控这些工具的权力吗？你还要确定，你了解现在和将来驱动增长的因素。公司准备好为未来胜出，投资必需的能力和基础设施了吗？你们能在成功必需因素上达成一致吗？如果没有，你注定以失败告终。




CMO必须有什么性格特征？


你必须在内部矛盾重重的环境中如鱼得水。你要用可持续的方式促进增长。你必须关注全球战略，但也要认识到，最有效的营销往往在本土展开。你还须将自己定位为经久不衰，但也是与时俱进的品牌。你必须关注产品质量，但也要留意成本效益。你要给客户选择，但不能给供应链过大压力。归根结底，你要思维敏捷、心智敏锐，同时有能力在相互冲突的重要工作和矛盾之间找到平衡。




对CMO来说，像你一样转换行业困难吗？


对我来说并不难，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不管我在信用卡、酒类、保险、饮料还是三明治公司工作，我都发现，好营销的基本原则都一样。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细微特征和独特语言，但你的同事能帮你适应新环境。但我更常见到截然相反的情况：公司写的工作介绍太片面，排除了那些来自其他行业，但完全值得冒险一试的人才。




你在哪家公司担任CMO时最成功？


很难选出一家，因为每家公司都有不同的业务、品牌和文化挑战。你一个人做不了什么，但我感觉我在好事达的团队对公司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好事达的营销变得更激进，而且以消费者为中心。公司的两位CEO埃德·李迪（Ed Liddy）和汤姆·威尔逊（Tom Wilson）很优秀，他们给了我之前这个部门从未有过的权力和自由。我们还查看了整个客户体验过程，从收到报价到完成理赔。为了解客户痛点，我们重新设计了客户体验，随后系统性地解决这些痛点，并提升了体验。我和万事达卡团队建立的全球服务基础设施和“无价”营销活动也让我很自豪。可口可乐一直都是个营销机器，所以我为我们引进的人才延续辉煌并挺进数字世界感到非常骄傲。




你担任赛百味CMO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们需要改革业务、品牌和文化。这是一家归两个家族共同所有的私企，在112个国家有近4.5万家餐馆，但缺少与公司规模和复杂性相匹配的基础建设。赛百味经营的方式和家庭作坊式企业很像，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我敬畏过去50年来赛百味取得的成绩——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加盟连锁店机器！我正帮助公司领导层思考如何搭建促进增长的公司结构，以及不同市场应采取的战略。赛百味的挑战和可口可乐或好事达相差极大，在很多方面上都算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商业挑战——这些挑战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望而却步。




你会给那些立志成为CMO的年轻营销人员什么意见？


首先，在不同职能领域都尽可能多获取经验。营销领域包括宣传、社交媒体、设计、运营或商务营销，以及品牌建设。但别把自己困在营销职能中，尝试去IT、业务拓展或销售部门工作一段时间。其次，获得一些全球经验，不论是生活、工作还是留学，都可以。第三，尝试获得不同行业的经验。我真的很幸运：我从商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美孚石油（Mobil Oil）做战略规划。这给了我广阔的视角：我了解到大型全球性企业的运营方式，给我之后的职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总的来说，把目标定为获取丰富经验，因为你的人生经验集锦会让你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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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麦金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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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CMO流动率

reducing cmo turnover: a recruiter’s prescription

作者是格雷格·韦尔奇（Greg Welch）






每
 隔一两个月，我都会接到CEO电话。他总会让我私下跟他开个会，谈谈公司现任CMO。通常情况下，CEO对CMO的不满会越积越多，开始想着更换新人。但在此之前，他想要详细讨论多个可能的人选，并粗略了解一下最优秀高级人才将会面临的工作环境。

我频繁接到这样的电话，已经开始担心了。考虑到高管招聘专员的生计取决于固定的人员流转率，这似乎有悖常理了。我和同事也对CMO频繁失败的情况感到不满。

CMO的失败多半缘于对该职位的期望出现严重偏差。如今CEO希望CMO成为促进增长的高管，但并非所有营销高管都有足够能力、经验和正确的领导风格，可以提高收入和利润，并学习适应新文化。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你很难让每一个人都将注意力放在任职资格上。雇用流程经常最后变成了人气竞赛，只向富有魅力的候选人抛出橄榄枝。魅力固然重要，但如果公司为这一特质而雇用技能与职位要求不符的候选人，反而会加剧失败的风险。

我和同事开会讨论CMO职位时，会谈到公司的具体问题。但大部分讨论都聚焦范围更大的CMO外部生存环境，包括我们认为谁是最优秀的CMO，以及最佳营销人才都在哪里。

我最先问的事情之一是，CEO真正想要哪类营销人员。只管广告的人吗？擅长使用现代数字营销方法吸引消费者的人吗？有损益管理经验，能推出创新产品，增加利润的人吗？我的目标是帮助CEO认识到，CMO的职责视各个公司和行业而定，相差极大。我经常带着反映这一范围内技能和能力的图表，让CEO找到对公司最关键的能力素质。

作为高管招聘人员，我在过去20年中安置了近500位CMO。你可以想象到，我和他们中很多人走得很近，亲眼见证了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基于个人认知，我认为CMO职责的变化程度要远在其他C级领导者之上。

很多营销团队的规模呈几何级数扩张。现在有些CMO有上千人向他们汇报工作，这在20世纪90年代还很少见。因为营销的范围已经延伸到数据和分析法，团队结构也有很大改变。现在团队成员一般包括数学博士、社会学家、设计师和更传统意义上的营销高管。很多行业的CMO责任范围都扩大了。比如在航空业，许多CMO担负多项商业职责，几乎涉及驾驶舱外的一切业务，从复杂的动态定价到信用卡合作伙伴以及忠诚和里程奖励计划，再到无线网络和加长腿部空间这类事务。

另外一个重大改变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社交媒体影响力的扩大，渠道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新营销工具让CMO有更多方法赢得客户，但这些工具也给了说话无所顾忌的客户发表意见，有时甚至是泄愤的平台。这对品牌和管理品牌的CMO来说构成了新威胁。

很多在CMO职位上陷入僵局的人都是聪明、极有才华的高管，所以他们的失败也就特别让人失望。为提高新任CMO成功的几率，我们帮助他们制定战略入职规划，确保他们快速融入新环境，工作也能更富成效。我们还建议他们与其他C级别高管建立深厚友谊，也建议CEO对CMO抱有切合实际的高期望。

选对CMO，设置正确的CMO职位，对公司来说大有助益，而对CEO、股东和客户来说则意义重大。当然对我来说，帮助客户想清楚组织未来的营销，找到正确人选实现未来目标，是我工作中最有满足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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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格·韦尔奇
 是史宾沙咨询公司（Spencer Stuart）高级合作人。





聚光灯 Spotlight



CMO进化史

THE EVOLUTION OF THE CMO

作者是卡伦·弗莱特（Caren Fleit）






营销渠道和工具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发展，而C级营销高管的地位和责任也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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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

营销主要聚焦电视和印刷广告的制作，以这两种形式向消费者推销产品。C级别营销高管基本上只在消费品和汽车行业中才会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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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

广告依旧限于电视和印刷付费渠道播出，但不再夸大其词，大力推销产品，而是发明有创意和记忆点的方法。广告宣传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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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

营销采用分析法，开始产生和客户选择与细分有关的洞见。特别是在消费品行业中，营销人员对产品管理、定价、促销和分销的责任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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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

有线电视、名人电视促销和VCR（观众可以跳过广告）让营销人员的工作更加复杂，提高广告效率的压力越来越大。分析法成为精准追踪每个销售渠道绩效的关键。消费品营销人员开始承担损益管理的责任并兼顾整家企业的事务。消费金融等领域则开始雇用C级别营销高管，虽然这些职位更关注品牌和企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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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

在医疗、科技等行业中，营销职能的职务更加宽泛。此外，B2B营销高管出现。营销领导者的职责界限变得模糊，公司努力在战略性职责（品牌定位、细分、业务增长）和战术性职责（销售支持、制作宣传册、举办贸易展览会）之间求得平衡。营销部门开始制定结合公司职能与地区和事业部职能的矩阵结构。客户关系管理成为主流。CMO职称首次出现。



[image: ]




21世纪初10年

数字革命改变了公司与客户的连接方式。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人们对彼此之间分享产品信息的依赖性逐渐加强。营销人员必须管理全渠道宣传，以及关于自身品牌正面或负面的信息。他们开始着重建设有意义的客户关系。CMO职称得到广泛使用，但用法混乱——既指代只关注品牌和宣传的高管，也指真正的战略商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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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10年代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来大量信息，让营销人员疲于应付。营销关注点从信息输出转变为客户参与度、对话、个性化宣传和产品。CMO的职务应该是有创意地利用洞见解决商业挑战、用数据支撑决定、在媒体和收入渠道之间打造无缝客户体验，以及带领公司将客户放在组织第一位。现在多数CMO在公司执行委员会有一席之地，而且直接向CEO汇报工作。但对于这个职位的定位还不清晰，导致有些人质疑该职称，并探索其他替代性职位，比如首席客户官、首席客户体验官、首席增长官。





对话 HBR-C DIALOGUE



对话IBM大中华区CMO周忆：

数字化浪潮中的CMO生存法则

时青靖 | 文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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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以及技术带来的透明度正在改变市场形势，客户可以快速且轻松地与整个“影响者网络”交流，好友、家人、专家或其他评论者，都可以帮助他们即时做出决策。移动设备的普及使客户只需一个按钮即可做出决定购买或者取消购买的决策，并且更换供应商。此外，技术使个人以及整个影响者网络能够即时表达他们认同与否一家公司产品、企业道德准则或者政府行为。这一切都将影响品牌的所有方面，而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本身，并将塑造品牌的权力更多地交到客户手中。

在当前快速发展的透明社会中，被动营销将很快在品牌推广和定位过程中留下真空，使其他人——客户或者竞争对手，成为定义你的企业是谁，代表什么，在满足组织目标和期望方面是否成功的推手。再者，全球数据爆炸、社交媒体、渠道和设备的激增以及不断变化的消费者特征等因素也对企业业务产生着重大影响。

这些都是作为企业营销问题全权负责人CMO面临的挑战。CMO这一角色决定了企业的营销思想定位。他们是最懂客户需求的，能通过精确感知和把握市场机会，制定市场营销战略和实施计划，为企业完成营销目标。CMO 的工作决定了公司能否从竞争中胜出，事关企业生死。

即使CMO能够积极地确定他们将应对的市场趋势的优先级，但他们仍须尽可能准确评估市场驱动因素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制定并执行高效的应对措施，积极有效地与企业内的其它职能部门交互，还必须做到量化和分析营销活动带来的财务结果，在整个企业内传达，以增强营销职能部门的可信度和效率，同时为了尽可能明智地分配预算，CMO需要知道哪些举措能够带来最高的回报，明确在哪些方面停止投资，在哪些方面增加投资。

本期聚光灯文章也着重探讨了CMO面临的重重挑战，同时指出针对美国CMO的一项调查，在C级别的高管中，CMO的任职时间是最短的（平均任期4.1年）。因此，CMO必须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努力，才能应对这场充满了数据、科技和创意的博弈。CMO究竟该如何响应趋势变化，进行角色转换和战略调整？

尽管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但有着相同的趋势。为此，《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特别采访了IBM大中华区CMO周忆（她的任期远超平均任期，已达6年），深入探讨分析了CMO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获取新资源，重塑营销职能，并在数字营销中致胜。采访中，周忆畅谈了在应对趋势变化、公司转型时，如何集中精力了解客户个体以及细分市场，增强现有员工的数字化能力、分析能力，雇用新人，或者与专业人员合作，将新技能融入到营销职能中，并与其他高管人员合作，将企业的对内和对外业务结合在一起。她回顾了任期以来营销领域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作为一家大企业大中华区CMO职务与必要技能和实力之间的匹配。



CMO角色定位



HBR中文版：
 像IBM这样复杂性如此之强的企业如何定义 CMO这一角色？



周忆：
 IBM的确很复杂。16年前，我刚加入这家公司时，发现这里不只是一家IT公司，而是一个IT宇宙。IBM囊括了硬件、软件、服务等最前沿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而且组织架构、研发体系、客户服务、销售和市场都异常复杂，这对我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再者，这家公司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在不断的转型和变革中去重新发现自己，引领市场。所以2012年我出任CMO一职时，我是很忐忑的。当时我已感觉到新一轮巨型转变即将来临。后来事实证明，我历经的这6年是IBM变革最激烈的6年，也是IBM大中华区转型最激烈的6年。




CMO的工作决定了公司能否从竞争中胜出，事关企业生死。





说到IBM对CMO的定义，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在我接任CMO以后，从没有收到任何一个CEO给我发出关于工作责任的明确指令，没有人跟我讲过这是你的工作范畴，这不是你的工作范畴。就好像约定俗成我们都知道，作为CMO在这家公司应该肩负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品牌建设、业绩成长和文化转型。





HBR中文版：
 就任CMO后，CEO有没有寄予你很多期望，他们对你工作的考核标准有哪些？



周忆：
 这个是有的。我在大中华区工作的16年里，做了6年的CMO，在不同的阶段服务过3任大中华区总裁，相当于CEO或董事长，他们3人赋予我的期望是不一样的，而他们的期望也正好掐准了公司发展的脉动和痛点。

我共事的第一任CEO是人称中国IT教父周伟焜。他那时对我的期待非常明确，就是认定我是他的CBO（Chief Branding Officer，首席品牌官）。当时的IBM在中国如日中天，我们见证和引领了中国IT产业的发展。但在当时，IBM在中国市场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不够，他希望我成为IBM这座金矿的包装师，让IBM的足迹慢慢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与中国客户和信息产业共同成长，把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带进来，推动中国整个IT产业发展。这是一个非常艰巨、伟大的使命。这意味着我要将IBM的故事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客户了解我们的企业品格。

钱大群是我经历的第二任CEO，也是与我共事时间最长的。他任期的9年正逢IT市场急剧变化，整个产业发生裂变，互联网、数字经济时代全面到来。IBM的那些传统行业的客户都在经历特别痛苦的数字转型，而且我们也不清楚如何在新兴行业找到新客户，如何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等等。因此，他对CMO最大的诉求和期望是CGO（Chief Growth Officer，首席增长官）。因此，如何让整个营销部门紧密配合他的工作，成为他的军师、慧眼和推手，至关重要。这6个字也是我给我的团队的一个定位。

军师意味着我永远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幕僚。因为他要通过我了解市场，了解整个竞争格局，同时也想从我这里听到真言。作为CMO，我要非常清晰外围市场和竞争格局的态势，客户对IBM的反馈，无论多么负面的评价我都要及时报告给他听。慧眼意味着我要能看到商机、客户痛点，以及IBM的战略、产品和解决方案是否能够迎合转型中的客户需求，不仅仅是针对现有客户，还有未来潜在客户。推手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往前推，几百人的营销团队都要为业绩增长铺路，既要做活动策划，又要兼顾业绩成果评估。

第三任是两年前上任的陈黎明。他来自石油行业，自己就是一个转型典范，曾经跨了近7个行业，在加入IBM之前，从不曾涉足IT行业。他上任时，正值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IBM很多业务线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公司赋予他的使命是锐意转型，开辟新格局。他带来的是非IT行业的视野，一个客户的体验，一些非传统IBMer的做派。

作为一个锐意变革者，他对我的工作要求很明确，就是做他的CTO（Chief Transformation Officer，首席转型官）。我们必须明白IBM已经不再是王者身份，曾经缔造传奇的时代已经发生巨变。市场的变化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部署战略，体制、文化、流程、人员、管理，等等都须转型。因此，我们有了“3+3”战略：今年、明年、后年，短期、长期，90天和180天的，以及4年、5年的规划去推进转型。作为他转型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推动者，我必须扮演好这个角色，帮他去推进整体转型。在我看来，历经的3任CEO都会抓住我角色中最为关键的一项职责，让我去无限放大，配合他们达成目标。





HBR中文版：
 ：每一位CEO上任之后，你如何能够让自己快速地进入他所定义的角色？其实这对任何人，特别是领导者来说是很难的。



周忆：
 首先要放正你的心态。我把CEO当作我工作中第一个客户来看待的，因为公司的方针、路线要看CEO，你CMO的KPI也要看CEO。CEO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你要很清楚。CEO最主要的职责是抓战略和销售，而CMO恰恰与这两个单元的联系最为密切，要多听、反复听CEO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当下销售战术，而不是自己去生造。

再者，CEO会很快告诉我，他对我的期待是什么。这个过程中我会很快调整自我，一旦我了解了他的整个业务战略思考和对现今以及未来发展规划，并认同了这个制度，我就会快速行动起来。当我在转型蓝图战略的横向、纵向领域都能看到我们的影子时，我是特别兴奋的。这意味着我和我团队已全面渗透到他整个战略规划和执行当中，也就是说，IBM未来的成长跟我和我的团队的关联度非常大。因此，开放的心态，认同CEO的战略，然后带动团队全力以赴进入到所有的领域当中。





HBR中文版：
 ：在转型过程中，你如何说服团队和你一起往前走？



周忆：
 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任何转型都是痛苦的，任何转变都会带来一些阵痛，一些不认同。这时你要彰显出你的领导力和决绝力，但同时也要让大家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听取不同声音，将他们的意见及时传递到高层管理委员会，争取最终能够磨合成90%认同的战略（100%同意是不太可能的）。作为领导者，你从一开始就要把周围的利益相关者弄清楚，哪些人要跟你一起同行，这很重要。不能不顾及他们的想法，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决定。当然，我团队300多人，我会跟其中最关键的五六十人面谈，说服他们加入转型。转型就是这么残酷，要么一起往前，要么退出，但绝不可以在中间挡路。




人物小传


周忆

IBM大中华区副总裁、CMO






简介：


现任IBM大中华区副总裁、CMO，负责大中华区市场营销、品牌和公众关系、数字营销、大学合作及公司战略转型相关业务。

自16年前加入IBM以来，周忆在公司很多重大的商业举措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领导她的团队确保IBM能够敏锐捕捉新的市场机会、抓住潜在客户，并通过建立全方位的客户维护系统最大程度地为客户提升价值；负责塑造和维护IBM在大中华区表里如一的品牌形象，确保所有受众，包括客户、员工、媒体、政府和社区，以及其他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对IBM品牌的体验能够与IBM的企业品格保持一致；规划和指导IBM大中华区数字营销渠道的战略转型，以为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全周期的优质数字体验。

在解放军外国语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英美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现在攻读长江商学院的DBA学位。






数字时代 CMO面临挑战




HBR中文版：
 ：在这6年的营销转型过程中，你经历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周忆：
 营销环境这几年的确发生很大变化，IBM的营销也在不断调整，而且频率也越来越高。我们自身的变化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在4个方面。

一是从产品为中心的营销到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过去，我们的营销是以产品为导向，现在，因为互联网的介入，客户已经无孔不入，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如果不能精准地了解客户，只推产品根本行不通。过去，我们的营销是B2B（企业对企业），而现在，我们的营销是B2P（企业对个人）。过去我们在选目标客户时比较简单粗放，比如会关注他是不是CIO， CMO等，现在我们要360度地捕捉客户画像，他的行为爱好，工作职责具体在哪个领域，KPI是什么，同时基于数据分析，预测出他在岗位上要达到的目标，这些都要弄清楚，再去跟他兜售你的产品，才能够真正打动他。

数据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我们过去凭经验做出的猜测，它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凭经验的猜想不再重要，因为营销是很残酷的，你大费周折做出的自认为非常棒的艺术设想，往往市场上无人埋单。

以客户为中心，意味着营销内容和营销方式也要进行调整。IBM是一家科技公司，涉及的很多专业术语只有技术背景的人看得懂。现在对IBM技术有需求的很多客户并非技术专家，但他们对技术有要求，希望技术去改变或者解决他们业务上的问题。这时，如果你营销上再过多倚赖专业术语，没人听得懂，所以你的营销内容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你要用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语言，还要有行业洞察，比如同样的一个分析软件，CMO要的可能跟CTO或者CHRO要的是不一样的，这些都要你做出精准判断，给出最贴合的解决方案。

二是从数字营销到全面以数据为驱动的营销。我现在整个营销团队，包括市场调研、产品营销、活动营销、品牌传播四个部门都是以数据为驱动。数据驱动已渗透到营销环节的每个方面。我们在最佳实践基础上总结一套新的营销系统，把营销这件事情分为4大部分、26步。我们把这套体系部署在IBM企业级营销管理系统上。这套体系由coremetrics网络分析平台和Unica营销自动化系统平台构成（IBM的软件产品），以客户购买历程为中心并且完全由数据驱动。IBM的所有市场营销人员可以同时在这套系统上实时地针对市场营销活动进行计划部署，管理执行和效果追踪。这套系统记录下的客户对每一个市场活动的反馈数据会驱动IBM市场营销人员实时对市场营销活动进行调整，更加符合客户购买行为和需求。IBM的26步营销体系和营销系统的紧密结合，保证了IBM市场营销能够实时追踪客户数据，由数据结果驱动下一步营销行动，并且营销效果可量化衡量，践行了真正的新营销理念。

我们使用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工具和平台，有很多营销效果报表视图(Dashboard)，可以全面展示客户和IBM互动的情况和体验。因为CEO和CMO永远是参考可量化的、可视化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做出决策。例如，一个团队做了一个营销策划，在营销效果视图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活动预算、点击率、互动人次、该营销产生的商机以及目前的赢单。报表视图清晰地反应了营销活动的各项指标，以及它和其他营销活动相同指标的比较。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及时调整营销策划。

第三个变化就是营销活动从过程导向到结果导向。过去，我们跟CEO做定期汇报时，呈现的是密密麻麻的一张图，这张图上写着我们做了多少场活动，多少线上线下的，多少客户来参加，多少客户发表意见，有多少人点击，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营销活动效果了。

但是今天，我们把最终商业结果看的更重要，对结果的要求更高，并且我们更加注重总体投资回报率。比如客户参加了活动之后，产生了多少商机，成交了多少赢单，是不是提升了客户体验，是不是促成了客户购买？最终的结果是，营销部门贡献了业绩，并且创造了商机，提升了品牌价值，促进了业绩增长。

比如，有一个团队策划了“12星座”的IT管理人的创意，以为创新性、趣味性，会吸引很多客户；但是他们想影响的IT基础设施负责人对这个创意并不感冒，该方案的传播渠道并不是IT基础设施负责人经常活跃的社区。因此，这个创意并没有带给我们想要的结果，比如客户互动频率不高、客户体验不顺畅等。因此，在计划新的营销活动时，这个团队就要重新考虑细化客户行为，设计真正适合他们的营销活动，才有可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最后一个是组织架构的变化，从各自为阵的团队到以专长为导向的别动队。当营销转型进入到以客户为导向，数据为驱动，以结果为王这样一个阶段时，像IBM这么复杂的公司，应该让客户对IBM的体验是一致的。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创建了钻石团队。就像电影《十一罗汉》里，每一个人都是某一领域的高手，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合力达成一件事情。钻石小组里只有两个核心且固定的成员，一个是产品营销专家，一个是活动营销专家。其他专业领域的成员是灵活搭配的，比如数字营销专员，品牌传播专员，市场调研专员。钻石团队是按照项目组成的，打破了矩阵部门间的壁垒，灵活协作，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HBR中文版：
 ：转型过程中历经哪些挑战，如何应对？



周忆：
 我个人觉得，挑战有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内容。创造好的内容，吸引越来越挑剔的客户，这点特别重要。任何一位CMO在这个转变的时代，都在考虑营销内容有料、有用、有创意，运用出奇制胜的内容和不同凡响的形式去抓取客户的眼球。你呈现的内容一定要让人很愉悦，有惊喜，让客户从好奇、激动到最后真正被你的魅力所折服。

2016年底IBM Watson联手设计师张卉山，共同为李宇春打造了中国首款人工智能礼服，将看不见的技术转变成看得见的品牌体验。这不仅仅是一次在时尚与科技界影响广泛的品牌事件营销，更是一次通过B2B2C 的传播路径的内容营销实践。通过2C和2B两条线，面向不同的受众，选择了不同的媒介，创造和传播内容。比如，2C是借助社交媒体为年轻的千禧一代人群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时尚界联手科技界的故事；而2B传播重点放在有用有料的内容，IBM Watson技术在设计和零售业商业场景的真实应用，以及对更多行业将带来的影响，创造真实的商业价值。

为了创建出好的内容，我们还聘请了一位报社主编，做我们的首席内容官。他无需对产品性能有多深的了解，他只需要从一个用户的角度，将产品故事以客户看得懂的方式讲出来，切实践行客户同理心。现在IBM全球整个营销部门都设立了这样一个角色，力求我们出街的内容是真正以客户为中心。

第二个挑战是我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最后一英里。IBM自身业务比较复杂，与客户的接触点比较多，致使我们捕获到的客户的行为数据量和复杂性都呈指数级增长。另外，在B2B的购买行为中，客户的个人喜好和企业行为结合，使得分析客户的真实需求更难。因此，即使我们已经实现了数据驱动线上线下几乎无缝对接，但在很多案例里，总是会在最后一英里出现问题。有时可能是线上线下配合的问题，或是产品问题，销售技能，这些都是数据之外的发现。作为CMO，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困惑且有挑战的一件事情，IBM的公司内部联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当需要销售、技术、以及所有部门配合进来，就很可能会有死角。在IBM这样一个矩形企业当中，在客户购买的最后一英里，营销部门发挥的价值有限，就会力不从心。你前面做得再好，后面都可能会出这个问题。

三是如何提高人员技能。在这样剧烈变化中，最根本的是人员技能是否跟得上变化。团队成员面对转型，可能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变化，不认同公司的转型与变革，选择离开；一种是认同变化，但是转型速度慢，技能跟不上，很有可能被淘汰；另一种是积极应对，用新的技能武装自己，驾驭变化，我们要帮助愿意转型的员工提高技能。我的团队以前需要懂产品、懂客户，但是现在还需要会讲故事、会分析数据。我们对市场营销团队进行了大量的、持续的专业培训。比如设计思维培训、讲故事培训。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以数据驱动，以科学为主导，所有很理性化的营销的转型当中，切莫忘了我们作为营销者的一个根本，就是既要有科学家的严谨，也要有艺术家的想象力、创意和激情。因为营销是艺术、创作和科学的结合，营销的特点就在于我们既要有冷静和理性，更不能丢失作为艺术家的激情和创造的冲动，这一点特别重要。





HBR中文版：
 ：那么在最后一英里这个问题上，目前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周忆：
 最后一英里不好解决。我觉得即使是以纯数据驱动，也会有最后一英里问题。但是我觉得随着数据和工具的愈加完善，责权更清晰以后，这一块的风险会越来越小。很多数据分析工具可以起到很大作用，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就能看到。要解决“最后一英里”的问题，更好的跟销售团队以及研发团队进行更缜密、更无缝的协作是至关重要的。通过非常先进的工具，以及线下团队更为紧密的协作，去找到、发现、纠正自己下一步的动作，最后一英里问题还是有可能解决的。





HBR中文版：
 ：一路走来你学到了哪些领导力？



周忆：
 我觉得速度特别重要。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如果速度跟不上，一定会被拖垮。再者，历经市场突变时，创伤复原力，也就是自我复原能力至关重要。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我们曾经为王的心态转变成创业心态，从头开始，从零到一。逆境中如何还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排除各种干扰，同时在不树敌的情况下，将事情向前推进。因为一旦树敌，你就会成为孤臣。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保持好奇心、好胜心和平常心。作为CMO一定要对新事物保持好奇，紧盯外面市场态势，时刻关注客户需求的变化。再者，市场竞争太过激烈，要做到引领这个行业，让同业效仿，好胜心一定要有。最后，我觉得平常心也很重要。在这些好奇、好胜之后，你还是要回归平常，因为这是一场持久战，考验的是你承受力和承载力。我和我的团队永远牢记一点：如履薄冰。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可能只是把握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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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哈佛商业评论》近期研究，首席营销官（CMO）是所有C级高管中任期最短的职位，也是CEO满意度最低的职位。数字化和快变时代也让CMO面临着更多不可预期的挑战，因而构成了各行各业、各规模企业具有的共同难题。

以IBM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利用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手段，正在致力于解决CMO的痛点，让营销部门成为创新源泉和企业增长的引擎。IBM提出了以“增强型营销”为代表的创新管理实践，利用新营销模式和营销数据工具平台，让这家百年老店自身以及其他行业中的客户企业实现CMO角色的升级和蜕变。

成为增长型驱动者

CMO是一个充满挑战且不断转变的角色，其任期一般仅为3-4年，过去20年中却一直在缩短。过去，营销以创新的方式传播公司理念。而今，营销已经从思考型、功能型转变为更具实时性、分析性、动态性、创意性的职能，成为了客户体验、公司收入和业绩的推动力量。

传播方式和技术快速迭代等改变确实给CMO带来了冲击，然而根据IBM的经验，营销的规则和架构也要进行相应转型，营销部门能够成为创新工厂和企业的增长引擎，拉动整个公司的数字变革。营销部门设立的目的就是促进企业发展和拉动企业利润增长。营销活动一直是围绕商业战略发挥作用的。营销人员往往目光长远，是企业中深谋远虑的人。


定位长远、术道并重。
 要想承担新时期的重任，CMO把自己定位为营销专家、品牌专家、数字转型战略家或者创意大师远远不够，而应该是增长驱动者。 CMO可以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着手进行改变，来实现成为增长型驱动者的目标：在战略层面，CMO应成为CEO最信任的决策顾问，并且和IT部、销售部、运营部等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推动业务增长；战术层面，CMO必须站在客户的视角，从以下几个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一.重新审视自身战略、设计和运营的方方面面，改进客户的体验；二.打破内部组织“孤岛”格局，在客户面前塑造一致的、真实可靠的形象；三.建立生态系统以促进创新，确保获得率先进入市场的优势。

大约一年前，IBM设置了目前由米歇尔·帕鲁索（Michelle Peluso）担任的全球首席营销官一职。她不仅要根据所有洞察进行决策，还要不断推动“区域化团队”工作，须从“走向市场”的整体战略角度出发，努力推动预测与前瞻工作，并思考如何调整战略达到发展目标，以及如何抓住发展机遇。CMO有着非常明确的使命：进行前瞻性思考，并从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如何应对眼前的情况，以及如何将这些能力运用到商业过程中。她需要领导整个营销团队与负责销售、运营管理与发展的部门通力合作，因为这些部门都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增强营销缘何崛起

CMO面对的营销环境挑战重重——经济状况在改变，市场竞争态势在演进，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也在巨变，以及增强智能 （Augmented Intelligence，后文中简称AI）时代的来临。我们现在正处于认知学习的风口浪尖，正在构建快速、智慧的系统。这些系统能够理解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例如自然语言和影像，通过识别数据模式而提供建议，并持续从这些建议及其他众多数据源中（例如书籍、病历，真人对话）学习，从根本上转变消费者与网站的交互模式。CMO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管理错综复杂的现代营销，利用技术工具可以获得更深入的洞察、更准确地锁定目标。 ​

根据IBM对全球5247位高管的调研，创新领军企业中的CMO会积极采用创新的颠覆性技术，不断丰富与客户的互动。他们尤其关注新技术带来的思考和机遇，试验增强智能，使用数据驱动的决策，及时地大规模提供个性化、符合个体特点的客户体验；利用预测性分析和规范性分析，发现向客户提供建议的最佳方式；营造更出色的创新体验。企业须在这一过程中保持耐心，掌握如何良好地应用AI，同时AI系统也需要自学习，通过“训练”获得智慧。这是典型的先学会爬、再学会走、然后学会跑的过程。不仅仅是开发人员或CIO，所有用户都可以利用AI解决最棘手的问题。


以客户为重。
 在任何商业过程中，最终目标就是提高效率和回报率，对B2B营销而言，成功的关键尤其在于以客户为重。IBM提出了以AI为基础的“增强型营销（Augmented Marketing）”创见，就是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营销人员可以利用AI，更精准地洞察客户、与客户互动，提高投资回报率。增强营销既关乎人，也关乎机器。营销人员对于AI的开发和应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增强营销对于营销人员最重要的要求之一是：持续对新技术保持关注度和好奇心。因为对于最成功的CMO而言，创意与分析能力同样重要。

增强营销的兴起，改变了客户体验，为CMO带来了很多优势和机遇。第一，它让营销人员更精准地洞察客户，并且持续进行优化。人工智能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和精度，处理各种结构和非结构化数据，让营销人员得以快速反应，实时调整策略。第二，营销人员与客户的互动更加智能化，给客户更好的体验。根据盖特纳咨询预测，到2020年，50%的零售业消费者服务咨询将通过对话式的AI应用来完成，85%的消费者互动将不再需要人工来进行。第三，增强营销能带来更好的营销效果和更好的投资回报率。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决策者提高营销的决策效率、精准性和预测性。这几点结合起来，可助力企业更持续、更主动地优化客户体验，创造价值。




IBM增强营销助力客户打造个性化方案

IBM是目前唯一一家帮助各类公司将认知技术无缝融入营销、商务和供应链功能中的供应商， Titan就是客户之一。这家总部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多类别、多品牌全球时尚生活产品制造商 正在利用IBM 客户互动解决方案，作为其数字化革新的重要部分。

印度经济正在稳步增长，家庭收入也在不断增加。预计到2020年，印度的消费性支出会增至3.6万亿美元，这有助于Titan寻找到新的商机。 Titan预测，印度电子商务市场势必在20年内赶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为了在取得成功的同时避开新的在线竞争者，Titan的目标是为其1500家实体店重新注入活力，扩大在线市场份额，继续鼓励和刺激现有客户通过各种渠道更频繁地购买商品，同时吸引新客户关注该品牌。

Titan目前正在利用IBM Watson客户互动解决方案作为其电商平台的支柱，使公司能为其客户量身定制在线营销活动, 考虑客户的偏好和过去的购买情况（例如：客户以前将钱花在何处，哪些交易会刺激购买行为），还会利用分析来研究客户的实时行为，比如哪些商品的查看次数最多，客户通过哪些渠道购买商品，为什么会放弃购物车中的商品等，以便随时调整营销活动，促使客户购买商品。

例如，Titan能够通过识别客户过去购买的手表，了解到客户对当代时尚潮流的敏感度，并为这些客户介绍一些当代珠宝设计。他们不仅能定制折扣金额，还能定制折扣信息发送方式（通过电子邮件、手机等），所有这些做法都基于客户的过往行为。接下来，在客户浏览网站时，零售商能够识别其他会吸引眼球的商品，并提供每种商品的交易信息。

通过与IBM合作，线上线下的所有客户可以实现交互个性化，Titan还可以向顾客介绍新的相关产品，这些产品不仅能让顾客想起Titan产品的标志性设计和显著特征，还能反映他们独特的个人风格，真正让客户在店铺中感受到宾至如归，同时将这种建立起的关系引入到客户参与度越来越高的数字化世界中。

目前，Titan的客户每年平均有1.5次购买，通过与IBM合作，Titan预期能激励老客户，增加购买次数，并且增加3倍的购物品种，无论是在电脑端、手机端还是在实体店。Titan旨在利用IBM的平台将访问者引至其品牌网站，并引导逛街的人进入其遍布全印度的1500家零售店和1万个多品牌直销购物中心。在这些店铺中，售货员拥有移动应用，可为其提供每位购物者的详细信息（从过去的购买情况到风格偏好等），因此售货员的推荐能够保持高度定制化和个性化。

IBM Watson 客户互动解决方案不仅能为Titan提供与客户进行互动的能力，还能助其开启认知商业，加快未来数年的发展。





为客户提供更智慧的营销服务

新的营销科技终结了节奏缓慢，花费漫长时间才能知道营销效果和判断利弊的时代。借助科技手段，营销团队可以实时了解客户多方面的情况，比如快速了解到客户会下拉网页到什么位置，以及他们是否看到了营销人员希望他们看到的信息。如果只有10%的客户看到网页下方，就值得担心了。营销团队就要改变网页布局，将关键信息上移或提醒客户关注。 类似地，以前IBM使用A/B测试，将测试对象随机分配到不同测试组进行不同处理时，需要花费数周的时间才能得到实验结果。但现在利用技术工具，可以实时获取结果。这些工具可以发布网页，整个过程就像参加一项活动在网上注册一样。 测试者可以快速了解在哪里注册更加便捷。

在帮助营销人员使用人工智能制定更明智的营销决策方面，行业翘楚首推IBM。IBM Watson认知技术正在学习和分析难以想象的海量数据，向营销人员提供前所未有的客户洞察，并了解客户的购买行为，使他们能在一对一的个性化水平上与每位客户互动。


客户洞察更精准。
 在全球范围内，IBM正在帮助许多公司将人工智能运用到营销活动中。比如，North Face利用人工智能，帮助它的客户选购最适合的旅行装备。你只须告诉Watson要去哪里旅游、什么时候去、用途是什么，Watson就能理解客户需求，并分析海量的产品数据、旅游攻略，博客文章等，再根据实际用途、目的地气候，不断缩小产品的选择范围，最终推荐出精准的购物装备。整个过程就像去实体店与导购沟通一样顺畅，但更为精准和高效。


客户体验更新奇。
 “家乐”是联合利华旗下的食品品牌，主要产品为汤料和调味品。作为大众品牌，其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他们与IBM合作，在全球引领了一场运动。借助IBM Watson增强智能，家乐设计了一项趣味测试，对人们在爱情上的喜好进行分析（即自己的心仪对象是什么类型的人），再研究心仪对象钟爱的食物味道。如果根据味道的喜好对人进行配对，他们在爱情上也会匹配。

IBM帮助家乐研发了一个基于认知的味道分析工具。 这个味道测试工具可以向参与者提问，了解并分析他们的信息，然后将参与者的专属味道资料创建出来。 人们可以通过在线访问使用这个工具。“家乐”原本只是一个固体汤料和调味品品牌，它的产品通常只会被放在厨房的橱柜里，从没给人以炫酷的印象。但与IBM合作的这项趣味测试， 却让“家乐”这一品牌变得很酷很潮。消费者很快就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这个测试工具， 并且将自己的测试结果分享到社交平台上，让 “家乐”的名气疯狂传播开来。

这是一场非常巧妙的营销，策划者借助IBM增强智能，创造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互动模式，再利用这个模式实现了巨大的广告效应。 “家乐”也因此拿到了联合利华当年所有的奖项，最终其销售额直线上升。


营销效果更佳。
 此外，IBM正在研发 “认知型广告竞价优化工具”，将人工智能应用到程序化媒体购买中。与传统算法和普通程序化算法相比，这种AI算法更精细。比如，普通的广告投放方式无法区分用户当时所处的使用环境，但认知型投标优化工具就可以。在试验项目中使用这个工具，投放转化率有了大幅提升，提高了30%~40%。在一项特定的测试中，转化率提高了72%。结果十分惊人。试验数据表明，该工具对提高营销资金的使用效率意义重大。



无论是B2B还是B2C的营销，做出决策的总是具体的人，“人”才是核心。 事实上，数字时代的到来使CMO意识到，真正的电子商务模式是B2P，即商业对个人。要想达成以客户为中心的精准营销，就需要利用AI等新的技术工具。但是增强营销是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它须有高质量、高精度的数据支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会越来越精于未来趋势的预测，帮助各行各业的企业和以CMO为代表的高管做出更明智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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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员会的报告普遍存在问题。本文作者为股东和公司提出的建议，能让企业更好地制定最高管理层的薪酬福利。






多
 数上市公司每年都会发布最高管理层的薪酬福利报告，公布薪酬委员会制定薪酬福利的细节。报告是代理委托书的一部分，股东在看过后，就薪酬福利提案进行投票。根据公司注册所在地的国家规定，有的投票结果具有法律约束力，有的仅作参考。

95%以上的情况下，股东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提案。但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投资者应当对提案抱有怀疑态度。薪酬委员会常常在报告中，用复杂模糊的方式调整公司绩效数据，原因有很多。例如，有时他们想重点关注公司核心业务或持续经营的绩效。不管动机是什么，结果都会导致计算时采用非标准方式，数据虚高，不合理的高薪酬因此变得合理。

在这种现实下，薪酬委员会须在报告中阐明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方案。投资者则要针对薪酬福利的设计和报告制度，制定标准和最佳实践，以便和公司进行更有意义的沟通。公众对CEO和普通工人平均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表示担忧，股东也越来越坚持高薪水应和高绩效挂钩。因此，这样的沟通在今天至关重要。

接下来我们看看薪酬委员会的报告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非公认会计原则的使用，以及在对比TSR时对同类公司的不当选择。之后我们会为股东和公司提出建议，让他们更好地制定最高管理层的薪酬福利。首先来看一个例子。



过分慷慨

一般来说，高管薪酬福利最主要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年度现金红利和长期股权，多数薪酬委员都要在报告中说明授予标准。即便是最优秀的企业，也很少详细解释使用标准。

以一家著名《财富》500强公司2015年的薪酬委员会报告为例（
详情见边栏“一位CEO的薪酬福利构成”

 ）。这份报告写了整整15页，详尽列出了CEO每年2400万美元薪酬福利的构成，以及背后的标准。但是和大多数同类报告一样，如果读者不做额外功课，很难从报告提供的信息中判断出这份报酬是否合理。所以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


现金红利。
 委员会将CEO40%的现金红利和公司年收入目标结合起来，20%和公司的产品系列目标结合起来。报告给出了清晰的年收入目标和产品系列的阶段性要求。

但是股东们很难理解另外40%红利的获得标准：非公认会计原则每股收益。企业往往声称，公认会计原则（以下简称GAAP）数据难以公正地展现绩效全貌，所以需要使用这类收益数据。

让我们检验一下。报告称，这位CEO2015年的目标是，非公认会计准则（以下简称“非GAAP”）每股收益3.40美元，并用概括性语言描述了GAAP费用的各个类别——这部分花费不计入该数字。委员会得出结论，公司2015年非GAAP每股收益为3.59美元，排除货币因素，调整至3.56美元。按照这些数据，这位CEO以每股超额16美分完成目标。

但该报告没有说清楚公司GAAP和非GAAP收益间的巨大差异。取而代之的是，用一个注解推荐读者去读10-K年报。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查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中间差了约75亿美元，已经超过公司2015年的GAAP收益。说得直白一点，公司GAAP原则下的收益是每股1.56美元，而根据委员会采用的非GAAP原则，则为3.56美元。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仔细看过10-K报告就会发现，主要因为委员会没有将2015年及前几年的收购费用和剥离成本计入在内。尽管这一方法可以让委员会关注持续业务，但读者却没有好方法评估，这些交易的利益是否超过其高昂的成本。

此外，非GAAP收益也没有包括现任CEO担任公司总顾问时，支付的6.8亿美元诉讼费用。但该报告并没有试图区分哪些诉讼费是现任CEO的决定，哪些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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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CEO的薪酬福利构成

我们来看看这家跨国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如何在报告中拆分CEO薪酬福利。多数内容都有利于CEO：大量的现金红利和长期股票激励，都是建立在非标准原则（非公认会计原则收益和调整后运营收益）之上的，投资者很难评估这些标准。此外，鉴于这家公司在同行公司中表现居于末尾25%，CEO和股东总回报挂钩的长期收益所得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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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长期激励。
 按薪酬委员会的规定，CEO股票和期权的50%来自“调整后运营现金流”。在2015年的代理委托书中，我们也看不到对这一术语的解释，只能在公司10-K报告中找到一处定义：




“调整后运营现金流”等于公司税后非GAAP收益（因公司业务引起的）减去运营资本变动（包括应收账款、存货、其他应收账款和库存、其他应付账款等），加上薪酬发放日历年的非GAAP折旧及摊销费用。




我们在2015年公司的10-K或委托书中，找不到任何关于调整后运营现金流的数据。因此，股东很难依靠这个复杂定义理解隐含意思。

另外50%的长期激励和过去3年内的股东总回报（以下简称“TSR”）相关。TSR是指股价变动加上股息，这份报告将公司年度TSR和11家同行公司（合适的几家大型国际化公司）相比较。

比较结果表明，公司的年度TSR是10.6%，低于9家同行公司，后者的TSR在12.4%到32.2%之间。尽管报告表明，公司年度TSR在12家同行公司中排第十，委员会还是按照这项指标兑现了CEO目标奖金的80%。报告中只用了一个小图表进行了解释：委员会规定，如果公司的TSR在同行企业中位于第十、十一、十二位，CEO将获得80%的激励。




标普500中有36家企业宣布，其调整后利润比GAAP收益高出一倍多。





明智的投资者会质问，为什么在表现欠佳的情况下，CEO会得到如此多的激励。公司在同行企业中位居末尾25%，CEO却获得了80%的激励。这似乎不符合绩效主导的定义。在我们看来，如果公司的TSR在同类公司中位于后半段，CEO应当只能获得不足一半的基础激励。

CEO的合理薪酬到底应该是多少？为了做出估计，我们采用了约翰·科尔（John Core）、维恩·瓜伊（Wayne Guay）和戴维·拉尔可（David Larcker）2008年在《金融经济学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发表的文章《媒体的力量和执行官薪酬》（“The Power of the Pen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中提到的模型。

尽管公司和咨询顾问通常不会使用基于回归分析的模型，但这3人提出的模型是学术上最推崇的计算CEO薪酬的方式。其主要变量是公司的TSR、年收入和GAAP收益、CEO任期、公司账面价值和市值的比值。这一模型得出结论，这位CEO只应拿到约1200万美元的薪水，是他实际所得的一半。



小心GAAP

本文提到的公司绝非唯一一个对GAAP收益进行大幅调整的企业。2015年，标准普尔500的企业中，有36家宣布其调整利润比GAAP收益高出一倍多，另有57家宣布，其调整利润高于GAAP收益50%-100%。

总的来说，标普500公司中约有2/3是2015年进入的。在GAAP和非GAAP数字差异巨大的企业中，多数薪酬委员会都是按照非GAAP设置CEO的薪酬。这些公司的调整后利润，或调整后运营现金流至少决定了CEO40%的年度现金红利或者长期股权激励，或两者都有。

诚然，公司调整GAAP数据往往有很好的理由。但一份更深入的分析表明，很多时候，薪酬委员会在排除某些项目时过于仓促，又或者除外条款前后矛盾。让我们来看看最常见的GAAP开销项目：

外部活动。薪酬委员会一般会把超出管理层控制的相关活动排除在外，通常这是合理的。最好的例子是调整货币价值。委员会合理地将这些因素剔除在外，就可以将去年和今年的收益，按统一货币标准比较。但想要做到令人信服，委员会应当一碗水端平，如果排除了负面影响，也应当排除正面影响。例如，很多能源企业的薪酬委员会，将2015年石油价格暴跌带来的损失排除在外，但很少有企业将几年前高油价带来的意外收益也排除在外。


临时或一次性费用。
 薪酬委员会通常会将临时性费用带来的一次性损失排除在外，例如并购后的一次性花费。但是他们也忽略了由于管理不善，或高管的不当行为带来的一次性损失，例如由于安全原因导致工厂关闭或虚假陈述引发的诉讼费用。管理层在决定将哪些项目标记为一次性或临时花费时，的确有很大的自由量裁权。绝大多数人倾向于将损失标记出来，但被标记为一次性的损失中有大部分还会反复出现。（关于这点的进一步参考，见《股价能完全反映出带来未来收益的特殊项目的影响吗？》（“Do Stock Prices Fully Reflect the Implications of Special Items for Future Earnings？”），作者戴维·布格施塔勒（David Burgstahler）、詹姆斯·吉姆巴沃（James Jiambalvo）、特里·舍夫宁（ Terry Shevlin），《会计研究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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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GAAP调整方针


我们建议投资者成立一个联盟，让薪酬委员会遵守以下基本方针：




委员会在决定长期和短期薪酬福利时，应当使用GAAP衡量财务表现。



面对超出管理层控制的事件，可以不遵守GAAP，但前提是无论对调整数额有正面还是负面影响，都要一视同仁。



对于重组成本等一次性事件的花费，可以不计入GAAP开销，但前提是这类费用并非每年都有。



薪酬委员会不应将CEO的股票等激励相关的开销排除在外。



在薪酬委员会报告中，所有GAAP开销的除外项目都应有合理的解释，并逐一量化。



（返回原文阅读）









赋税和利息。
 一些委员会在计算非GAAP收益时，将利息和税收排除在外。一般解释是，这些代表财务硬性支出，而非运营开销。但是公司的贷款大部分用在了生产产品和服务所需的工厂和设备上。而且，CFO和其他高管的职能就包括了对融资和税收的高效管理。


非现金开销。
 薪酬委员会也会以折旧和摊销费用并非运营开销为由，将其排除在外。但这个论点站不住脚：这两类开销是工厂和设备的经济损耗，涉及到每年的运营收益。还有一些委员会将这两项开销排除在外，理由是它们属于非现金开销。但折旧和摊销都代表着，重建或更换有形或无形资产所需的未来实际投资。


股票奖励和期权。
 在我们看来，问题最大的除外条款是限制性股票或期权赠予所需的开销。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对此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广泛讨论，认为这些开销应当计入GAAP净利润。因此，薪酬委员会违反这一原则的做法应当受到质疑。这项开销的影响非常大。

领英公司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公司在新闻稿中预测，2015年日历年的调整后收益应当是9.5亿美元。附录的表格补充道，在GAAP标准下，该公司的净收益须减去2.4亿美元。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距，最大原因是有6.3亿美元给予最高管理层的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GAAP花费没有计入其中。我们从根本上质疑，在制定CEO薪酬福利时，薪酬委员会将自己已经奖励CEO的巨大花费排除在外，这种标准是否合法。

由于对非GAAP衡量标准缺乏统一定义，股东无法通过阅读薪酬委员会的报告弄清GAAP调整意味着多大的数额。尽管报告一般以通用术语描述有关调整的内容，但股东却无法量化GAAP和非GAAP数据间的差异。薪酬委员会让读者参考公司的10-K年报，这份档案十分庞杂，读起来更难消化。



TSR：和什么相比较？

上文中我们提到的《财富》500强公司，在公司相对股东总回报表现糟糕时，仍然给予CEO慷慨的薪酬福利，这并非特例。尽管从更长远来看，TSR较高的公司，CEO薪酬的确高于较低公司。但试验提供的证据表明，赏罚并不分明：如果公司表现优于同行企业平均值，CEO会因此获得高额奖励，但如果低于平均值，CEO只会受到象征性惩罚。

问题主要来自同行企业的选择标准。一般来说，薪酬委员会会将公司的TSR和同行公司过去3年的TSR相比较，另外还会比较最高管理层目前的薪酬。为了公平起见，同行企业是指年收入和市值类似，且来自相似行业的企业。如果选择有偏差，就彻底丧失了其在制定薪酬福利时的参照作用。

可惜的是，很多公司在选择同行企业时，都会挑选规模更大的公司，为的是在对标薪酬时树立更高的标杆。2010年，投资者责任研究中心（IRRC）发现， CEO薪水高于同行公司的标准普尔500公司，年收入比它们选择的同行公司少25%，市值低45%。一份关于2015年罗素3000公司代理委托书的研究报告表明，在选择同行企业时，13家大型制造商最常出现在名单中，例如3M和霍尼韦尔公司。但是，大多数罗素3000的公司主营业务并非制造业，规模也比这些大型公司小得多。

我们研究的一家办公用品企业验证了这点。该公司2015年的年收入为130亿美元，年末市值26亿美元。但公司薪酬委员会选择的20家同行公司都有更高的市值，其中有8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13家公司年收入更高，甚至有几家大型公司并不经营办公用品。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呼吁所有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在计算TSR之前而非之后选择参照企业。在开始日期前，委员会不知道任何同行公司的TSR和CEO薪酬。此外，美国证交所应当要求薪酬委员会公开所有同行企业的市值、年收入和行业代码。

平心而论，美国证交所一直在努力突出CEO薪酬和TSR间的联系：2015年证交所提出，薪酬委员会应当在报告中增加一张公司过去5年TSR和每年CEO薪酬的映射图。这一图表作用突出，它将一般的TSR计算周期从3年延伸至5年，但仍然重点关注公司绩效。因此，我们觉得薪酬委员会可以在报告中加一个表，由高到低地列出公司及同行企业过去5年的TSR。这样一来，委员会和股东可以将CEO股票激励，和公司的相对TSR更紧密地对应起来。



建设性对话

虽然大额资产管理者通常都有专门负责推荐代理投票的部门，但在繁忙季节，他们可能要在短时间内评估1000多个代理，根本忙不过来。这类部门的雇员承认，他们没有时间也欠缺技术，无法深度分析非GAAP原则和同行公司构成这样的复杂问题。所以，多数资产管理者同意使用代理顾问服务，例如机构股东服务公司（以下简称ISS）和Glass Lewis（以下简称GL）。

但是股东不应无条件听从代理顾问对高管薪酬福利的投票建议。以GL公司为例，它通过企业GAAP财务报表筛选薪酬福利报告。GL曾在几个案例中，表达过对调整数额的担忧，质疑调整不合理导致薪酬过高，但并没有对前文提到的那家《财富》500强公司提出质疑。

ISS采用相对TSR作为筛查薪酬报告的第一道关卡，并用自己的方法寻找同行企业组合。如果这一筛选发现严重问题，公司将派一名员工针对报告进行深度分析。但是，据ISS称，它们没有在本文提到的公司里发现任何严重问题，尽管该公司的相对TSR在自选的同行企业中位居末尾25%。

最根本的问题是，即便是接受了代理顾问服务的机构股东，也缺乏相应的数据或专业知识，针对公司提出的高管薪酬福利进行有意义的评估。但薪酬委员会成员能够接触到这些数据，因此他们应该更好地解释薪酬的制定依据。我们建议，在报告中让GAAP调整更加透明，提前选择同行公司，TSR表现不佳时对CEO采取相应措施，都会带来重大进步。

但即使薪酬委员会逐步改进报告，机构投资者仍然需要确立标准，监督执行情况。投资者应当自己处理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依赖代理顾问。最理想的方法是，在美国成立一个致力于股东参与制定薪酬福利、创造企业长期价值的机构，或在现有联盟下成立诸如全球FCLT（资本投资长期目标）的组织。

新联盟可以为薪酬委员会建立并推广一系列无法律约束力的最佳实践，包括使用非GAAP原则的最基本方针（
见边栏“非GAAP调整方针”

 ）。各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采用。若不采用，须给出相应的理由。这一模型在英国已有类似先例：监管者不断出台新规则，例如限制独立董事期限，但公司只要向股东解释清楚原因，有权不予采用。

为进一步提高股东参与度，每家公司都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几周举行一次公开电话会议。薪酬委员会可以在会议上，解释自己的做法和联盟最佳实践的主要区别，并回答股东提问。投票前和大股东的讨论，可以帮助公司修正薪酬福利方案，避免将来再推翻过去的决议（我们接触的一家公司在此类电话会议后，放弃了为CEO支付某些税收的计划）。

公众对CEO薪酬过高的担忧正在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企业股东就高管薪酬福利投票，从这个意义上讲，薪酬委员会的报告，在增进公司董事会和股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委员会能认真设计并准备报告，有助于股东了解公司目标，并量化成功的路径；如果能够更详尽地解释清楚高管薪酬福利的内容，并说明它和公司绩效指标间的联系，则有利于企业更有效地回应公众的担忧。



[image: ]



罗伯特·波曾
 是全盛资产管理公司的前任执行主席，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高级讲师。S.P.科塔里
 是斯隆商学院前副院长，会计金融学Gordon Y. Billard教席教授。





特写 Feature



特朗普时代的

全球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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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正在大倒退？答案是否定的。保护主义会改变公司经商方式，但改变非你想象那样。公司领导者不必对保护主义者的巧言令色反应过激，但有必要做出适当调整。





商业领袖正在努力适应当今世界


——短短一年前很少有人能想到现实如此魔幻。无国界世界的神话已经崩塌。开放市场的中流砥柱——美国和英国摇摇欲坠，中国则将自己定位为最坚定不移的全球化拥护者。2016年6月，英国脱欧投票震惊欧盟；随着总统大选的推进，在美国关于全球化的新闻报道越来越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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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北美和欧洲各国均感受到反全球化浪潮，但多数商业领袖无法确定是否应该退出全球化、改变战略，或坚持现有路线。




大势


在做出任何决定前，重要的是搞清两件事。第一，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远未像多数人想象的那样高。第二，历史告诉我们，即使在贸易战面前，国际贸易和投资依然规模庞大，不容战略家忽视。




建议


不必对保护主义者的巧言令色反应过激，但有必要做出适当调整。如果业务盈利不佳，那么削减成本。聚焦资源适应当地需求。无论在何地，公司都要确保创造价值而非攫取价值。





在特朗普举行总统就职典礼后一周，出于对贸易战升级的担忧，《经济学人》发表了封面文章：《跨国公司撤退》。文中宣称，“跨国公司这一过去30年来最宏伟的商业概念陷入困境”，“规模优势和……套利逐渐消失。”通用电气（GE）董事长兼CEO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就谈论过GE从全球化到本土化的“大胆转型”（今年6月，伊梅尔特正式宣布退休——译者注）。

然而，动荡年代中，全球化大撤退真的是人间正道？换言之，虽然没有到收拾行装打道回府的地步，但企业应该以本土化为重吗——把同地生产、销售、甚至创新作为战略选择？根据我的研究，答案是否定的。试想10年前，商业领袖们认为世界变“平”了，跨国公司不受国界限制，将很快占领全球经济。这些夸大被证明是错的。如今面对新保护主义压力，所谓的全球化大倒退也不过是相反方向的过激反应。尽管关于全球化的某些妄想已逐渐消退（在美国尤为如此），但全球化并未出现严重倒退。即使出现倒退，认为全球化走到尽头的言论也是错误的——录音机上的“倒带键”和“停止键”是两码事。

全面撤退或过于依靠本土化，都会损害公司跨国远程创造价值的能力——跨国公司能利用多种现在依旧有效的全球战略，而这些战略在未来也不会失效。今天的乱象，要有更精细的重新规划跨国战略、组织架构以及社会参与方式。我在本文中会解答关于全球化变与不变的普遍误解，为领导者提供决策指导——在哪里、如何竞争，以及检视跨国公司在复杂世界中的角色。



全球化轨迹

对全球化未来的质疑从2008-2009年金融危机开始浮出水面。但随着宏观经济情况转好，这种忧虑被杂糅纷乱的观点取代。例如，2015年刚过去3周，《华盛顿邮报》就发表了罗伯特·塞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的《飞速全球化》，以及编委会的《全球化走到尽头？》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重要的是让数据说话。为了探究全球化真实的发展状况，史蒂文·奥特曼(Steven Altman)和我编纂了两年一期的DHL全球互联指数（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该指数追踪国际贸易、资本、信息和人口流动（
见图表《全球化没有倒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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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这两大企业最在乎的指标在金融危机期间大跌，但从那之后都没有再经历类似的下跌。贸易在2015经历了巨幅下跌，但主要原因是商品价格跳水和美元升值引发的价格效应。更新的数据显示，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降低，部分因为美国打击避税。尽管2016年的全部数据还没出来，但考虑到人口和信息流动等因素，全球化速度很可能会趋于平稳甚至有所增长。

真正江河日下的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公共舆论。一份媒体分析提到了几大主流报刊中关于“全球化”的报道——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 以及英国的《伦敦时报》 《卫报》和《金融时报》均表达出负面情绪，2016年对全球化评分下跌。

讽刺的是，实际国际流通数据趋于正面，但舆论对于全球化的突然转向负面，这可能源自一种倾向——即使老练的高管也会极大高估国际商业流动相对于国内活动的强度。换言之，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比实际中全球化程度高得多。（
见图表《全球化谬论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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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化深度夸张的看法（即相对于国内，国际活动的多少）会造成劣势。在我进行的调查里，那些高估了全球化强度的参与者更容易轻信关于国际商业战略和公共政策的错误表述。当商业人士高估了世界真实的全球化程度时，他们就容易在全球运营中低估对各国差异的理解，并对这些差异回应不足。在公共政策领域，领导者容易低估从额外全球化中可能的收获，高估全球化对社会产生的害处。

调查显示，人们也低估了全球化的广度——即国际活动在全球分布的程度，而非集中在小范围内。2007年对《哈佛商业评论》读者的调查中，62%的参与者同意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中的说法：“公司现在处于国际化、网络化的竞技场，能够实时进行研究合作；不受地理、距离限制，在未来甚至语言也不再是限制。”但是，数据显示实际国际活动还在继续受到上述因素的限制。

为破解诸如此类的“全球化谬误”，我提供两大法则，分别应对全球化深度和广度上的问题。

半全球化法则：国际商业活动虽多，其程度远无法与国内活动相比。

距离法则：除距离外，国际交流还受到下列因素制约：文化、行政、地理以及经济。

我在《全球化法则》一书里，详细阐述了这些原则，对未来战略决策十分有帮助——前提是未来人们依旧需要这些原则。鉴于目前甚嚣尘上的保护主义情绪，甚至贸易战可能，这些原则未来还会适用吗？当特朗普当局以及其他政府具体的政策还不明朗时，最佳的压力测试方法是借鉴上次大规模贸易战爆发的情况——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化倒退。呼应前面的两大全球化法则，我们学到了最重要的两课。​

第一课是：尽管20世纪30年代贸易下跌严重，但并未完全停止。1929年开始的崩盘十分惊人，到了1933年年初，贸易流已经减少了2/3。也就是说，价值减少更多地反应出价格降低，而非数量减少（数量减少不足30%）。即使在崩盘之后，贸易量依旧庞大，战略家不要忽视这一点。

第二课是：距离远近继续阻碍国际商务活动。例如，从1928年到1935年，贸易流和地理距离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变化。共同语言和殖民地联系带来的优势还很强大：其他因素都平等的基础上，具有这些条件上的国家伙伴间贸易额，是不具备条件国家间贸易额的5倍。最终结果是，崩盘前和这些贸易伙伴进行交易的国家（或者国家团体）在崩盘后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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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组织

当公司面临保护主义压力，重新评估全球化战略时，它们也应该考虑那些能提升业绩的结构性变化。如果适应是公司唯一的全球战略，那么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是合理的，公司选择支持聚集和套利的模式会表现更佳。有两种模式尤为值得一提。




基于地区的结构。
 根据地区进行组织，让公司能从相邻国家的类似之处中获益。对29个距离变量的分析显示，几乎所有样本国家中，来自相同地区的都比来自不同地区的相似度得分高，而且得分相差很多。须特别说明的是，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个重大地区协议，在本文发表后正遭受极大压力。




前后型组织。
 这一矩阵组织的变体聚焦在前端（贴近客户）本土化，而采取中心化后端平台来支持研发整合、制造、支持部门等等。在哪里划分界线不必一概而论。很多公司只整合后台职能，而其他一些公司，例如优步和爱彼迎走向市场的 IT 平台适用于快速、轻资产的全球化。



除了优化正式结构，公司还应该确保整个组织上下对加强联通性的工具更加依赖，比如强大的文化、内部多样性和流动性，等等。在如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无国界公民”遭到嘲讽的环境中，公司必须在管理层加强对世界大同主义的关注——可能在这方面大公司“最不够全球化”。





让我们来看未来：如果全球贸易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停滞，那么21世纪20年代也不会停滞的预测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关于特朗普时代贸易战的分析显示，未来贸易下降幅度要远小于20世纪30年代。据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估计，如果美国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关税，然后中、墨两国以牙还牙；那么再加上其他因素，到2019年美国出口会缩减到850亿美元——仅相当于2015年美国出口的4%。当然，涉及更广的贸易战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影响都很难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程度。

类似的，虽然大萧条时期贸易深度急剧缩减，但贸易广度却变化不大，那么如今再有贸易战发生，贸易广度也不太会受影响。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因为独立国家越来越多，垂直碎片化供应链也比以前多得多，所以地理距离对商品贸易的可能影响实际上比20世纪30年代的还要大。



在哪里竞争

如果跨境互动（cross-border interactions）总计看来不会减弱，那么跨国公司撤退的道理何在？近日，《经济学人》发表了关于跨国公司撤退的文章，激起了大讨论，问题直指跨国公司的绩效问题。过去三四年间的表现下滑，是在商品价格跳水、对全球化相关服务需求下降，（对美国公司而言）汇率变动的大环境中发生的——这些因素对绩效影响很大。而过去10年间的长期衰退正好与全球化进程减速的时期重合了。

因为该时期跨国公司绩效差，就应重新考虑跨国化合理性；就好比DHL全球互联指数中，互联程度最高的国家新加坡应该退出全球化，因为其在金融危机阶段遭遇了增长问题。新加坡官方未来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报告忽略了这一概念，表示就新加坡的情况而言，贸易、资本和知识流动的全球化依旧是未来大势所趋。即使是那些依赖出口程度比新加坡低的国家，全面退出全球化也没有益处。

在类似几十年前那种经济条件良好，全球化进展迅猛的时候，跨国公司也有绩效问题。2003年，我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的《被遗忘的战略》一文提到，1990年到2001年间，《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海外分支连续出现平均销售回报率低于国内本部的情况。鉴于距离法则中提到的困难，跨国化总是选择之一，而非必要。显然，有些公司和行业在跨国化上用力过猛，金融危机前几年尤为如此。

今天的辩论中没有提到偶发事件的概念：和全球化有关的行动应该一事一议，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一概而论——决定继续全球化或退守回家。即便如此，很多跨国公司还是要重新规划在哪里竞争，即市场选择。

他们还必须认识到，真正的跨国公司不一定必须在所有的主要市场中竞争。2007年《哈佛商业评论》调查中约64%的受访者都对这一提醒表示赞成，但对当时16个跨国企业内部财务数据的分析表明：在考虑财务成本后，其中8家公司的大型地理单元都有损价值创造。这样的问题依旧存在。例如丰田可能是高度全球化汽车行业唯一能在日本、北美和欧洲以及重要新兴经济体占据大量市场份额的一大竞争者，而且盈利情况很好。对比之下，多数大车企效仿通用汽车（GM）才能过得不错——2017年3月，通用汽车剥离了欧洲的赔钱买卖欧宝。

最近对多数资产位于海外的前100名跨国公司的研究数据，也支持了类似的观点。尽管这些企业中数十个国家可能都有分支，它们的前四大市场（包括国内市场），贡献了约60%营收，以及（很可能）总利润的一大部分。只有小于10%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世界上收入最高的企业），在北美、欧洲和亚太这三大市场中都能获得不少于20%的收入。

公司为弄清适合进入哪些市场，重点要注意：距离法则适用于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贸易。尽管外商直接投资不像贸易那样容易受地理距离影响，但我估计共同语言和殖民地-殖民者联系的影响类似，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均收入差异更敏感。

今天的公司在权衡选择时，应该寻找那些在文化、行政/政治、地理和经济上有密切关系的机会。这一观点可以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支撑——当时国家关系变得更加重要。随着政局变化，商业领袖须密切关注他们的祖国如何重整国际关系，以及如何参与自身的企业外交。不要忘记，坚守国内市场也是一种选择。全球所有企业中，跨国公司只占约0.1%，虽然大企业倾向与跨国经营，但它们的全部影响远不止于此。（它们的国外附属机构贡献了10%的全球GDP，跨国企业自身贡献了超过50%的世界贸易。）对于大型新兴经济体中的公司而言，聚焦于国内市场，享受主场优势和快速增长，不啻为独具吸引力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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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应对如下观点加以防范：真正国际化的公司须逐鹿所有主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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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贸易不一定需要跨国化作为前提才会发生——有些人认为这才是未来大势所趋。《经济学人》指出，“越来越多的小公司组织利用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买卖”，但电子商务远未达到线下商贸的国际化程度。鉴于政治环境正在变化发酵，仅仅通过开设网站或参与线上平台就能全球化，在当今时期听起来并不可取。



如何竞争

如果结论是公司应该在不同市场中继续经营，即便如此你仍须确定是否要改变战略类型或战略组合，来应对保护主义压力。从高层次上看，如我在2007年出版的《打造全球战略》书中所说，全球化战略由3个元素组成。

公司希望调整跨国差异，因地制宜时，应利用“适应”
 元素；希望形成跨境规模经济时，应利用“聚集”
 元素；希望从一国的低劳动成本或另一国的更优惠税收激励中获益时，应采取“套利”
 元素。

在保护主义抬头的世界里，公司运用这3种元素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没你想象的变化那么大。以适应为例，伊梅尔特谈及GE如今从聚集战略到本土化的大胆转型时，也有很多其他公司采取同样做法。公司应该寻找机会加强它们在适应方面的工作，因为对差异反应更敏捷有助于减轻保护主义带来的影响。

公司最明显的适应举措是针对不同本土市场，使产品、政策和市场定位等多样化。然而，每种多样化选择增加成本和复杂性。因此明智的适应举措通常涉及限制多样化的种类，以及寻找方式改善任何新变化的效率和效果。例如，公司能设计共同平台，在上面提供本地多样化版本。或者它们还可通过特许经营、合资公司或其他合作形式外化部分成本。

尽管采取更多的适应举措有其合理性，跨国公司也不应自然而然地将之作为最重要的事项——这样做只会削减它们相对于当地对手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尤其是那些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公司，通常会根据聚集元素考虑它们的跨国战略。在最经典的案例中，它们投资能够跨国扩大规模的无形技术资产或营销资产。这些优势往往分量足够战胜当地竞争对手的主场优势。聚集的经济逻辑同样适用于在国外市场开设了健康、盈利分支的跨国公司——哪怕有些国家在本土经营成本更高。如果有，公司应该撤出那些盈利率不高的海外市场。




你的全球化选择是？


适应
 能通过定制适合当地口味和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来提高收入和市场份额。


聚集
 能通过扩大地区或全球市场业务，产生规模经济。


套利
 寻找国家以及地区市场间劳动力成本、税制和其他因素的差价。





再来看套利。相对于需求侧，垂直跨国公司在供给侧的全球化机会近年来多少有些紧缩，但依旧不少。即使在大型新兴市场日渐繁荣的情况下，美国人均GDP还是中国的7倍，印度的33倍。国家间的税制差异依然存在，而且将继续提供套利机会。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资料，从2007年开始国家间的企业税率差量几乎没有改变，打击避税港的进展缓慢。此外，尽管探究这些差异会有道德上的顾虑，但安全、健康和环境标准等方面的国家间差异依旧持续存在。

来自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倾向于从套利中获得优势并建立基础——基于国内的低成本，在海外竞争。这一战略继续作为引擎，推动印度的离岸IT服务业——弗里德曼正是以此为灵感写就《世界是平的》，激起了一波对套利战略的兴趣。10多年以后，印度程序员的薪水只是美国程序员的一小部分，削减成本依然是公司选择外包的首要原因。无论是增长还是盈利能力，以印度为中心的最大供应商远超过他们的西方竞争对手。2016年6月，4大印度中心的供应商获得的市场估值比它们的4大西方对手高50%多。

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逐鹿全球领导者时，他们都要加强自身的传统短板。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是套利；对于新进企业而言，是聚集。例如，埃森哲和IBM这类IT业的发达国家在位企业，已经将人力布局到了印度，而印度公司正努力增强它们的品牌和技术能力。

说回GE，伊梅尔特的重返本土战略确实意味着加强适应战略。但GE和很多其他跨国公司一样，无法放弃聚集或套利。GE基于聚集的优势才是真正能让其在170个国家当地市场竞争的支柱。GE55亿美元的研发机器创造出世界一流的技术创新；340亿美元的品牌价值让其无往不利；其闻名遐迩的管理培训项目吸引、培养了人才，其产品、服务和地理条件全都是成就GE巨大跨国聚集潜力的因素。当伊梅尔特谨言慎语时（更多向国外出口，薪资套利是“GE20世纪80年代所为”），套利已在过去几十年中根植于GE，以后很可能继续存在，作为其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对GE的本土化战略最佳的诠释就是：保留聚集作为核心优势，同时弱化之前的套利战略，变得更具适应性。



参与社会

除了在哪里竞争，如何竞争，关于如何参与社会的问题也成为商业领袖日益重视的话题。有史以来，公司在制定有关应对政府、媒体和公众方面战略时，都是事后诸葛（受法律高度监管的行业除外）。正如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马丁·李维斯(Martin Reeves)指出的那样，“很多时候公司发现，政治和宏观经济因素比竞争带来的影响更大。”他认为，这些因素包括英国脱欧引起的汇率变动，政策声明后的股价波动，以及预期内贸易政策变化导致的投资计划变更成本。我还想补充其他一些因素：NGO的崛起、社交媒体的普及以及反全球化情绪的高涨。

公司对这些形势变化能做出的反应有限，原因有几个。首先，反全球化部分也是反大企业。商业的整体声誉跌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在最近一次调查中，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询问美国10种行业中的人对社会安康贡献的多少，商业高管位居倒数第二，仅次于律师。只有24%的参与者认为，他们觉得商业领袖贡献“很大”。根据2017年埃德曼信任晴雨表（Edelman Trust Barometer），CEO的可信度也降到极点。国民与政府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大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也会让公司决定如何分配自己拥有的美誉度资本变得复杂。例如，优步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加入特朗普的商业顾问委员会时，公众形象受到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最常见的建议是，让商业领袖更多站出来探讨社会问题；但这样做并非灵丹妙药。尽管应对如此种种复杂议题很难有简单答案，但根据半全球化法则，我们确实可以得出一条警告和一条建议。警告是：对政府言听计从，来决定公司在哪里经营不再是可持续的战略。跨国企业须制定的政府和社会议程既要本土化，也要联动各个国家。反全球化压力下，跨国公司须为本地创造更多价值，并积极将价值在所在国家传播出去。这样的努力远远不限于创造就业、贡献技术等形式。

当然，向本土化靠得太近也有危险。试想IBM面对德国纳粹政权兴起做出的反应。虽然已经很明显，IBM支持的调查被用于识别、迫害犹太人，IBM没有撤出，而是在纳粹治下寻求发展商机。1937年时任CEO的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被授予了（且接纳了）来自希特勒的“为德意志服务”勋章。人们希望，这样的战略在今天根本不值得考虑。

半全球化法则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建议：我们现在的大部分困扰——包括但不限于反全球化情绪，须通过国内政策改革来解决，而非闭关锁国。例如，现在关于全球化的主要控诉之一是，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让发达经济体中的大量人口落后了。在美国，收入不平等最近攀升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而其他发达国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虽然没有美国那么严重）。同时企业利润则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然而从经验来看，这种将问题归咎于全球化的普遍看法并不可取。多数研究表明，和全球化相比，技术进步和（美国的）工会衰落，才是导致不平等的主因。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例证。荷兰的贸易和GDP的比率是美国的6倍，但如果这个国家都能维持更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那么美国责怪全球化造成自身更严重的不平等就讲不通了。即使有人想指责全球化，但很清楚的是，与政府安全网、最低工资上涨、税收政策变化、工作培训项目等等相比，采取保护主义的招数代价要高昂得多。大企业往往不喜欢这类政策，所以如果企业对其表示支持，反响会很强烈。此外，闭关锁国对应对自动化不起任何作用——自动化也是对就业的一大威胁，经常占据关于未来就业辩论的头条。

我在2011年出版的《世界3.0：全球繁荣以及如何实现》一书中，深度分析了人们认为全球化造成的各种危害。（我当时在书中预测，反全球化浪潮比现在要早来几年。）有一些原因是正确的，且影响颇大，比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失衡相关的风险。而多数其他原因，都被证明是对实际国际一体化程度的夸大。例如，国际航运对能源相关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影响，仅仅是英国航空乘客在调查中估计的1/10。为应对全球变暖，解决住房或驾驶这些更大排放源要有效得多。我的研究显示，国际上的开放程度与有针对性的国内政策结合起来，能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这些副作用。

当然，前景和特朗普总统对国内解除管制和国际干预的偏好是相反的。下面我就想说说最后一个观点。我要说的可能在政治上有所偏颇，但归根到底是因为大家公认，公司的市场和非市场战略应保持一致。作为跨国企业，积极地支持以下政策并非良策：阻碍贸易和资本流动、降低人口流动性、不认同“公司能在超过一个国家为人民带来幸福安康（哪怕你只在乎股东价值）”这一观点的合法性。长期来看，严重依靠海外采购（例如沃尔玛）的公司，以及那些出口远超进口的公司（例如GE）会从联合反对保护主义的行动中获益。




反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反对大企业。





时任IBM董事长兼CEO的彭明盛（Samuel Palmisano）在2006年《外交事务》经典文章中指出，150年前，跨国公司主要业务是贸易，但到了20世纪初，它们开始投资本土制造业。他还宣布了最近出现的新企业形式——全球整合型企业，因为“国家边境对企业思考或实践的限制越来越少”。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想法过于乐观。但对于那些以跨国巨头企业为己任的人来说，还有一些好消息。第一，跨国企业永远不会向彭预言的那样整合，因此引发全球化倒退所需的改变，不会像人们想的那么大。第二，全球化倒退是否会发生还不明朗。近年来国际上的活动确实有所停滞，但并未大幅跌落。第三，即使全球化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初期类似的剧烈倒退，世界在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上依旧比20世纪20年代要全球化得多，更不用说和19世纪相比。因此，回到100年以前，或150年以前以贸易为主的跨国公司结构可能性很小。全球化战略和实践远远超出了这些历史模式的预期，倒行逆施对领导者没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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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创新会导致运营复杂度过高、产品数量庞杂，损害公司的盈利。为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应遵循三项原则：专注于产品整合而非多样化；确保产品开发团队与直接面对客户和负责运营的部门密切合作；明确定义公司目标并以此指导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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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家飞利浦（Royal Philips）是荷兰最有价值品牌，长期引领产品创新。但在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飞利浦的营收大降40%，利润全部抹去，市值也大幅缩水。问题出在哪？

问题出在过度创新。2000年代早期，飞利浦管理层通过内部研发和收购，扩展了公司的产品组合，涵盖的产品和服务范围极广。2003年，飞利浦是欧洲提交专利申请最多的公司，在美国也位列前十。创新领域包括节能灯泡、医用扫描仪、可联网相机、用于车内娱乐系统的芯片组、软件以及产品相关服务。到2011年，飞利浦已涉足超过60个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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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企业过度创新而疏于管理，将给客户和员工制造障碍，导致运营复杂度过高，损害盈利能力。




三个解决办法


专注产品整合而非多样化；确保产品开发团队与面对客户的员工及运营部门密切合作；建立能够指导创新决策的总体愿景。





但由于飞利浦允许不同产品线、不同地点的业务领导者设计独立的产品和客户支持系统，业务复杂度（包括供应链、销售和营销、产品开发和行政管理流程等）显著上升，导致费用大幅增加。复杂性自然也给客户和员工设置了更多障碍。例如，购买医用扫描仪及相关软件和服务的医疗机构，不得不与多名客户经理打交道、处理多张发货单。面对快速出现的超过1万种内部IT应用（其中ERP系统就有60种），员工感到手足无措。由于客户数据散布其中，一线员工无法整体把握客户需求，也难以按统一标准提供服务。

欢迎来到创新的黑暗面。每当客户不得不重复输入信息、从不同部门获得不一致的体验，或必须找多个人才能办好事情，受损害的是企业。每当员工无法获取重要客户信息，或必须等待不同部门不同人的决策和批准，受损害的还是企业。最终，企业甚至可能被毁掉——这几乎就是飞利浦的处境。

客户和一线员工很清楚产品过多可能带来的问题；领导者却往往只看到潜在的益处。我们研究过的一家大型金融服务公司的管理层承认，他们“对创新上瘾”。即便管理者能同时看到，本公司部分创新基本没有价值，且客户友好度在下降，他们也看不出二者的关联。成为新产品开拓者、或迅速复制竞争对手产品的欲望，让企业看不到扩展产品组合的负面影响。大部分公司会评估产品自我竞争的可能性，但很少考虑复杂度上升带来的成本。

为探究这一问题，我们调查了255名资深企业管理者，并与7家公司的72名高管对话，对其所在公司进行深入研究。这7家公司是：DHL Express、IBM、ING Direct西班牙、乐高集团、信安金融集团（Principal Financial Group）、皇家飞利浦和USAA。我们发现，总体来看，产品数量与企业盈利能力并不直接相关，但与客户和员工面对的障碍相关。简言之：向产品组合中引入的创新越多，业务复杂性就越可能损害价值。为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应遵循三项原则：专注于产品整合而非产品多样化；确保产品开发团队与直接面对客户和负责运营的部门密切合作；明确定义公司目标并以此指导决策。



正视创新黑暗面

开始处理过度创新带来的问题后，飞利浦很快意识到，必须重塑运营和业务组合。2011年，作为仍在进行中的业务重塑计划的一部分，飞利浦开始搭建全球标准化平台。这个平台称为“greenfield”，包含三大类体系和流程：从创意到市场，即与创新相关的流程；从市场到订单，即与营销和销售相关的流程；从订单到现金，即与财务和后台交付相关的流程。

建立greenfield平台的目的，是显著减少员工和客户面临的障碍。但飞利浦管理层意识到，如果现有产品组合保持不变，这一目标需要数年才能实现。因此，公司开始大幅减少产品种类。2000年，飞利浦业务横跨六大领域：照明、消费电子、家电和个人护理、配件、半导体、医疗系统。公司逐步出售低利润业务，仅保留健康科技（HealthTech，包括医疗和个人消费品）和照明（Lighting）两大业务单元。2016年，飞利浦出售照明业务，完全专注于健康科技。公司最终决定专注于一个业务板块，当然并不只是考虑到运营复杂性带来的障碍；但管理层告诉我们，这的确是主要因素之一。

目前，飞利浦的转型计划实现了息税及摊销前（EBITA）利润率超过10%的中期目标；2011年以来，公司股价翻番。但和很多公司一样，飞利浦降低复杂度的过程漫长而痛苦。

并非如飞利浦这样多元的公司才会体验创新的黑暗面。20世纪90年代，由于标志性砖块的专利到期，且电脑游戏市场不断扩大，乐高集团开始全力创新。1997年到2004年，乐高的独特砖块种类增加一倍，超过1.2万种。公司还进入电脑游戏、儿童服装和主题公园等新业务领域。随着产品种类增加，乐高的运营复杂度也悄然上升。供应链透明度下降，开始给客户和员工带来障碍。乐高受欢迎的玩具产品开始遭遇断货，有时仅仅是因为500种砖块中的一种缺货。一个国家出现断货时，公司却无法从有多余库存的国家调货，让零售商非常无奈。2004年，乐高已濒临破产。

和飞利浦一样，为解决复杂性损害价值的问题，乐高集团启动了重大业务转型。2004年以来，乐高出售了主题公园业务，并对全球供应链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流程进行了标准化。公司仍在创造新的砖块组合方式，但减少了独特砖块种类。这些举措改善了乐高的盈利和增长状况，并提升了客户和员工的便捷度。



解决复杂性问题

对于损害价值的复杂性，解决方法并不是停止创新。创新对增长至关重要，让企业有能力适应技术和市场的变化。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让企业有机会提升产品信息化程度，并提供个性化交互体验。如果无法掌握这类技术，企业的竞争力必然受损。

为确保创新利大于弊，企业必须尽可能减少客户和员工面临的障碍。我们发现，成功的企业创新活动遵循三项原则，因此能消除甚至完全避免创新的负面影响。


专注整合而非多样化。
 我们的研究显示，与产品多样化不同，产品整合与企业业绩提升存在相关关系，且不会给客户和员工带来困难。产品整合的方式有很多，交叉销售和捆绑销售就是很容易想到的例子。企业还可以增加产品附带的信息量，并提供解决方案服务。我们发现，通过整合客户服务，企业有机会降低复杂度。

金融服务公司USAA为美国军人及其家属提供支持。USAA的产品和服务简单易用，且专注于客户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能带来重要财务影响的决定和行动，包括结婚、购房、生育和退伍等。通过重点清晰的产品整合，USAA确保客户在遇到财务问题时寻求帮助，而不是寻找某种收益不确定的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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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公司是否太复杂？

创新的黑暗面可能不会立即反映在财务指标中。因此我们建议你评估客户和员工面临的障碍，这可以作为财务表现的先导指标。

为评估本公司的复杂度，请回答下列问题。肯定的答案可能预示复杂度过高。




员工


员工是否要使用数个系统或进行手动调整才能完成任务？

员工是否要与多人沟通才能完成工作？

员工是否很难找到需要的内部专家？

员工是否经常必须暂停工作等待上级决策或批准




客户


客户使用某种产品或服务时，是否必须联系不同部门或呼叫中心？

客户在线使用不同产品和服务时，是否必须使用不同登录方式？

客户与公司沟通或更换渠道时，是否必须重复输入信息？

客户面对不同部门得到的体验是否不统一？



（返回原文阅读）








例如，USAA的Auto Circle提供购车支持服务。客户只须打一个电话或在网上操作一次，就能在购买、筹资、保险等整套流程中得到指导。2010年Auto Circle推出前，客户要与USAA的购买服务部门讨论价格、与零售银行部门讨论资金，再从财产和人身保险部门购买保险。现在，Auto Circle涵盖所有流程，并与USAA认证的车行合作，为客户提供协议价。此外，Auto Circle还可根据客户财务状况，针对购车预算提供建议，并提供在线选车工具。USAA的净推荐值高居全球前列——甚至超过亚马逊和苹果。

将产品整合的重要性置于产品多样化之上，这是一个战略选择，但也可能意味着短期内放弃部分新增收入。有些情况下，USAA领导者放弃推出有利可图的新产品，是因为它难以整合到现有产品组合中。我们研究的另一家公司，ING Direct西班牙，由于某种新产品的支持系统过于复杂，将推出时间延后了一年，直到系统完善后才推出该产品。

相比各部门独立创新，着眼整合的创新对内部协作要求更高。但如果企业为提升客户便捷度改进体系和流程，员工通常也会受益。信安金融集团主要为中小企业员工提供退休计划（养老金及401（k））和保险产品。因为小公司通常无力处理复杂产品方案，信安注重提供简便流程和细致服务，而非丰富的产品选择。通过实施简化和标准化，公司可将更多流程自动化，带来更统一的客户体验，并显著提升员工操作便捷度。客服员工和客户面对相同的一体化流程，能够高效解决客户问题。竞争对手大多提供更丰富的产品，但它们的复杂性往往让客户流向信安。

企业可能认为整合式创新关注面太窄，但将不同产品联系起来，可能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机会。过去，飞利浦的医疗业务出售CT扫描仪等大型设备，其创新活动主要围绕新性能或新设备，而测试和量产需要很长时间。现在，飞利浦健康科技业务将设备与临床决策支持软件、工作流管理等服务结合起来，帮助医疗机构和医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飞利浦放弃了早期可能感兴趣的一些创新机会，但正在探索如何利用新技术和数据共享，帮助人们恢复和保持健康。实际上，专注于产品整合可能让创新提速。虽然经历了一系列战略变化，但2015年，飞利浦再次成为欧洲提交专利申请最多的公司，只是现在，它能在不给客户制造障碍的前提下进行创新。


确保创新团队与业务部门密切合作。
 按大多数企业的架构设置，负责创新的团队与实际受到创新影响的部门（如客服、运营、人力资源和IT等）是分开的。正是这种分工方式，使得复杂性渗透整个企业而不受控制。

为避开这个陷阱，企业应成立跨部门团队，打破产品开发团队与受创新影响部门的隔离。ING Direct西班牙在新产品开发伊始，就安排IT架构师、客服代表和产品经理密切合作。曾任ING产品和战略执行副总裁的达尼埃尔·雅诺（Daniel Llano）说：“没人会来我的办公室说‘我想推出这个产品’而没先想好新产品对整个银行的影响。”IT、运营和客服部门要负责调整产品要求和特性，确保公司从创新中获益（如营收增长），同时避免增加复杂性。

例如，ING Direct西班牙决定开始提供支票账户服务时，曾担心这项新产品带来的复杂性。特别是，银行须将使用说明、卡片和密码分开寄给新客户，时间跨度达几周。（令很多人失望的是，大部分银行现在仍采取这种做法。）跨部门团队的一位IT员工建议，客户在网上第一次成功验证身份后，可以直接获取密码。这一改变使银行不必多次寄出材料。

跨部门团队还能协助改进端对端流程，从而消除客户和内部员工面临的障碍。决心解决业务复杂性问题后，乐高集团建立若干流程专家网络（PEN），吸收了订单到现金、生产、财务支持、创新和研发等核心部门的领导者。这些人定期会面讨论合作方式，并寻求优化流程。PEN保障组织内部的知识共享，并在业务单元内外搭建桥梁、减少隔阂。很快，这些举措显著提升了公司运营效率。乐高近期的表现证明，一体化流程对于数字创新非常关键。

管理者或许担心，跨部门团队会拖慢创新速度。但乐高的领导者确信，从20人的管理团队到各个PEN，他们对跨部门合作的投入产生了显著回报。公司首席信息官（CIO）告诉我们：“我们会就一项决策或变化讨论很长时间；但当讨论结束，所有人都点头说‘我加入’，我们转眼间就能把事情落实！”

与此相似，飞利浦利用敏捷方法组织工程、销售和IT部门合作，将新数字产品生产、销售和支持系统的复杂度限制在可接受范围。相比传统产品，数字创新到达市场要快得多，因此对复杂性进行早期评估非常重要。跨部门团队可在问题出现前提出警告，终止不能带来价值的产品创新。由于所有相关部门都参与了创新过程，数字产品成型后也能很快上市。

不过，为使跨部门团队的工作取得成效，领导者应确保全公司上下充分了解创新目标。


建立创新愿景。
 USAA的使命是“维护客户和员工的财务安全”；乐高致力于“启迪开创美好未来”；财捷集团的愿景是“让生活更简单”。这些使命宣言都很宏大，但并不只是口号。它们确立了创新的目标，因此长期看来，对创新乃至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如果企业投身创新但缺乏清晰愿景，就有创新成瘾、为创新而创新的风险。任何创新可能看起来都有吸引力；而清晰的使命才能激励人们为特定目标去创新。

再以USAA为例。过去，这家公司的产品组合较为碎片化。例如，其营收的40%来自汽车保险，但各个产品未能最大程度提升客户的财务安全度。重新考虑公司使命后，管理层意识到，相比选择汽车保险，买车的决定本身对客户经济状况和财务安全影响大得多。如果想为客户的购车选择（或是否买车）提供建议，USAA就必须从头开始参与整个购买流程。

使命宣言还能排除不必要的创新类型，并建立优先级。例如，USAA曾面临选择：将资源用于推出房屋保险产品，还是帮助购房者简化购买流程。领导者最终按“做最有利于客户财务安全的事情”的原则做出决定。USAA期待员工展开讨论：整体而言，哪项投资能让更多客户获益，更有助于完成公司使命。

清晰的公司使命不仅能指导具体产品创新，还会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决策。飞利浦巨资投入的数字健康平台（HealthSuite Digital Platform）支持智能设备（健康手表、体重秤、体温计）上传数据，存储用户的血压、心率、体温和体重等数据。该平台能将患者数据与CT扫描仪等设备的诊察结果整合起来，让医护人员全面了解患者健康状况。

创新愿景有效性的试金石，是员工能否用它来区分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和带来复杂性多于价值的创新。



成功经验

曾经依靠创新产品获得增长（或有此打算）的企业，应综合评估运营复杂度——员工完成工作的难度有多大？客户和你做生意的难度有多大？我们的研究显示，企业应特别关注员工面临的挑战。优秀员工努力不让客户感觉到复杂性的负面影响，但这可能造成巨大消耗，导致员工离开。即便他们留下，不断上升的复杂度最后也可能让辛苦努力白费。为评估复杂性带来的影响，你可能需要做一些内部调研。（
见边栏《你的公司是否太复杂？》

 ）

坏消息是，如果你决定进行简化和整合，那么这项工作并不容易，而且大部分情况下须在组织层面做艰难决定。飞利浦简化了数个最重要的内部流程，并大幅精简业务组合。USAA建立客户体验（Member Experience）部门，要求全部1.2万名面向客户的员工在这个部门工作数年时间。客服代表必须重新接受培训，不同业务线的IT支持系统也要整合进来。USAA还修改了激励体系，加大公司整体业绩的权重。乐高集团则采取了不同做法。为推动整合，乐高将公司划分为三个板块：市场、运营以及称为“业务支持”（Business Enabling）的公司职能部门。企业架构师和IT领导者规定了严格的组织架构和治理流程，确保各板块有效协作。

与大多数组织变革一样，业务整合很难一蹴而就，因此企业应注重实验和学习。例如，USAA建立客户体验部门时，由于服务整合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全局决策，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堆积如山。改进决策讨论机制后，执委会的负担减轻，决策进程加快。

尽管变革的过程很艰难，但成功案例充分表明，攻克创新黑暗面会给企业带来显著回报。USAA、信安金融、乐高集团和ING Direct西班牙都在稳定地盈利和增长，且利润率超过所在行业平均水平。因为复杂度并未显著上升，这些公司的增长看来是可持续的。随着USAA推出一系列一体化服务，其客户数在4年中从800万增至1070万，同时利润率从11.2%增至14.2%。2000年代初险些破产后，乐高集团采取的创新举措使其恢复盈利能力，并与美泰争夺全球玩具市场龙头地位。

数字经济为企业提供了无限的创新空间。有些企业的创新活动改善了客户和员工的体验，持续为业务带来益处；也有些企业在长期看弊大于利的创新上消耗资源。认真评估客户和员工面对的障碍，你将能看清应该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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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把“未来领导者”放到快速发展的业务上并不一定能如预期帮助他们快速成长。对很多人来说，被认定为人才反而是祸不是福。结果要么是还没成熟就经历考验，要么拖累进步，成长受阻，业绩也一蹶不振。如何破除“诅咒”，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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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马斯在私募公司工作的时候，熬夜是常有的事，但其中有两次很特殊。一次他在酒吧，当天早些时候他听上司说自己是同辈员工里表现最优秀的，晚上他喝着酒跟竞争对手公司的合伙人聊天，对方问：“你在6个月里完成了两笔交易，对吧？”自从多年以前离开家乡小镇去上大学的那一天起，托马斯一直梦想着这样的时刻。他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工作就是为了这种时刻。

第二次是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忙着一次高调IPO相关的工作。负责这个项目的只有他一个人——这类项目是留给公司顶尖人才的快速晋升通道，好让他们迅速晋升为合伙人。不知不觉天亮了，他完全不记得自己这一夜干了些什么，虽然电子邮箱和电话记录都展示了他忙碌的通宵工作。稍后，一位神经科医生给他做了检查，提醒他注意睡眠剥夺（sleep deprivation）的危险。“我会在早晨5点去睡觉，7点钟醒来，感到心悸，然后就去工作。”托马斯回忆道，“我从没停下来想一想这样有问题。我告诉自己，就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这样。”

医生提醒后，托马斯暂时放慢了速度，但没多久又恢复了全速运转。他的才能和动力都没有减退，但他失去了目标感。他给公司创造机会做成了一笔价值13亿美元的交易，随后突然辞职，让老板大吃一惊。他表现很好，前途光明，一如既往，但他告诉我们，自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不想退出快速晋升通道，所以不能慢下来。”托马斯受困于公司对自己的期望，但他想要证明自己不会辜负老板的认可，所以并不会挑战这种文化，也不会请求他人帮助。他既感到忙不过来，又觉得没有充分发挥才能，最终得出结论：这家公司不适合自己实现成为领导者的雄心壮志。

我们研究托马斯这样的“未来领导者”20年，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得到机会似乎是好运，却因此遭受痛苦。多数情况下，这些管理者和专业人士表现优异，能够快速学习，得到公司赏识。然而，进入快速晋升通道往往未能如愿让他们迅速成长为组织领导者，反而促使他们离开公司，亦或对他们造成负面影响，成长受到阻碍，敬业度和工作表现下降。

在这个公司争抢人才的时代，对一些人来说，作为人才得到认可成为了一种诅咒。事实的确如此。有志成为领导者的人才为了满足他人期望而勤奋工作，最初令他们显得出类拔萃并投身工作的特质渐渐湮没。他们的行为与他人趋于一致，精力和抱负受到影响。他们可能会开始敷衍工作，也可能像托马斯一样选择逃离。

即使公司大力投资人才发展，高管尽心竭力帮助员工成才，人才也会受到这个诅咒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于很久以前，当时本文作者之一珍妮弗曾在几个跨国公司工作，另一位作者杰派罗是某全球MBA项目的心理治疗师。自那时起，我们研究了来自世界各地各个行业的数百位管理者和专业人员，对其中很多人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在进行教学、咨询和培训工作时，我们更是遇到了几千个这样的人。在此过程中，我们从这些高潜力人才的视角审视人才培养，找到了其中普遍存在的心理机制、危险信号，以及打破这个诅咒的方式。



人才诅咒的心理机制

组织给某员工提供培养平台，希望这位员工借此得到合伙人地位、高管职位，亦或只是拓宽职业选择。通常在这个时候，诅咒就开始了。当事人起初感到荣幸和感激，但最终会产生怨恨和焦虑——这种感受很难解释，无可辩护。人在面临新挑战的时候都会产生不确定感，但人才诅咒不同于那种普通的不确定感，它并非来自新挑战，而是植根于自我。

研究证明，理想化和同一化这两种心理机制相结合，对高潜力人才而言是毁灭性的。其他人将他们的才能理想化，对抗公司未来的不确定性，而高潜力人才认同这份才能，自己担负起这种不确定性。托马斯正是如此。早期成功达成几笔交易后，老板和同事开始觉得公司可以在多变的PE世界里依赖他。在很多工作场所，人们赞美有才能者的潜力，有才能者感受到才能带来的重荷，呈现出明显的理想化和同一化。如果未来不如人意，就是有才能者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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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


问题


被当作未来领导者培养的人，往往觉得受困于他人期待，努力让自己显得有价值。有时他们一味迎合组织已有的管理者模板，失去了自己独有的优势。有时他们一走了之，自己失去机会，也让组织失去了人才。




补救


高潜力人才承担新的责任，面对新的挑战，反复经受“人才诅咒”之苦。不过，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接受职业发展所需的帮助，在工作中发挥所有才能（不只是“领导才能”），竭尽全力应对当下，这样的经历让他们得以成长。





高潜力人才的才能逐渐成为他们自身的定义，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未来同样与组织休戚相关。他们一心想着自己应该做什么才能确保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这种期望可能被他们自己放大了，但并不只是由于他们自己。按照公司价值观，要胜任领导职位必须以身作则，绩效反馈和非正式的交流互动也增强了这种期望。

某制造业公司明星员工拉斯在一次领导力研讨会上说：“有一天别人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人必须负责转变我们做生意的方式，第二天又说我必须让受到这种转变影响的高管欣赏我。”

我们常常听说这样的事。一些公司高管想要强势文化和快速改变，有才能的管理者既要推行变革，又要获得反对派的认可，压力很大。这种相互矛盾的目标对人造成损耗。他们对文化和政治暗示很敏感——这正是他们被选为未来领导者的部分原因，因此一旦进入快速晋升通道，就格外容易受影响。

每个机会都会成为一份责任，每个挑战都是一次测验。高潜力人才努力要做尽善尽美的领导者，却抑制了激情和个人特质等当初使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诅咒使得人才管理与其本身的目的背道而驰，没能赋权给那些有领导才能的人，反而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迫使他们符合一致的标准，像交保护费一样满足公司的高要求，换取一时的安定。“未来的领导者”变成了“优秀的顺从者”。



三个危险信号

你必须对自己有很高的标准，准备应对额外的审查——有抱负的领导者不会不顾别人的期望。但如果没有防护措施，应对机会和众人期望最终会耗尽你的力气。为了做好防护，须学习辨别和应对以下三个危险的信号。




一. 从单纯地运用才能变成了要证明才能。
 进入高潜力人才库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得到认可的激动迅速冷却，新的期望造成了压力。这是常有的事。过去的成绩得到认可，未来可能有新的机会，在这个当口，有抱负的领导者常常会把当下看作是证明自己的时候。为了确保发挥出自己的潜力，他们更加精心计算自己展现才能的时机和方式。

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为高潜力人才设置培养晋升通道的公司。在一些组织里，高管留意到某些员工的才能，就会埋下隐患。比如劳拉，她原本在读人工智能PhD，中途休学在商业世界小试身手，先是进入一家咨询公司，然后跳槽到某消费品公司的战略部门。一年后，上司的上司赏识劳拉的数据分析能力，于是介绍她为公司某个前景堪忧的产品做数字营销。

“感觉好像一切都是为了那一刻。”劳拉告诉我们。她了解数据分析，又有战略方面的经验，非常适合这项工作。她只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引荐她的那位高管告诉她，在这个职位上获得成功，“以后在这个行业就一帆风顺了”。压力随之而来。

劳拉随后陷入了超负荷工作的螺旋，急着向所有人（包括自己）展示自己能应付挑战。销量获得了提升，她却感到没有人注意到自己的付出和成果。她想，或许是还不够出色。她说：“我害怕别人表面上对我和颜悦色，但不敢告诉我，其实我到了瓶颈期，我不行了。”其他人并不是这样想的。上司和同事习惯了她的才能和沉稳的态度，觉得她不需要帮助。能让她放手去做，大家当然很高兴，赞美她的独立和进取心，却没有意识到她隐藏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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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Carol Dweck）在其开创性研究中提出了成绩导向和学习导向的区别。她发现，如果儿童认为自己的智力是固定不变的数值，就容易因为学校作业难而沮丧，迅速放弃无法轻易解决的问题；与之相比，认为智力有可塑性的儿童在难题上花的时间更多，将其视为进步的途径。成绩导向的人因失败而难堪，学习导向的人则因失败而受到激励，更加努力。德维克发现，成年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也是同样。

德维克的研究预测，高潜力人才内心放大的期望正是诱发成绩导向的典型因素。虽然劳拉和我们研究的其他很多人并没有放弃高难度任务，也没有停止发展自己的能力，但他们的学习本身成了一种展现成绩的行为，用于证明自己的才能。额外的试验性项目和辅助项目，可以进一步拓展他们的技能，也会让他们的缺点显现，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变成了无法承担的风险。

才能出众的人就是这样沦为庸才的。一位咨询顾问回忆说，在某家全球公司进入合伙人晋升通道后，“我知道自己能成功，于是专注于自己一定能发挥才能的地方。短时间里那样很好，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失去优势。”

属于少数群体的高潜力人才压力更大，因为他们感到有责任成为楷模，为人才常常被埋没的本群体发声。例如在男性主导的高级律师事务所，一位女性初级合伙人进入了股份合伙人晋升通道，思维方式就会改变。“我坚信自己有能力获得一席之地，”她告诉我们，“但我觉得自己完全瘫痪了。我变得非常保守谨慎，因为感觉只要出一点错就会让所有人失望。”她知道自己是其他女性的榜样，顾虑更多。于是她没有扩展自己的专业能力，而是死守着自己一定能做好的领域，只跟已经建立了关系的客户往来。由于发展的新客户数量无法达到股份合伙人的预期标准，她的职业发展慢下来了。


二. 渴望本真却必须打造对外形象。
 一位最终选择了离职的投资银行家告诉我们，“我总是在聚光灯下，总是在表演，努力做好他们期望的领导者。”虽然他经过努力才得到那个显赫的职位，然而进入快速晋升通道后，他却感到自己消失了。就好像公司强行把他和他的事业心捆绑在一起，用他的话说，“没有人看到真正的我。”

在证明自身才能的压力下，人才势必会关注对外形象。我们来自英士国际商学院的同事埃米尼亚·伊巴拉（Herminia Ibarra）在对管理者更替的研究中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多数公司里，顺从组织文化，即遵守公司高层设定的价值观和愿景的人才会升职。因此，虽然许多公司邀请员工在工作中“展现自我”，但成为重点培养对象的人才往往只会展现出被认可的“领导才能”，并感到自己失去了本真。

有些人反感要“假装”获得新的领导能力，伊巴拉提出，其实假装可以帮助他们发掘自身新的潜力。而另一些似乎原本就非常适合某个职位的人，比如数据科学家劳拉，她可以轻松地展现出公司重视的解决问题、运用数据的能力，但这些能力不足以定义她本人。一个人不管有多么适合某项职能，如果一直只展现自己的某个方面，就会因此变得扁平化，受其限制。劳拉正是如此。只表现出自己被公司需求的部分特质，让她感到失去了自主权和自发性。

劳拉像每个受困于此种处境的人一样考虑过离开，幻想着换了工作可以“自由展现自我”。在与中欧国际商学院教授杰克·伍德（Jack Wood）合作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对一组MBA学员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调查，近半数参与者表示，读MBA这一举动属于类似的逃离行为。他们希望商学院能提供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他们发现自我、恢复自我。

心理学家艾丽斯·米勒（Alice Miller）在其经典研究中提出了具有争议性的“天才儿童的悲剧”。她说，聪明且求知欲旺盛的孩子往往学着隐藏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以满足溺爱他们的父母的期望。时间一长，他们就变得不了解自己的感受和需求。米勒记录的这种空虚和疏离感，正与我们在高潜力管理者中发现的感受相似：才能得到认可，反而导致他们失去了才能，这似乎是个悖论。他们的才能依然存在，但却不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情感疏离的、苛刻的组织“父母”。




三. 推迟有意义的工作。
 如果人才感到受困于组织期望，期待着忍受这种困境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当下”对他们而言就失去了意义。他们开始将恢复和展现自我的希望放在未来，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自由地说出想说的话，与他人坦诚地建立联系，顺应内心，按照自己的意愿领导他人。

一些人只会等待这种麻木感消退。还有一部分人想象着离开这个环境之后要做什么——他们只敢跟几个信得过的朋友说，担心那样的美梦也被劫持。这种现象可以归为荣格学派分析师赫尔顿·贝恩斯（H.G. Baynes）提出的“临时生活症”（neurosis of the provisional life）：如果成长中的领导者认为目前的工作是为将来的机会做准备，就会把未来的工作想象得更加有意义得多。“将来的自己”变得比“现在的自己”更加重要。“当下”失去了意义，所以他们不再竭尽全力。

一心记挂着未来，不再全力投入现在的工作，人才诅咒彻底降临。这时候的高潜力人才显得似乎在埋头工作，但并没有真正沉浸其中。如果人才继续将眼前的工作视为虚无，就连离职也无济于事。上文提到的研究中，为了寻求安宁而选择MBA项目的人们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自己怨恨的局面，努力满足期望并幻想着逃离。“我每天早晨醒来都想离开，”一位参与者说，“不想告诉任何人，独自离开。”

另一位参与者说，自己开始回头质疑过去的选择。“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得到的工作可以说是全班都羡慕，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那份工作很体面，我从来没有真正好好想过那是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他一直想转变状态。他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但在他的想象中，去哪里都比现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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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向我们讲述她的经历时说过，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当上COO，紧接着就考虑回去读完PhD。她在事业发展中考虑每一步，似乎都要克服逃离的念头。她想放弃自己擅长的工作，离开重视她的公司，去寻求自我。



打破人才诅咒

人才诅咒会阻碍高潜力人才的个人成长、敬业度和职业发展，但是可以破除。我们推荐以下三个步骤：




一. 掌握你的才能，不要被其掌控。
 一旦才能成了你的标识，对才能的挑战（学习应对新问题的时候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挑战）就像是对自我的挑战。劳拉说，一位同事质疑她的能力，她觉得“直击内心”。一味迎合所有人（包括你自己）的期望并非良策，你只会盲目地去做自己认为别人希望你做的事情。忽视所有期望也不行，最轻微的后果是别人觉得你叛逆。我们建议，要留意你自己需要的和其他人想要的，但不要让这两者消耗你。

为了达到这种平衡，通常要学习接受帮助，不要独自承担，即使你觉得自己不需要帮助也要接受。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高管教练迈克尔·桑松（Michael Sanson）向客户强调：“高潜力人才意识到，自己不是要比别人做到更多，而是要与别人一起做到更多，这时候就会发生关键的转变。”他解释说，有时候人们抵触反馈和训练，因为觉得这些东西承载着更多的期待。如果能将之视为提供支持的来源，而不是评判，他们就能更好地倾听、更快地学习，继而提升表现，成长为领导者。




二. 在工作中展现全部的自我，不要只展示最好的部分。
 我们都愿意表现自己闪光的部分，如果我们自己重视这些方面，别人也欣赏这些方面，那就更是如此。但我们最优秀的才能往往源自伤害和嘲讽，来自自身不那么温和顺从的部分。决心往往源自不安，创意来自焦虑，复原力来自我们经历过的不肯与人同道的挑战。富有同理心（所以人缘很好）的管理者有时会被情感淹没。不要对抗这些较为负面的才能来源，要学着疏导。

上文提到的托马斯转行进入了人才管理领域。他将自己的商业头脑带进了新的工作，但也对组织如何协助和妨碍员工成长有着深刻的个人理解，反之亦然。他在上一家公司努力求发展的直接经验，使他有能力帮助其他人发展，取得成功。他不再只是有才能，还有了目标感，重新恢复了活力。




三．重视当下。
 这是打破诅咒最重要的一步。问问自己：如果现在就是最重要的时刻呢？如果当下的工作不是垫脚石，而是目的，那会怎样？你必须投入自己现在的工作，赋予其意义，才能从经验中得到成长。

把你面对的期待、压力和怀疑当作是所有领导者都会面对的东西。那些不是对领导力的检验，而是领导本身的特质。如果你证明了自己的才能，它们也不会消失，只会加剧。所以，现在就要收集你需要的资源，准备好长期应对它们。而且要接受，即使有了大量资源，领导也始终是需要勇气的事情。某跨国公司前人才管理负责人梅特·斯图尔（Mette Stuhr）曾为世界各地许多高潜力人才做过培训，他说：“假如你想等待安全的时机才开口，那你是等不到的。”



必经之路

尽管人才诅咒会带来诸多痛苦和危机，却是人才发展的必经之路。打破诅咒，是学习领导的重要部分。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高潜力人才必须反复经历，才能得到成长，承担新的职责。

回到劳拉的例子：一次团建活动中，她终于下定决心，承认自己在考虑离开。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她解释说，自己所在部门的结构使得自己和两个同事间产生了摩擦。令她吃惊的是，这一番原本是告别演讲的话反而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劳拉说出自己的忧虑，得到了回报。团队结构有了改变，她留下来了。

之后不久，劳拉得到一个更重要的职位，领导5位管理者组成的团队，下面还有52名员工。她先是觉得受到了鼓舞，因为这个职位对整个公司都有影响，但随后就产生了新的疑虑。这一次她仍然没有向他人请求援助。上任6个月后，她还是没去谈自己的待遇。“我得到了很好的工作，”她说，“如果我担心合同、薪水之类的问题，他们会怎么想？”她要维持自己积极热忱的形象，无法去争取自己需要的资源。“我还没有证明自己，怎么能再接着提要求？”她说，“我应该感激。”

机会又一次成了负担，劳拉为此感到伤心，疲惫不堪。这并不是她的上司和组织的本意。把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交给这样一位负责且有抱负的年轻管理者，组织和上司都很满意。他们没有恶意地取消支持，但也没有鼓励劳拉寻求帮助。他们没有劝劳拉轻松一点，也没有告诉她，不用指望所有事情都做好。如此一来，他们让她在不恰当的工作方式上越走越远。

所以我们要提出最后一点：组织也应当尽到努力打破诅咒。别再把有才能的年轻管理者称为“未来领导者”，因为这样会促使他们循规蹈矩、规避风险，放弃自己的独特性。不要再提出升职的承诺，给他们压上太多责任。应当给他们留下空间，改变其他人对他们的单一印象。这样会缓解年轻管理者感受到的必须证明自己才能的压力，让他们更好地发挥才能、投入工作，进而成长为更好的领导者。

归根结底，培养领导者的最佳方式是帮助他们领导。学习领导的最佳方式，是在当下接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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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弗·派崔列
 是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组织行为学助理教授。杰派罗·派崔列
 是INSEAD组织行为学副教授。两位作者同在INSEAD MBA项目执教，并指导管理加速项目，通过领导力发展研讨会传授经验，为全球公司培养新的领导者。





特写 Feature



超职场时代的崛起

博克思(Sebastian Buckup)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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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组织和工作会是什么样子？那将是一个超职场时代：自由职业者崛起，企业将变成由全职员工和（来自平台的非全职性）自由工作者组成的混合体。新时代需要HR管理转变思维模式，更好地拆解工作，发掘工作中人的不可替代性，然后提升人的工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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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8年，波士顿大学教授弗兰克·帕森斯（Frank Parsons）首次提出了职业指导理论。100多年过去了，职业生涯管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明显的是：职业生涯的管理已经由组织管理转向个人负责。而变化背后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工作本身的改变。凯文·凯利曾预言：未来世界部分工作将要被机器人所替代。这意味着现在人人羡慕的工作，过几年可能就不存在了；那些所谓的朝阳产业，也可能是昙花一现。未来的工作会有哪些变化？面对这种情况，管理者需要怎样调整？我们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未来的工作》（Lead the work）一书针对这些问题，分析了传统雇员社会即将消失的趋势，提出了领导者不仅需要管理员工，还必须引领工作。作者从公司组织和管理者的角度给出了引领工作的决策框架，用三个基本要素——工作任务、组织结构和回报方式来定位工作方式和指导决策。未来职场的变化将彻底改变HR行业的方方面面，HR管理系统需要重构。本刊采访了该书的作者之一，韦莱韬悦人才与奖酬业务全球投资委员会董事总经理瑞文·杰苏萨森（Ravin Jesuthasan），就“未来的工作”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



传统雇佣社会已逝



HBR中文版：
 你写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



瑞文·杰苏萨森：
 4年前，有个客户找到我，说他们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那是一家以世界级服务闻名的金融公司。客户在网点或打电话给呼叫中心，都能够获得顶级服务。但公司未来的发展将基于数字技术。这种情况下，如何将公司、合作伙伴以及未来的P2P金融信用与客户群接合？如何建立新的能力？要收购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吗？还是雇用从来没用过的人才，比如数字人才？

韦莱韬悦给出的建议是，把工作拆解。将核心开发工作交给人才平台，比如Upwork、Top coder。将系统迁移工作交给第三方，将项目管理交给世界顶级的项目经理，因为他们了解技术的迁移与实施。这些超出雇佣关系的思考方式，让工作完成得更快、更好、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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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让我们意识到，工作本身发生了改变，为工作提供的资源和选择太多了。如果公司想用合理的价格获得最佳的选择，我们不能再仅仅关注工作本身了，传统的雇佣社会结束了。





HBR中文版：
 传统雇佣社会结束有哪些标志性事件？



瑞文·杰苏萨森：
 我不认为哪个单独的事件导致了新雇佣时代的到来，它其实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回顾几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给了我们现在认知的工作，工作使人们聚集在一起，人们按照一定的步骤完成工作，比如生产制造流程。而且这是最便宜的方式。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些企业，比如耐克，开始拆解工作的流程。将设计、市场营销与制造、物流分离，开始采用外包的方式。公司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必完成全价值链中所有的工作。可以将部分工作拆解出去，用更佳或更便宜的方式完成。

今天，随着优步化（Uberization，指起源于优步出租车服务的商业模式。把现有工作与服务转化为分离的任务，按照需求设计任务），公司进一步发现，用工作（job）的方式完成任务（work），不一定永远是对的。对于很多类型的任务，用职业的方式完成不是最佳选择。一份工作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无法提供实用的技能。所以需要些别的方法，也许是用平台上的人才、自动化，尤其是机器人。



新雇佣时代来临



HBR中文版：
 在随之而来的新雇佣时代，组织会变得更松散？



瑞文·杰苏萨森：
 我不会用松散这个词。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组织，更像是任务的生态系统，没有传统组织的边界、管理层与员工间没有正式的关系。这个生态系统由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组成，共同完成任务。





HBR中文版：
 这些变化给HR管理带来哪些新的挑战?



瑞文·杰苏萨森：
 HR管理需要转变思维模式，更好地拆解工作，发掘工作中人的不可替代性，然后提升人的工作价值。以前HR最重要的工作是管理好雇佣关系，做好薪酬、员工关系和人才储备。是用人才去匹配业务需求。现在HR需要更懂得工作如何组合，某些工作选择哪种模式完成。到底是用员工完成、使用外部的人才平台完成，用外包的方式，还是选择其他方式。

而管理者要思考的不仅是“全职工作还是其他工作方式”二选一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用最佳方式实现各种工作要素的创造性组合以实现企业目标”的问题。

至于怎么选择，则须考虑速度、成本和风险三个要素。首先，企业是否已经具备应对快速提升与变化的能力；其次，随着人力成本的不断提升，人才结构和成本也是企业必须思考的；最后，如何更好地平衡风险，在更快提升能力的同时，将风险可控。HR要有更具前瞻性的思维，才能配合企业去做更多的转型和改变。





HBR中文版：
 具体到招聘和任用外部人才，HR工作应该如何调整？



瑞文·杰苏萨森：
 在招聘环节，HR往往遵循一定流程。他们最需培养的一项技能是，不要想是为某一职位找到合适的员工，而是分析该职位，区分出其中的常规工作与非常规的部分、区分关系型（relationship）与交易型（transactional）的部分。然后把所有常规工作交给机器完成，非常规工作组成一个职位的工作内容，让某些擅长同理心、关系管理和创新的人来完成。HR管理需要思考，通过拆解工作的方法完成工作，是否取得了最佳的效果。



培养持续被需要的技能



HBR中文版：
 当员工存在被机器替代的可能时，公司还应该继续在他们身上进行投入吗？



瑞文·杰苏萨森：
 这又回到了价值主张的概念。我认为HR需要继续投资员工，但投资与回报的方式已经大不同了。给员工安全感不再是保证他们退休前持续有收入，而是确保他们会持续被雇用。现在对员工的投资不仅仅是希望他们在一年或几年后做出贡献。更是要确保，他们在这里学到的技能可以用到下一份工作中。所以，就算有人决定离开公司，还会有人加入公司，因为他们知道这家公司会善待他们，就算这里的工作不再合适，他们也准备好为别人工作了。





HBR中文版：
 用这种方式提高员工的敬业度？



瑞文·杰苏萨森：
 是的。现在你要跟员工说的是，我不能保证给你一份退休计划，也不能保证你的这份工作能再干30年。但我能确保你的技能会持续被需要、你会始终与商业世界密切相关，你会有新的机会。





HBR中文版：
 所以从好学校毕业、找到一份能长期从事的好工作，这种方式行不通了吗？



瑞文·杰苏萨森：
 这是这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的心态必须改变。孩子们应当意识到全职稳定工作既毫无意义又毫无必要。因为不再是学习—工作—退休，而是学习—工作—学习成为循环。原来30年一变的工作会变为5或10年一变。而且需要去相近的其他领域再培训。即使机器人进入了新闻业，他也无法将多个采访对象的不同话题融在一起，写出高质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所以，我们如何在机器承担基础工作的前提下，更好发挥人的技能，这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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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
 这意味着教育应该有所改变？



瑞文·杰苏萨森：
 毫无疑问。教育系统不得不做出巨大改变。现阶段，我们花费很多时间教孩子们掌握技巧型技能，而非如何学习。他们需要掌握的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大学毕业并不意味着学习结束了。在未来，除非持续学习，否则赚钱的能力会渐渐消失。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与牛津大学等学校合作，他们的学生都非常聪明。但诀窍是，教他们如何学习、教他们真正的人类技能，并使用Lynda.com（世界最大在线教育资源平台，2015年被领英收购）等进行学习。通过在线教育平台的技能培训，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成为安卓程序员。我们的孩子不再需要为了成为数据科学家而进入好大学。他们须学习如何开发真正的人类技能，比如创新、写作和带感情地沟通等等。





HBR中文版：
 书名《未来的工作》（Lead the work）为什么使用“lead”引领这一词？



瑞文·杰苏萨森：
 使用引领一词，是因为我们想知道HR管理者与商业领袖如何看待领导力与管理。这本书是关于领导团队、引领员工与生态系统所需的新技能之间的矛盾。管理者首先必须明确认识须完成的工作，然后才能决定是给内部员工还是由外部资源完成。

实际上，出版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自动化和自由职业者等新兴手段在出版业已经有些时间了。比如，一本杂志的编辑管理着一些员工、作家和自由职业者。还用一些技术手段帮助处理文章的某些常规内容。所以，一个成功的编辑，必须接触所有这些不同的方法，并且了解某款产品要如何使用合适的内部人才、自由职业者以及正确的技术手段。通过管理，如何让这一组合以合适的速度、成本和风险生产对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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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
 撰写新闻等任务（work）本身没变，只是被重新分配了？



瑞文·杰苏萨森：
 对也不对。自动化能够传递信息，机器甚至能够撰写新闻。但这个新闻没有人情味，基本上就是报道事实。它无法传递感情或语境，而人是能够给一篇文章带来很多东西的。第一个大量使用人工智能的领域是体育新闻，因为只要有一场比赛，机器就可以写出两三段相关的内容。某人得了多少分、某人有几次篮板球，这些都是陈述事实，很容易做到。但机器无法表达比赛背后的情感故事（比如连赢三场的喜悦、某个运动员摔断了腿），读者无法产生情感共鸣。

如果使用机器能够使常规的部分工作更便宜，就能让人才把精力放在撰写世界一流的报道中，这些报道体现了人的价值。编辑须判断哪些新闻可以使用机器、哪些新闻需要深度报道，因为人们并不想只得到“叙利亚战争今天死了5个人”这种冷冰冰的信息。其实，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有了包括数据、人工智能等时髦的工作或任务，对于已有的任务也有了新的情境。这些在10年前可能不存在。



未来工作与机器人



HBR中文版：
 你书中提到了许多技术手段，机器会是人类的巨大威胁吗？



瑞文·杰苏萨森：
 短期来看，自动化会造成很多破坏。但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自动化只会影响任务中的部分工作，而非整个任务。但对出租车司机来说，驾驶汽车就是他们的全部任务，所以无人驾驶汽车会取代司机。但是，自动化也会创造一系列全新的工作，比如指导无人驾驶汽车进行学习的工作，负责改造基础设施的工作（无人驾驶汽车与信号灯、GPS、高速公路系统的连接匹配）等等，使汽车不仅仅是关于驾驶、更关于高效智慧的联动。对于社会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对那些失去工作的司机进行再培训。开车的人擅长的其他工作是什么？如何把他们的长处迁移到新的工作种类中？





HBR中文版：
 某些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管理人才，甚至对员工离职进行预测。这些会是未来人才管理的趋势吗？它们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瑞文·杰苏萨森：
 我认为这类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的洞察非常有用。在这之前，预估分析没有科学依据，管理人员不知道谁会辞职。他们不知道“辞职的征兆”是什么，无法发现员工正在脱离组织等等。面对高流动性的员工，管理人员仍然须管理员工关系、保持同理心和领导力风格等等。技术手段给出的“警告”会让管理人员做出更好的决定，在信息的基础上运用人类智慧。比如说，提供定制的轮岗机会，而非标准的轮岗项目。




HBR中文版: 我猜员工不喜欢这种技术，有人会希望自己想离职的心思被领导知道吗？



瑞文·杰苏萨森：
 作为员工，你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尽可能贡献力量。当然，如果你为更好的选择跳槽，你可能不会喜欢这类技术。但如果你跳槽的原因是团队不好、上司不理解、或是薪资不满意等等，这些事情需要公司做改进。通过运用这些技术，公司可以确保自己没有把员工往外“推”。员工因为更好的选择离职，这很正常。但他们为公司服务时，公司要为他们的成功提供一切支持，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需要更多的认可与关注。如果我有这些新技术，我能更专注于不同员工的需求。





HBR中文版：
 你认为有哪些企业在这些方面表现优异？



瑞文·杰苏萨森：
 一般来说，高科技行业表现更好。因为它们习惯于在短时间内应对大量的改变，HR习惯于不再把员工当作完成任务的唯一选择，他们熟悉自动化、代理机构以及其他类型的工作方式。





HBR中文版：
 你对中国公司的了解如何？新雇佣关系转变对中国企业有哪些特殊性？



瑞文·杰苏萨森：
 我认为这对中国企业没什么不同。它们想要更好、更快地完成任务，想要持续创新，这跟美国公司没什么区别。我也不认为中国企业的选择会受限。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资源和选择也很多。以机器人为例，全球35%的机器人模式来自中国。所以在这方面，中国的投资速度不比其他国家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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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琦菁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特写 Feature



海尔模式战略重思

“人单合一”

颠覆式经营

曹仰锋丨文 李剑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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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搭建理念、孵养和运营三个相互支持与相互融合的体系，海尔新的管理模式逐渐演变成一个创业平台生态圈，海尔未来要经营的是“创业企业”，而不仅仅是产品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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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5年，全球家电巨头海尔集团开始了一场“颠覆式自我革命”，这次变革的核心目的是重构组织管理模式，探索互联网时代大型企业管理的新模式。海尔将其独创的模式称之为“人单合一”共创共赢模式，这种模式从一开始便饱受争议，质疑不仅仅来自海尔内部，也来自海尔外部，因为它挑战的是100多年以来传统的管理理论，它要将传统的官僚式企业“分解”成更具活力的创业小微企业。这场变革的难度也大大超出变革的设计者和推动者—海尔董事局主席张瑞敏—自己的估计，他常常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描述自己的心态，并将变革比喻成“在飞行中给飞机换引擎”，稍有不慎，便可能机毁人亡。

从2005年到2017年，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历经了10多年的创新和迭代，把海尔从传统、封闭的家电制造企业转型为开放互联的平台型企业。尽管张瑞敏并不认为海尔的转型已经取得了成功，但从海尔近10年所取得的业绩来看，海尔转型已经取得很大成效：2017年海尔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占全球的10.3%，8年蝉联全球第一；2017年集团实现销售收入2016亿元，近10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6.1％；2017年集团利润达到203亿元，近10年利润复合增长率达到30.6％，利润复合增长是收入复合增长的5倍。

更重要的是，海尔创造“平台+小微”创业模式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截止到2016年底，海尔内部已进行融资的小微企业达到35个，其中有16个小微企业估值过亿元；在海尔创业平台上已聚集3600家创业孵化资源，1333家风险投资机构，创投基金规模达到120多亿元。

从2006年开始，笔者利用10余年时间，跟踪研究海尔人单合一共创共赢模式的演变。本文以海尔集团的组织变革历程为线索，揭示了什么是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它包含哪些核心要素？海尔如何通过人单合一管理模式来构建平台创业生态圈？



创客与用户合一

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深受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影响。在《距离已经消失》这篇文章中，张瑞敏写道：“彼得·德鲁克曾说过，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合理的定义：创造顾客。在过去创建海尔集团的25年里，我们谨记这一至理名言。”

人单合一共创共赢管理模式，本质上全面回答了彼得·德鲁克提出的4个经典管理问题：1、谁是企业的顾客？2、什么是顾客认可的价值？3、企业的经营战略是否匹配顾客的价值？4、从顾客那里获得的价值是什么？

因此，“人单合一”管理模式须认真体悟这4个关键字。

首先是“人”。人是管理的起点，也是一切管理的前提，正如张瑞敏所说“企业即人，人即企业”。从海尔人单合一变革过程来看，核心其实就是变革人、发展人，挖掘每名员工的活力和潜力。“人”的概念并不是仅仅指海尔内部的员工，海尔已经建立全球人才生态链，这里的人也包括海尔外部具有创业精神的人，即“全球创客”。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对“人”在管理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义，从传统的“被动执行者”转变为“自我管理和自我创业”，因此“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CEO”是海尔推动此次变革的终极目标。

其次是“单”。单就是“全球用户”，体现的是“以用户为中心”，其中分为三个层级：用户需求、用户价值和用户付薪。第一是识别用户个性化需求，第二将用户需求转化为用户价值，最后用户根据其获得的价值“付薪”。创业的本质就是识别创业机会并将创业机会转化成顾客认可的价值，从而满足顾客需求，所以单的核心是用户价值，只有对顾客有价值的，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单。衡量单质量高低的唯一标准就是创造顾客价值的大小，给顾客创造的价值越大，单的质量就越高，单自身的价值也就越大。

第三是“合”。合即是迈克尔·波特和特杰克·特劳特等人所强调的匹配原则，也就是彼得·德鲁克所说的消除距离。在人单合一中，“合”有三种形式，即三种匹配模式。一是把每个创客的创业机会和顾客的需求、价值匹配起来，消除创客与顾客之间的距离，和顾客的距离越近，就越能识别顾客需求，就越能够创造出顾客认可的价值；二是把“单”的大小，即机会和目标的大小与资源匹配起来，承接的单越大，所获得的资源和支持就越多；三是把每名创客所创造的价值与自己的利益匹配起来，完成“单”的价值越大，个人得到的报酬和利益就越多，这在本质上就是“用户付薪”。

第四是“一”。孔子称自己的哲学是“以一贯之”，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也是“以一贯之”，这个“一”的意思就是“企业即人，人即企业”。“人”是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主线，所以，可以说是“以人贯之”。即张瑞敏所提出的“人单不二”。简言之，人单合一就是“创客与用户合一”。



新模式9大要素

人单合一是互联网时代企业管理的新模式，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是一系列要素的组合。管理模式是以管理哲学为基础，在管理过程中不断形成的一套管理系统。管理模式至少应该包含三类基本要素：管理体系、管理平台和管理哲学。其中，管理体系主要包括管理工具，它属于运行层面，也是管理模式中比较容易模仿和复制的；管理平台是运行的基础，往往隐藏在管理体系的后面，不易被发现，也不易被模仿；管理哲学则是管理模式的“灵魂”，和企业创始人的价值和经营理念有关，是管理模式中最不能复制和模仿的。大多数管理模式中的管理哲学都和人有关，因为任何管理模式都不能忽略人的因素，其本质就是释放人的活力。

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共包括9个核心要素，分为3个基本层次（
见边栏《人单合一管理模式9个核心要素》

 ）。




 [image: ]
 [image: ]




（返回原文阅读）






第一层次为运营体系，主要包括4大要素：①全球创客，②用户需求，③用户价值和④用户付薪，它们分别位于4个不同的象限。

第二个层次为平台体系，主要包括：⑤孵养平台，⑥产业平台，⑦基石平台和⑧交易平台等4个核心要素，这是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共享平台。

第三个层次是经营哲学，包括第⑨企业即人，这是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灵魂”。


1.运营体系


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运营体系共包括全球创客、用户需求、用户价值和用户付薪4个基本要素。


要素1：全球创客。
 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组织中对员工的定义，其转型为一个向全社会开放的孵化平台，全球的创客都可以到海尔平台上进行创业。


要素2：用户需求。
 创业理论指出，创业离不开创业者，创业是创业者识别、发现或者创造机会的过程，也是创业家与环境互动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须从识别顾客潜在的需求开始，并在此基础上将潜在需求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利用用户资源创新商业模式。在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中，小微企业是创客们将创业机会转化成顾客价值和实现梦想的载体。


要素3：用户价值。
 用户价值是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首驱力，因此为用户创造价值是人单合一管理模式运行的“目的”，是整个模式的核心，也就是每个小微企业的战略目标。海尔集团强调，战略目标的核心是识别并满足顾客价值，这也是小微企业的价值所在。


要素4：用户付薪。
 第四个要素是经营成果的分享机制，其中用户付薪是最为重要的机制。在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中，经营的结果直接落实到每个创客身上，核心原则是“我的用户我创造，我的增值我分享”。用户付薪表体现了“合一”的理念，根据用户价值完成情况确定小微企业和创客们的薪酬，把创客的报酬与他为顾客创造的价值紧密结合，是创客自我经营的最终结果，体现了创客自主运营、自负盈亏的原则。

我们可以看出，运营体系中的4个要素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存在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的关系。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单独发挥作用，4个要素构成了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交互式运营体系。这一个运营体系充分体现了管理学中“匹配原则”，共包含4种匹配关系。

首先，“全球创客”和 “用户需求”之间存在匹配关系，这种关系可称之为“价值识别”
 ，即创客的创业机会与用户需求的匹配，这种匹配关系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机遇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发展的机会需要有双创精神的人才来匹配。

“用户需求”和“用户价值”的匹配关系可称之为“价值共创”
 ，用户需求孕育创业机会，回答创业方向是什么，解决“知”的问题，而用户价值则体现为将创业机会转化成用户认可的价值，即将机会转化为经营成果，是“行”的结果。

“用户价值”和“用户付薪”的关系为“价值体验”
 ，创业机会和用户需求只是假设的“单”，只有通过创造用户价值才能够将“单”完成。借助用户对价值的全流程体验，转化成价值和结果的“单”才是付酬的依据，即用户付薪。反之，创客获得的报酬多少又会影响“单”的执行。如果小微企业和创客最终的报酬没有达到预酬的标准，就会促使创客们反思问题，寻找差距，进而寻找新的创业机会。

“用户付薪”和“全球创客”之间的关系为“价值共赢”
 ，即一流的创客获得一流的报酬，反之，一流的报酬又会吸引一流的创客加入小微企业，二者良性互动形成了开放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在人单合一管理模式运营体系各要素之间，全球创客是“本”，小微企业是创客们实现梦想的载体，用户价值是创业机会实现的经营成果，用户付薪是对小微企业及创客转化创业机会和创造用户价值的认可。4个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推动了每个小微企业“自运转”。

2.共享平台


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运营平台共包括孵养平台、产业平台、基石平台和交易平台等4个核心要素。前两个平台的功能是价值共创，后两个平台的功能是价值共赢。


要素5：孵养平台。
 孵养平台的核心机制是“创客机制”。同时也搭建了海创汇，它是海尔的孵化平台，它的使命是“让创客享受一站式服务”，在这一使命的指引下，海创汇不仅精心设计了创客服务、创客工厂、创客金融、创客学院、创客空间和创客渠道6大功能，而且为创客们搭建了创业服务线上平台，创客们可以通过“一键式”操作直接联系到各类服务资源，非常便捷。


要素6：产业平台。
 海尔围绕着“智慧生活”构建了白电转型平台、投资孵化平台、金融控股平台、地产产业平台和文化产业平台等5大产业平台。


要素7：基石平台。
 海尔自主研发的COSMO平台是海尔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基石平台，该平台有3个特点：即用户全流程参与大规模定制体验；全要素互联互通；开放、共创、共赢的诚信生态。COSMO平台是在互联工厂模式的核心基础上，将互联工厂简化、软化和云化，形成了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社群经济诚信新工业生态，形成了全球引领的中国版工业互联网平台。


要素8：交易平台。
 海尔独创了“三店合一”体系，即线上商店、线下体验店和微店，让用户全流程体验价值和进行交易。

总之，孵养平台、产业平台、基石平台和交易平台为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运营体系提供了坚实支持，它们构成小微企业运营的共享平台。


3.经营哲学


经营企业不能没有哲学。纵观在全球范围得以广泛传播和推广的卓越管理模式，比如福特的科学管理模式、丰田的精益管理模式等，它们共同特质是都有其独特的经营哲学，这种经营哲学是管理模式之灵魂。

海尔的人单合一双赢管理模式亦不例外，其经营哲学构成了管理模式的要素9――企业即人
 。

“企业即人，人即企业”是张瑞敏所奉行的经营之道。企，止于人。人止了，企业就停止了。企业，不就是“人之业”吗？从本质上来说，平台企业就是让有共同梦想的人在一起建功立业的场所。海尔之所以能转型为平台企业，其根本的动力就是来自“企业即人”的经营理念。

因此，“企业即人”是海尔在“毫微秒”时代能够快速创新的制胜密码，其核心思想是建立开放式的全球人才生态链，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CEO，让每个创客和市场的脉搏一起跳动，在与用户的互动中产生创新。进而通过每个员工的“微创新”带动海尔整体的“颠覆式创新”。

以上从运营体系、运营环境和经营哲学等三个方面对人单合一双赢管理模式所包含的9个要素进行了简要介绍。为了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借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1973年提出来的“冰山模型”来进一步诠释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以“冰山模型”来解释人单合一双赢管理模式，运营体系中所包括的4大要素①全球创客、②用户需求、③用户价值和④用户付薪属于“冰山的上部”，是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中的外在表现，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也是相对容易模仿和学习的；运营平台所包括的4大要素――⑤孵养平台、⑥产业平台、⑦基石平台和⑧交易平台则属于“冰山的中部”，这些要素或明或暗，不易观察，不易学习和模仿；而经营哲学所包括的⑨企业即人则完全属于深藏的“冰山的下部”，最难观察，最难以衡量，也最难以学习和模仿，但它是整个人单合一模式的哲学基础和灵魂。



构建平台创业生态圈

海尔致力于在全球构建人才生态圈，全面开放自己的组织边界，其目的是什么呢？国际管理学会（AOM，Academy of Management）终身院士暨前主席、全球著名战略管理专家陈明哲教授认为，海尔正在构建一个为“集体创业家” （Collective Entrepreneurs）提供增值服务的平台型企业。

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升级演变过程，逐步从一个“运营管理” 模式变革成为“平台型企业”的管理模式，“平台+创客”是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本质所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自主创业的平台，践行其创业创新文化，能够让每个具有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进行自主创业。

创业是一个过程，始于市场上的“潜在的需求”，终于“实现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潜在的需求是一种创业的启动资源，创业者须据此识别、发现或者创造市场机会，并通过一系列创新手段，例如商业模式创新，来创造独特而新颖的需求价值，将市场上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从而满足市场的需求，进而让创业者自己获得回报。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多年的实践，张瑞敏已经逐步将海尔锤炼成为一个“集体创业家平台”，而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则演变成为一个创业平台模式，它包括一个主题、两个功能和三个体系等内容（
见边栏《海尔平台创业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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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1、主题


海尔人单合一创业平台模式的主题是“人和机会的匹配”，即创业者和创业机会的匹配。从创业理论层面上来理解人单合一，其本质就是“人和机会”的合一（People-Opportunity）。


2、功能


从人单合一创业平台模式的功能上来看，它有两个主要功能：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创造（Opportunitity Creation）和创业机会的转化和实现（Opportunitity Capture）。前者聚焦于创业者如何把市场上的潜在需求转化和升级为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从而识别、发现或者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后者则强调通过一系列机制设计、制度安排、创新策略等将战略机会进行转化，从而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3、体系


人单合一创业平台模式包括三个体系：理念体系、“孵养”体系和运营体系，而在每一个层次的体系中，“人”“单”的含义和内容都有所不同。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从第1个要素“全球创客”开始，一直到第9个要素“企业即人”结束，对每一个要素的含义及其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创业和创新理论，从“理念体系”开始，到“孵养体系”，再到“运营体系”，进一步诠释海尔的“平台模式”。


理念体系。
 “人人都是CEO”，是创业平台模式的经营理念。在这里，CEO（首席执行官）和“创业者”的含义基本相同。它既暗示每一个人都有创业的动机和冲动，都有机会成为创业家；又暗示企业须创造一种机制和环境，为每个人成为创业家提供平等的机会。

创业理论指出，创业离不开创业者，创业是创业者识别、发现或者创造机会的过程，也是创业家与环境互动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须从识别顾客潜在的需求开始，并在此基础上将潜在的需求转化成或者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创新商业模式。所以，在理念体系中，人单合一中的“人”是指“创业者”，“单”则是“创业机会”。

创业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张瑞敏坚持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实现自我价值是驱动每个一个人进步的最为核心的动力。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正是要为每一个有创业梦想人提供自我实现的平台，通过机制的设计为每一人提供平等的创业机会。

为此，从2013年开始，海尔把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变革推向纵深，在战略、组织、员工、用户、薪酬和管理6个方面进行了颠覆性探索，打造出一个动态循环体系，加速推进互联网转型。在战略上，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共创共赢生态圈，实现生态圈中各攸关方的共赢增值；在组织上，变传统的自我封闭到开放的互联网节点，颠覆科层制为网状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员工从雇佣者、执行者转变为创业者、动态合伙人，目的是要构建社群最佳体验生态圈，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薪酬机制上，将“企业付薪”变为“用户付薪”，驱动员工转型为真正的创业者，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在管理创新上，通过对非线性管理的探索，最终实现引领目标的自演进。


孵养体系。
 创业者和创业机会需要有“孵养体系”来进行支持。“孵养”这一概念，包括“孵化”和“养育”两个过程，前者是根据战略机会孕育、组建一个小微经营体或者一个小微公司，为创业者搭建一个创业舞台；后者则是把它们培养成一个卓越的企业。

坦诚地说，“孵化”和“养育”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后者更是耗费心力，须设计独特的“平台创业机制”机制才可能实现。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孵养平台的实施人是平台主，他们是帮助小微企业将战略机会转化为可现实价值的人。“平台主”核心职责就是要满足创业者的创业需求，为他们搭建一个孵养机制，他们的使命是经营企业。因此，孵养平台的成果是成功的“小微企业”，它们都是各自领域中的“隐形冠军”。

“孵养平台”在平台模式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顶天立地，是平台模式成功的关键所在。海尔在孵养平台中搭建了4个核心机制：“孵化平台”为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 “产业平台”则为小微企业指明了创业方向，划清了创业边界，并帮助小微企业无缝对接全球一流资源；“基石平台”实际上是用户全流程参与大规模定制体验平台，帮助小微企业实现价值创造；“交易平台”则让小微企业与用户之间实现价值交易，获得自身价值。


运营体系。
 “运营体系”是平台模式最为末端的一个环节，它的使命是将战略机会、潜在需求转化为顾客可以获得的价值，它的主体是小微企业，它们都是顾客价值实现的转化器。

海尔探索的是“自演进机制”，即自创业、自组织和自驱动机制，它们实际上是“运营体系”中4个核心要素交互运作的结果。“全球创客”是第1个核心要素，它源于对适合创业者的精准筛选；用户需求意味着“创业机会”，它将全球创客和小微企业密切结合起来，“高单找高人”；“用户价值”则是将“创业机会”和“用户付薪”融合起来，创业机会转化所产生的经营成果成为“自驱动”的基础。

总之，通过搭建理念、孵养和运营三个相互支持与相互融合的体系，海尔将人单合一管理模式成功地塑造成一个“创业家”们实现自我梦想和自我价值的“平台模式”，海尔未来也将因此而成为一个“经营创业企业”（并非经营产品或市场）的平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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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研究领域为平台生态圈、商业模式创新、领导力与组织变革，出版《海尔转型：人人都是CEO》等著作。





特写 Feature



银行转型攻略：

挑战领导力四重门

王丰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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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银行要时时铭记：如今真正与之比拼的是互联网公司，而不再是同行了。因此，它们的CEO必须实现四个梯度的领导力提升：领导自己、领导组织、领导变革和领导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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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ntech 这个词由金融“Finance”与科技“Technology”两个词合成而来，意思是“金融科技”，指代那些撕裂传统金融服务方式的科技，正如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 Dimon）所说：“硅谷已经加入战局，数以百计的初创公司手握人才与资金，正在谋求寻找传统银行的替代方案。”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渗透率已达 36%，用户近 5 亿人。尽管Fintech的应用场景目前主要体现在传统银行模式下交易手续费高、透明化低以及产品获取不便利或低效的地带，但回看历史，科技公司对任何传统行业的颠覆路径也大多是从边缘起步。

从全球来看，有3个现象值得传统银行CEO紧密关注：传统银行做出来的创新，比起系统外的金融产品创新，落后3到5年；Fintech是轻资产模式，传统银行是重资产模式，传统银行的盈利水平普遍在下滑；传统银行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呈下降趋势，顶尖人才正在流向Fintech公司。

根据麦肯锡的最新研究，这场席卷全球的数字化风暴将让传统银行面临5大核心挑战：

1．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监管日益加强，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挖掘潜在增长机会迫在眉睫；

2．新兴金融科技公司正在各个细分领域攻击传统银行的核心业务并蚕食银行利润。新进入者以客户体验为导向、以数据技术为驱动和以互联网低成本扩张为手段，已经打破了银行的垄断局面。

3．新生代用户的金融消费习惯更加看重方便、快捷和多渠道等数字化体验；

4．新技术倒逼银行变革，也为银行变革提供条件；

5．新商业模式正在颠覆银行传统业务。银行业已经全面步入4.0数字化时代，客户要求银行以客户体验为中心，提供全渠道、无缝式和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

基于上述挑战，麦肯锡认为，传统银行只有一条路可走——实施以数字化战略为核心的组织转型与创新驱动。放眼国际，近年来国际领先银行每年平均投入税前利润的 17%-20% 用于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很多领先银行已初步完成了数字战略，把传统银行真正带入了互联网时代。

对于中国传统银行业，目前已到了必须自我颠覆的时间窗口。中国商业银行将如何完成这个历史前例的大转型的挑战？近日，HBR中文版先后两次在上海独家专访了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银行业务负责人曲向军，他认为中国银行业已经进入一次巨大的结构性波动周期，大波动也意味着大机会，最后一定会出现超乎想象的赢家，谁能在转型与创新方面赢得先机，谁就能率先拿到开启未来财富之门的钥匙。

如何赢得这把金钥匙？曲向军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最核心挑战在于领导力，传统银行CEO须在四个梯度上提升领导力，分别是领导自己、领导组织、领导变革和领导创新。



四个梯度



HBR中文版：
 从全球来看，传统银行推进数字化战略的目标是什么？



曲向军：
 每家会各有侧重，但战略逻辑大体一致，即基于客户旅程进行“端到端”的、以敏捷快速为特征的数字化改造，实现全渠道银行的一体化客户体验，最终使整个体系从“产品驱动”转向“客户驱动”“创新驱动”。





HBR中文版：
 在你眼中，传统银行的数字化战略与转型、创新的关系是怎样的？



曲向军：
 转型与创新是实现数字化战略的两个轮子。首先，两个轮子要齐头并进。其次，转型要“自上而下”层层推进，领导要先转，然后带动领导层转，最后推动整个组织转型，CEO的作用无可替代，既要身体力行，又要掌控全局，还要塑造新的组织文化。





HBR中文版：
 过去几年的转型创新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



曲向军：
 以前习惯的方式是，CEO做个讲话，然后交给下边搞个试点，这种套路的好处是稳妥，先取得经验，再一步步推广，但它的缺点是：1.太慢，纯互联网的Fintech公司可不会给你这么多时间；2.转型与创新很难实现规模化，CEO四平八稳地转型，整个银行的改变就成不了气候，形成不了规模化的转型，客户驱动、创新驱动需要银行以客户为导向进行规模化的转型。





HBR中文版：
 实现“自上而下”的转型，关键点是什么？



曲向军：
 其一，转型要靠领导力，没有领导力，再完美的方案也等于零；其二，中国的银行基本上是国有体制，规模又非常大，很难转，越难的转型，对领导力的挑战越大；其三，对应上述四个梯度的转型，首先要实现四个梯度的领导力提升：领导自己、领导组织、领导变革和领导创新。



领导自己



HBR中文版：
 首先，从CEO自身领导力的层面看，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曲向军：
 是领导风格问题。国内很多行长只是把创新计划布置下去，以为各个部门定时交工就完事大吉，但其实转型和创新是一个旅程，不但要有一个详细的计划，CEO还要亲自参与，要盯着和带着团队一起做。大家都知道乔布斯，他回归苹果之后，整整10年中，每个礼拜都亲自主持开会，最终才实现了iPhone这样的巨大成功，这就是领导力。我们给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提交的咨询报告中，明确了一点：建议他每双周牵头举办一次行长办公会议，每双周花上半个工作日专门盯着转型与创新，否则你怎么能赶得上互联网的创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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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领导风格？



曲向军：
 一是决心不足；二是“数字商”不够。很多CEO，理念很好，就是行动慢，行动深度不够，这是决心和意愿的问题。当然，国内银行不像国外银行的董事会对业绩增长要求那么严格，但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还是决心不足导致他们对转型、创新投入的时间和关注度都不充分。



HBR中文版：
 在电子银行、网络银行、移动银行时代，“数字化”更多是技术部门在讨论和实施，银行业步入 4.0 数字化时代之后，数字战略上升为公司战略，“数字商”成了行长、董事长们的急待提高的素质。



曲向军：
 所以CEO要带头提高“数字商”，董事会、C 级领导要对数字化愿景达成共识，他们还要在组织内广泛传递数字化愿景，形成可操作的方案和目标，董事会要花上 20-30%的时间讨论数字化议题，密切关注数字化战略的执行情况，引入“数字化董事”是一个好方法 ，可以迅速提升决策质量，还可以设置首席数字官（CDO）一职，推动战略落地。





HBR中文版：
 如保检测CEO领导力在提升？



曲向军：
 麦肯锡有成熟的工具，比如发给CEO一张自测表，总计有10个要点，现在的情况列在左边，对应的理想情况写列在右边，从左到右，就是一个直观地、可测量的提升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有人定期检视，促进领导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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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组织



HBR中文版：
 CEO领导力提升的同时，他要领导组织转型，其核心挑战又是什么？



曲向军：
 关键是确保领导班子的有效性。涉及转型、创新提案，都是存在利益冲突或有很大不确定性的事情。对于大银行来说，领导班子很难达成全面共识，比如一个银行的领导班子总计15个人，讨论引入一个CDO的提案，有两个人不同意，结果就无法推进，那转型创新就没法儿进行。所以，提高领导班子的有效性非常重要，就是要改变你的决策机制。





HBR中文版：
 如何实现领导班子的有效性？



曲向军：
 首先，领导班子一对一地持续反省和检视，提升领导力，这是国外通行的做法。其次是明确做出规定职责，15人中哪些负责决策，哪些负责执行，哪些只是列行通报等等。一个提案上来，不需要所有人都同意，只要找到相关责任人即可。其三，实施单独预算，改变管理和决策流程。常规流程需要一事一报，无法支持转型和创新，所以转型、创新一定要实施单独预算。举个例子，有家大型银行，去年年初决定招聘核心人才，但是半年之后才定下来，这个流程太长了。传统银行要时时铭记：如今真正与之比拼的是互联网公司，而不再是同行了。



领导变革



HBR中文版：
 重头戏是组织变革，CEO与领导班子携手推动整个组织面向顾客并形成一个新的柔性的有机的组织体系，从全球领导银行的实践来看，组织变革的方向已经清晰了吗？



曲向军：
 方向已经非常清楚了，传统银行必须进入主架构的重造，把总、分、支行制彻底打散，整合成为以客户为导向“大事业部制”。 “大事业部”与“事业部”是两码事，有的银行把分行搞成“事业部”，以为就万事大吉了，但大事业部制的真正内涵是把整个银行调整为以客户为导向的组织体系。举个例子，某家银行成立大零售事业部，这意味着这家银行把所有关于零售业务的职能——产品、渠道和IT等等——都整合到这个大事业部，各项职能实现自主协调运作。而在总分支架构下，这些要素被分割在不同部门，前台、中台和后台也处于分割状态，各部门面向的上层领导而不是客户，创新协同效率非常低。





HBR中文版：
 在组织变革方面，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家？



曲向军：
 目前，全球前30大银行都已实现了大事业部制，还有很多银行在大事业部基础之上实施敏捷组织，完全打散了传统的“条”和“框”架构，形成以项目制的灵活单元和全新决策机制，比如荷兰最大银行ING 集团。2015 年，ING受谷歌、Netflix等互联网公司的启发，开始组织再造，将总部关键职能打散，重组为13 个“部落”和350 支“小队”，每个部落通常不超过150 人，下属分为20-30 个小队，围绕相似任务主题展开不同工作，共同形成ING 灵活的组织网络。





HBR中文版：
 “部落—小队”制如何运营？



曲向军：
 首先，“小队”是新架构中基本任务单元，由业务、IT和风险等跨职能人员构成，实施高度自治和端到端问责。其次，再由诸多“小队”组合成为“部落”，部落是围绕客户线、产品线及支持线组建的，比如“富裕客户群部落”“全渠道客户体验部落”。“部落”相当于事业部，以客户为导向可以不断调整，根据使命所需吸纳不同职能的“小队”。“部落”的管理团队包含部落主管、族群主管（提供专业/ 产品指导）和敏捷教练（辅导敏捷开发方法）三个角色，分别负责资源分配、项目管理并提升部落内的协同效应。





HBR中文版：
 效果如何?



曲向军：
 短短两年之间，ING的数字化战略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总部全职人员从3500 名精简至2500 名，新增客户 330万人，客户体验大幅改善，零售银行客户净推荐值在全球7个国家排名第一，并荣获 Euromoney评选的 2016年西欧最佳数字化银行。





HBR中文版：
 体制一改变，机制就要改变，特别是考核机制，总分支行改造成大事业部之后，考核机制如何制定？



曲向军：
 考核机制要锚定战略指标，战略指标则基于转型和创新来设定，而转型创新一定是以客户为导向，以前就非常简单，主要是以收入为核心指标，员工的费用和奖金皆以收入为依据，这是两种不同的动力机制。





HBR中文版：
 大事业部制下，管理流程如何转变？



曲向军：
 大事业部是端到端的管理体系，设定新的梳理流程时，核心是用以下两个问题做牵引：客户最关心什么？目前流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据此来改造内部流程，包括改变配套管理机制，确定哪个节点由谁来管，相应的考核办法等等，最终形成的新管理流程的每个环节都是对客户体验负责的。而以往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时，往往是把已有流程进行数字化或自动化，现在则应该像互联网企业那样，从零开始以客户体验为中心重新设计流程。





HBR中文版：
 组织转型之后，能力是关键，基于转型与创新的能力体系建设有哪些有效方法？



曲向军：
 要制定核心人才战略，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我需要什么样的人实现转型和创新？并据此画出核心人才地图，包括内部要有多少，外部要有多少，薪酬、报酬如何设计等等都要落实。在能力识别以及能力体系建设方面，除了刚才介绍的敏捷组织之外，创新孵化也很必要，即在银行内部设立单独创新单元（如数字化实验室、创新车库等）， 在不影响主营业务前提下，对创新项目进行孵化，还可以通过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广泛投资布局金融科技公司和项目，建立金融科技生态圈。



领导创新



HBR中文版：
 转型的目的只有一个，把传统银行改造成创新驱动的银行，CEO的使命是领导创新，关键是什么？



曲向军：
 其一，CEO要有旅程观念，无论是转型还是创新，都是一个旅程，旅程意味着一个客观的过程，欲速则不达。iPhone用了10年才真正做成，10年iPhone的创新旅程，如果非得想3年完成它，一定干不成，有的银行转型历程长达 10 年之久。其二，资金投入要充分。当一家银行要转型要创新时，CEO要问自己，有没有决心把每年净收入的1%到3%拿出来？创新和转型需要持续的大量投入，如果投了两年就不投了，这是最大的浪费。有的银行，3年换一个招儿，换一套领导就换一套打法儿，哪套打法儿做得都不彻底。





HBR中文版：
 长期高投入，如何控制投资风险？



曲向军：
 在一个创新旅程中，合理规划项目至关重要，这是第三个关键：其一，速赢项目与基础工程项目要搭配适宜，比如大数据、精准营销和双速IT系统，前两个是速赢项目，双速IT系统是基础工程项目。其二，科学管控项目绩效，每一段时间要能看到结果。速赢项目会不断给大家强化信心，确立阶段性的里程碑，让员工和股东感受到希望。





HBR中文版：
 最后我想知道，在一个转型创新旅程中，如何直观地让大家看到转型与创新的成果呢？



曲向军：
 从管理者的角度上看，你只要看到3件事在发生就好：1.产品创新能力越来越强；2.成本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高；3.风险管控能力越来越强。从股东的角度上看，就是净利润和股东回报率，当然不能光盯着一年两年，要着眼于3年、5年后的指标，要去感受这个银行是不是营造出了一个越来越浓厚的创新文化，是不是允许失败，如果你能很明显地体验出这些东西，这个银行就值得你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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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大数据解读当前中国

就业局势

齐菁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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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就业形势整体回温，二三线城市用工需求增幅明显。在对大环境保持乐观的情况下，我们还须看到中国就业市场仍然面临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行业地区的结构性矛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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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业情况往往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个行业的兴起与没落，总是伴随着一些标志性数字的增加和递减；一个企业和国家的崛起与衰败，都是优秀人才不断追随或流失的结果。李克强总理曾表示，过去，我国GDP每增长1%，就会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经过这几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随着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目前GDP每增长1%，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7年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目前就业形势整体回温、谨慎乐观。这正好印证了2017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实现同比增长6.9%，国民经济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积极变化不断增加，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实现了良好开局。

在宏观层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地理位置、城市级别、行业种类和企业规模等角度解读就业指数，看清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而在微观层面，企业和求职者对于就业指数的持续关注也会获得企业的招聘策略以及个人的求职方向的指导。



CIER指数实时反映就业市场现状

数字时代，如何构建一套适应当下市场环境、实时反映就业市场变化的就业市场指数是一个全新的命题。过去关注劳动力市场时，往往依靠国家统计局的就业率、失业率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等指标。抛开对这些指标水平高低的评价，它的灵敏度就很难跟得上经济世界发展变化的节奏。

从2011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与智联招聘联合，每个季度发布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用来反映就业市场的景气程度。

CIER指数的计算方法是：

CIER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

以1为分水岭，指数大于1时，表明就业市场中劳动力需求多于市场劳动力供给，就业市场竞争趋于缓和，就业市场景气程度高，就业信心较高。指数越大则就业市场的景气程度越高。当CIER指数小于1时，说明就业市场竞争趋于激烈，就业市场景气程度低，就业信心偏低。

该指数之所以能够实时反映就业市场的变化，是因为它采用智联招聘（zhaopin.com）全站数据分析而得，通过不同行业、城市职位供需指标的动态变化，来反映就业市场上职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例的变化，从而起到监测中国就业市场景气程度以及就业信心的作用。

至今，CIER指数已经连续发布7年。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表示，这是一件持续了7年的公益事业。一群充满热情的互联网人和多位就业、统计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每季度因为它走到一起，不断地完善数据模型，优化分析方法，为监测中国就业市场，从而为解读中国经济的宏观走向提供科学的分析依据和洞见。



2017年一季度：

中国就业市场较去年同期回温

2016年以来，我国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逐渐趋稳，全年GDP超74万亿元，增速达6.7%。与此同时，CIER指数呈现逐渐趋好的态势，由2016年一季度的1.71增长为四季度的2.41，与宏观经济变动保持一致。

进入2017年一季度，受春节之后职场“跳槽热”和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期”等因素的影响，与上一季度相比，求职申请人数有明显回升，而招聘需求人数变动较小。反映在CIER指数上呈现季节性回落，下降至1.91。这一变化与上一季度的趋势预测一致，继续保持上一年度谨慎乐观的趋势，与去年同期1.71的数据相比有所上升。

根据智联招聘此次选取的大类样本来看，一季度智联招聘全站在线招聘需求（即全国职位量）同比增长了52%，远高于去年同期的4%。

同时，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剔除主要由于人口结构变迁所造成的CIER指数的长期上升趋势，以及由于企业招聘和求职者申请的季节性变化等因素，2017年一季度 CIER指数（周期成分）比上一季度有一个微幅下降，但比2016年同期略高。可见，就业形势较去年有所好转。



当前就业市场痛点

在整体就业形势乐观的情况下，CIER指数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就业市场的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和地区行业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行业分布不均。
 人才聚集在互联网/电子商务领域，交通/运输行业成为黑马，而传统能源/石化制造业持续遇冷。从CIER指数排名结果显示，2017年一季度就业景气最好的仍为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指数为9.21，用工需求同比增长52%。

2017年一季度，交通/运输行业依旧维持着2016年快速增长的势头，指数为5.13，同比增幅达96%。政府通过改善国内运输环境的基础建设，带动了相关行业用工需求的持续增长。其中，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的用工需求同比增幅分别为75%、158%、177%和122%，中部地区相对领先。以中部地区的河南省为例，一季度在交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49.7亿元，促进了相关行业用工需求的增加。同时，国务院在2017年一季度出台的《“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这一政策导向，也为交通/运输行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业形势较差的行业有，能源/矿产/采掘/冶炼，石油/石化/化工、电气/电力/水利行业等，CIER指数分别为0.32,0.36和0.56。这些多属于传统制造业，能源行业等。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受到国外“逆全球化形势”等不稳定因素的冲击，另一方面相关企业转型升级进程缓慢，使得这些行业形成就业形势较差的紧张局面。


地区分布不均。
 从不同地域来看，2017年一季度的CIER指数依旧保持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的就业形势最好，为1.60，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形势相对较差，CIER指数分别为1.35和1.33。但根据今年一季度数据来看，此现象已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中西部地区职位同比增长量达到86%和76%，远高于全国52%的平均水平。

2016年以来，一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在中部地区不断涌现，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例如去年，湖北省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1%、13.9%；湖南积极对接“中国制造2025”，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10%。此外，2017年一季度东北地区用工需求同比涨了67%，尤其在IT/互联网、通信/电信、制造业、汽车/摩托车等领域的增速均超过了其他地区，新经济的发展为东北地区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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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分类来看，一线城市人才扎堆，竞争激烈。一线城市的用工需求同比增长为2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线城市新增招聘需求持续放缓，CIER指数仅为0.68。同时人才扎堆的现象依然存在，由此带来的一线城市的就业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竞争指数位居前列。

近年来，我国重视新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发展建设，通过相关产业扶持及税收减免政策，吸引了不少的企业进驻，带动这些城市用人需求的增加。从CIER指数变动来看，与2016年同期相比，不同城市的CIER指数均有所增加，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用工需求分别增加了61%和74%；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的职位同比增长量非常亮眼，职位的同比增长量均超过100%。

这表明在新经济红利和宏观经济回暖等因素驱动下，伴随着互联网经济在全国的迅速发展，新一线及以下城市吸收人才的速度和规模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二三线城市快速发展，人才需求最强的是互联网、IT服务、金融以及地产领域的人才。

得益于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引导，500强企业纷纷入驻二三线城市，尤其是以计算机软件、IT服务（系统/数据/维护）以及互联网/电子商务作为重点引入行业，推动地方“产业园区”的发展，带动了用工需求的提高。与此同时，部分新一线城市也通过产业的集群效应，在人才需求方面发展迅速。例如，四川成都的腾讯、微软高新软件孵化园区，武汉光谷的4大产业集群，以及天津武清的移动互联网产业园区等，都对城市行业的转型和升级、高端人才的聚集和引进有着重要的贡献作用。

与此同时，三线城市金融行业用工需求同比增幅最高，为78%，远超平均水平；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用工需求分别为35%和30%；而一线城市同比仅增加了2%，处于较低水平。这与地方政府投资建立产业新城、产业园区、招商引资密切相关。

在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领域，二三线用工需求同比增幅明显，分别增加了80%和103%。2016年二季度后，全国主要大中型城市房价上涨较快，国家为进行宏观调控，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以及苏州、杭州、天津等二线城市相继出台限购政策。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由于房地产行业这些“限购政策”的影响，用工需求同比增幅相对较低，分别增加了18%和55%。


企业规模分布不均。
 从不同企业规模来看，微型企业的就业形势最好，CIER指数为2.09，用工需求同比增长10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微型企业品牌影响力小等原因，对求职者的吸引力不高，求职者依旧扎堆大中型企业。大型企业的CIER指数也明显高于1，表明在大型中，招聘需求人数要多于申请人数，就业形势好转。而中小型的CIER指数略低于1，表明中小型企业招聘需求与求职申请供需较为匹配，就业形势相对稳定。与2016年四季度相比，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的CIER指数均有所下降，而微型企业的CIER指数变动较小。

但从同期变动来看，除了微型企业略微下降之外，其他规模企业的CIER指数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其中，大型企业同比增幅为0.9，表明随着大型国企改革的深入推广，效率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也带来了就业形势的好转；而微型企业CIER指数同比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微型企业处于“创业阶段”，多数企业市场竞争力较弱，生存周期较短，因此就业形势较之前出现一定下降。



解决方法

从地域、从行业、从企业规模方面，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就业形势冰火两重天，结构性矛盾非常明显。大型企业组织规模庞大，但其中一部分人员是冗余的，面临隐性失业的风险，小型企业又招不到人。有些地区有很多的工作机会，有些地区又面临劳动力剩余。如何解决这样结构性矛盾，解决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错配问题呢？智联招聘CEO郭盛提出以下3个解决思路。


第一，增强人才的流动性。


劳动力的流动性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是劳动力市场非常重要的特点。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的劳动力流动性对于经济灵活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然而当前的中国社会，跨地区有户籍的限制；跨企业有离职难、入职难的限制；跨行业有职业技能方面的阻碍等等，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非常不充沛，这就增加了劳动力隐性失业的风险。因此在宏观政策层面，应该出台一些利于资源进行优配，而不是错配的政策。


第二，拥抱新业态。


电子商务、互联网、分享经济等新业态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目前在大多数统计数字中对于这些职业是没有体现的。在《就业景气指数报告》中我们能够看出，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就业指数与传统行业就业指数的明显差异。与此同时，兼职类岗位用工需求同比增长了110%，兼职对整个就业的带动是非常厉害的。在人才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从事新业态的工作不失为求职者规避激烈的就业竞争的好选择。


第三，快速提高劳动技能。


劳动力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仅仅依靠市场经济下的人口自然流动未必能够满足，还需劳动技能的快速提升作为推进器。有一些行业工种已经面临明显的产能过剩，而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数字化技术也可以逐步取代人类做一些重复性高的基础工作。当今的人才须具备强大的学习力，在多个领域拓展自己的技能。而企业和职业发展平台可以通过提供一些专业领域的相关培训来帮助人才实现技能升级。例如阿里会为失业人员准备一些的线上课程，指导他们提高自己的销售技能、开网店的技能，完成职业转变。

这些举措除了能够解决就业问题，还能提升人口素质。众所周知，21世纪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人力资源成本提高，无法再依靠人口数量优势来占据全球领先地位。而政策层面对于劳动力流动性的指引，企业层面对于职工多样性技能的培训和个人层面拥抱新业态的职业选择才能充分激发人才势能，助力中国经济在结构化调整转型的同时平稳发展。



[image: ]



齐菁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编辑。





大趋势·战略 TRENDS·Strategy



未来企业：5大关键图景

Firms of The Future

詹姆士﹒艾伦（James Allen） 陆建熙（James Root） Andrew Schwedel | 文

李剑 | 编辑






我们开始展望，下一代成功企业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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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企业江湖，变化正在悄然发生。这种变化，不是指当地书店关门倒闭，出租车司机会按5分制给你打分，抑或任何工作都能外包，哪怕最小的企业也能按需求输出能力。这种变化，远比这些更加深远。

过去50年来支撑企业的普遍范式正面临重新评估。这一范式的最简单版本：企业存在的意义，首要任务是为股东资本创造收益——而且越快越好。本文将会描述这一范式所面临的挑战。不过，在观察这种变化时，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种转变是否非同寻常？随着岁月的流逝，企业的概念是否始终如一，或者也曾沧海桑田？

回顾历史，像其他人类活动一样，企业的概念也在缓慢却深刻地演进，历经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可以界定的时代，即某些具体战略、企业形态和管理风格成为主导性常态的时期。自工业革命以来有5大特征鲜明的时代（
见边栏《企业形态与发展简史》

 ）。这些时代也包括当前阶段，所谓“股东至上”时代。

每个时代之间历时数十年。它们之间边界十分模糊，往往事后才会逐渐清晰。前一个时代的某些元素可能在后一个时代得到保留，而其他一些元素可能早已面目全非。例如，在股东至上时代，前一个时期的几大特征都得到了保留和加强，包括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追求规模效应以实现经济效益领先。但是，这一时期的企业将目光重新聚焦到核心业务，剥离非核心资产，对越来越多的职能进行外包，以期剩余资产发挥更大的效用。对核心业务的聚焦，加之大量并购，使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为了确保CEO及其管理团队与其他股东保持利益一致，高管层通常持有一定的股份，并把巨大的关注放在实现股东收益上。因为一旦成功，高管的回报丰厚。

然而，如今科技、市场和客户期望的变化令人应接不暇，股东至上时代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在这里，我们仅略举几例：


随着经济变得更加服务导向、更加数字化，速度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高。
 跟不上节奏的企业只能落败出局。例如，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的最新研究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上市公司的5年存活率已降低了30%。


资本过剩。
 全球金融资产是全球GDP的10倍，人才和创意——而不是资本，成为制约大部分大型企业增长的因素。


各个行业更加呈现出赢者通吃的局面。
 贝恩针对315家全球企业的研究发现，在每个市场上，一两家企业赚取了（平均）80%的经济利润。


在更短的管理年限以及更大的维权投资者压力下，股东价值追求本身更加着眼于短期。
 杠杆、回购和分红愈演愈烈，对增长的长期投资却止步不前。

企业内部普遍感到，将战略转化为快速而有效的执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在与CEO们的对话中，我们不断听到，要释放和调动被困资源以克服重大挑战、把握重要机遇是何其之难，尽管速度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且不断提高。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众多企业陷入了资源配置的恶性循环，也就是或多或少依照本年收入来分配下一年的资源。这种做法是实现渐进式改善的一剂良方，但却无助于应对新的竞争威胁或新的客户需求——或主动创造新需求。

与此同时，作为当今劳动力队伍中规模最大的一代生力军，许多年轻雇员开始对企业提供的职业发展路径越来越心生怀疑。有些人偏好优步、任务兔子或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另一些人虽然进入公司，但只打算呆上几年。尽管这一代人的工作生涯会如何展开我们尚不可知，但是他们当中许多人更注重学习新知、获得新体验，而不是满足于传统的激励方式，比如在企业等级中向上爬。

大量年轻员工，还有一些资深员工，都希望为追求利润之外还秉承更高目标的企业工作。CEO对这种焦虑极为敏感，在与领导者的一次又一次对话中，交谈很快转向企业如何才能以改变世界的愿景吸引和激励团队成员，我们对此深感震惊。马云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他明确表示：“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甚至股东至上时代最杰出的大师、前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最近都这样反思：“股东价值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项战略...公司主要是由它的员工、客户和产品构成的。”越来越多CEO把更高的目标视为企业文化、人才和客户战略的核心元素，而不是细枝末节或夸夸其谈。

从外部环境来看，不论是通过监管、法律还是直接向CEO们施压，政府和公众舆论变得更加活跃。对于不公平以及现代企业在导致不公方面的批评之声，更是此起彼伏。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出现停滞，大部分家庭收入亦是如此，结果造成对贸易和移民的全球性抵制。大企业不一定会在本国市场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作岗位增长几乎全部来自年轻的小型公司，而且近年来新企业成立的速度也呈现稳步下滑。

这些压力所累积的影响酝酿着另一场深刻的时代变化，这一变化将是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股东至上时代以来最大的变革。当然，战略的根本目标将不会改变：企业的成功制胜，将归功于实现更低或更好的成本状况、提供卓越的客户体验或是对行业标准的掌控。但实际上，企业该如何追求这些战略目标，未来10年将一切都变得不同。



未来企业有何不同

我们同全球大量行业客户都有过合作，在过程中发现了领导团队未来必须关注的5大新兴主题：规模与客户亲密度、职业经理人与关键使命角色、资产与生态系统、资本重置以及第一套引擎和第二套引擎。现在，我们在每个领域都看到了许多变革案例，但与即将到来的大变局相比，这些姑且可视为初生之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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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形态与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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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前身（公元前800年–公元1500年）


与现代企业具备某种相似性的商业形态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从公元前8世纪到第一个千年落幕际，同业公会式的shreni在印度经济的贸易和手工业生产行业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中国宋朝产生了类似于现代合伙制和股份制公司的资本结构。在中世纪的欧洲，商人合作群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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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帝国（1500年–1800年）


16和17世纪，随着国际贸易成为地缘政治力量的代名词，掌握贸易路线的各方——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密集型的分散企业——开始组织起来，创立交易所交易股票和债券，并任命董事会。像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组织开始逐渐左右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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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的学徒制（1790年代–1830年代）


企业开始捕捉商业化的优势，利用蒸汽机轮船的威力降低分销成本，形成了商业活动的专业分工（例如，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虽然贸易帝国时代的某些做法并未改变，但是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变成了合作方、家族和约书亚·韦奇伍德这样的个人。企业本身，开始首次成为主要的价值创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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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实业家（1830年代–1870年代)


在一个生产、城市化、电报通讯飞速发展的世界里，企业日益蓬勃壮大。美国的铁路公司或许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型管理组织，这些公司的崛起推动了会计方法、首个大型受薪中层经理群体以及为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更加复杂的资本市场的发展。随着品牌出现以及Singer、Marshall Field等企业推出营销创新，消费主义开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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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拉斯（1870年代–1920年代）


随着货物运输（例如，海洋货运的发展）和信息（例如，电话）成本的不断降低，以垂直和水平整合为特征的新时代拉开了帷幕。跨行业公司通常由约翰·D·洛克菲勒这样的标志性创始人主导，开始逐渐垄断石油、钢铁、橡胶以及其他大宗商品和生产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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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管理时代（1920年代–1970年代）


由于托拉斯不合法，由创始人主导的公司开始让位于专业化管理的股份有限公司，如艾尔弗雷德·P·斯隆的通用汽车公司 ——由多元化零售投资者所有、由强有力的高管人员运营的大型多部门企业。孕育这些公司的时代，定义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发达经济体世界的企业概念。在全盛时期，这种创新的准科学管理体系鼓励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从而使管理作为一个独立职业而兴起。1960年代，高管人员的能力普遍受到信任，他们运用一系列适当工具将资本有效配置到多元化业务组合中，大型企业集团得以迅速扩张，专业化管理时代达到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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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至上时代（1970年代至今）


在迈克尔·詹森等思想家的引领下，1970年代在动荡中见证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企业概念的诞生。新理论对企业集团发起了冲击，强调释放被困资产的价值。它认为，经理人应当受到债务约束，将与股东利益相捆绑的巨额奖励承诺作为激励。伴随大量的监管和税收变革，这种新思想推动了杠杆收购活动的繁荣，人们都争相探寻隐藏在沉睡老牌企业内部的价值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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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模和客户亲密度


一些企业将会成为整个时代的代名词，并帮助定义其时代特征。比如，通用汽车——第一家开创多部门架构的公司——便是“专业化管理”时代的楷模。再如，通用电气在杰克·韦尔奇掌舵时期，股价飙升了近40倍，是股东至上时代的标志。如今，谷歌、脸书、腾讯、特斯拉、阿里巴巴和亚马逊等科技驱动型的颠覆性企业，还有先锋、星巴克、海尔和乐高等更加成熟的企业，都宣告着新时代的来临。它们以各自的方式示范着新的企业目标：利用规模效应和客户亲密度赢得竞争。

这是对过去的改变。长期以来，企业对战略的核心信念是，要么规模大、成本低，要么重点突出、形成差异化——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们研究了大量行业，发现规模和客户拥护度之间没有关联。事实上，它有时是一种逆向关系——也就是说，企业在业内规模越大，也就越不可能成为客户拥护度方面的领导者。然而，如果既能推动规模、积累经验，同时又能迅速了解客户诉求，响应他们不断变化的偏好，那又会怎样？如今，新科技和分析技巧正在最大限度减少或者消除传统意义上非此即彼的取舍。

尽管这种变化是以科技为推动，但绝不仅仅关乎科技行业。Nordstrom是一家价值140亿美元的服装零售企业，长期以来以强大的客户拥护度著称。过去5年，该企业实现收入增长50%，部分原因在于它进行了一系列只为拉近与客户距离的投入，其中包括开发帮助店员和客户进行短信沟通的软件，还有对个人购物服务Trunk Club公司的收购。星巴克通过前线的咖啡冲调师来建立客户亲密度，同时依据忠诚度计划的洞察安排投入，创造卓越的移动体验、个性化服务和价值。共同基金巨头先锋集团将大规模与技术和有针对性、可重复的业务模式相结合，以降低直接和咨询投资成本。其业界领先的净推荐值工具，就是基于严密的客户洞察体系，也是对前线服务加大投资的产物。苹果、Netflix和通信公司Verizon也是典型的例子，这三家企业都享有较高的相对市场份额和较高的客户拥护度评价（
见边栏《科技的发展令未来企业不必在规模与客户亲密度之间二选一》

 ）。这些企业的破土而生，说明即使成功企业也在学习如何跨越规模与客户亲密度之间的鸿沟——实现两者兼顾。

在规模与客户亲密度的历史取舍背后，隐藏着一对真实的矛盾——那就是规模与速度之间的拉锯。贯穿所有时代、尤其是专业化管理和股东至上时代的一种普遍看法是，规模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相对于竞争的规模。在大部分行业里，合理定义的相对市场份额与盈利能力和资本收益都呈现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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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发展令未来企业不再需要在规模与客户亲密度之间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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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Euromonitor；eMarketer；MoffettNathanson；巴克莱；SNL知识中心；贝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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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企业而言，规模依旧能产生潜在效益。但是，规模的动能已然发生变化。首先，即使是小型企业也能在不拥有资产或能力的情况下获得规模效应。亚马逊的Web Services、Salesforce、Workday和ServiceNow在提供可付费租用的云计算能力方面引领了新一波浪潮。其次，在多个领域内，速度相对于规模的重要性有增无减，比如市场投放时间，反馈采集和学习时间，决策制定和执行时间。速度是当今建立客户亲密度的关键。如果面向客户的员工能快速决策，不断改善产品和服务，就能把竞争对手甩在身后。第三，数字技术和不断变化的客户期望，正推动组织加快新陈代谢速度。在这方面规模往往是一种障碍，贝恩关于组织契合度的研究表明，相对于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销售额在25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更有可能在决策制定上慢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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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曲线是取得规模效应的主要工具：随着规模和经验的积累，降低成本的机会也随之而来。但是，未来企业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验曲线，这种曲线应将速度和规模同时纳入考量。未来企业必须能跟踪新陈代谢率的指标。它们的运营体系必须推动团队处理某个具体问题，解决它然后不断向前推进，而不是深陷在年度规划和活动周期之中。有迹象表明企业已经感受到了加快速度的压力，那就是敏捷方法从IT向组织其他部门的快速普及。我们的同事Darrell Rigby和他的联合作者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如今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在利用敏捷工具创建新节目；迪尔公司（John Deere）在利用它开发新机械；萨伯公司（Saab）在利用它生产新型战斗机。敏捷燃尽图（Agile burndown charts）是一个粗略但现成的指标，它能让团队一目了然地看到工作进展得有多快。迪尔公司的一个部门采用敏捷技巧将新一代拖拉机的创新周期压缩了75%。

要充分发挥这些方法的潜力，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学习体系，我们看到的最佳样本是对等体系（peer -to-peer）。Enterprise Rent-A-Car就是一个不错的范例。在Enterprise，分公司可制定影响客户满意度的大部分关键决策；分公司经理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能添加或改变功能，改善服务体验，并有责任对不满意的客户进行跟进；分公司之间常会分享有较高影响力的好想法。一个知名案例是在穿梭巴士上为客户提供免费瓶装冰水，这本是某个机场分公司一名司机的独立举措，但带来了客户拥护度的极大改善。消息很快通过所有分公司的电话会议传开，随后72小时内，瓶装水成了每家分公司服务的一部分。

到2027年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企业将把无处不在的大数据与从前线互动中获得的人类智能相融合，由此产生的信息将瞬间呈现在整个公司面前。交易活动将接近全面自动化；算法和机器学习将开辟新的客户参与通道，同时减少常规互动需求。云服务公司成为默认的中后台职能提供商，企业的平均规模将大幅缩小。部分企业将会创造高度的多样性，它们提供的每一种产品和服务都是针对目标客户精心量身定制而成——客户甚至可能察觉不出他们是在和同一家大公司打交道。产品、服务和体验的界限变得模糊。


2.职业经理人VS关键使命角色


对于如何服务客户，一流企业不仅阐明了更高的目标，而且制定了大胆又与众不同的使命。这也是其业务、文化和人才战略的一个核心元素。

明确使命后，企业就能确定实现使命的最核心角色。我们称之为关键使命角色（mission-critical roles）。例如，家具企业宜家的使命是以惊人的低价提供精心设计的产品，这要求将初始产品成本保持在低水平，并持续不懈地降低成本。关键使命角色就包括采购和产品设计。超市连锁企业永辉的使命是为中国家庭提供安全食品。这就把与中国农户开展合作的供应链团队提到了关键使命角色的位置。这些角色应当包括同时创造规模和客户亲密度两方面效应的员工——在通常情况下，组织矩阵的这两个方面只有在执行委员会层面才会发生交汇。这些角色将是未来企业的核心，他们将距离更近地与客户融合，缩短反馈回路，提高速度和敏捷度。

这是相对于股东至上和专业化管理时代的一个显著变化，这两个时代都把职业经理人视为企业绩效的核心，组织目标是要把绩效顶尖的员工输送到管理层——也可以这么说，提拔内行的泥瓦匠，让他们成为其他泥瓦匠的管理者，同时提供相应的奖励和认可。而在未来时代，重点将是在企业内部或生态系统内部建立专业社区——试想泥瓦匠的同业公会，将投资重新导向实现客户使命的关键角色，并把顶尖人才安排到这些岗位上。回报将会可观，因为顶尖人才在这类岗位上的表现大大优于一般人才（
见边栏《未来企业须识别关键使命角色，把顶尖人才安排到这些岗位上》

 ）。

目前我们看到，在这方面崭露头角的企业包括音乐播放公司Spotify，其关键使命角色由软件工程师担当。该公司将工程师组织成不超过8人的自我管理团队，称为小分队，每个小分队围绕某一组功能承担端对端责任。小分队的成员会决定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和谁一起合作以确保协同性。游戏设计公司Valve采用一种更加激进的模式，不设置主管或架构，由某个团队选择想要做的项目，而其他团队成员对其进行公开评估。




未来大部分活动实现了自动化或外包，剩下的几乎所有岗位都是关键使命角色。大部分工作都以项目为基础，由敏捷团队主导。





同样，变革也不仅仅囿于硅谷范围内。海尔是一家价值300亿美元、拥有7万名员工的中国白色家电生产企业，其核心组织单元是围绕营销、设计和生产等关键使命角色而建立的自我组织团队。团队是流动性的，以特定项目为主，通过内部人才市场配备人手。最近，海尔进一步转变体系，删减了大部分历来扮演协调角色的支持团队，将团队开放给外部合作伙伴，称之为“网络化战略”。

设计合理、资源到位的关键使命角色将为组织其他部门带来变革。预算和规划机制必须进行改造，企业将不再需要像现在配备那么多职业经理人。随着信息更多地呈现对等（如Enterprise Rent-A-Car）而不是轴辐式流动，管理幅度也将大大拓宽。领导力的定义会改变，企业将提供多种晋升通道。有些通道认可和奖励日常流程的高效管理，而另一些受到高度推崇的通道则重视对转岗员工的指导和培养。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持续而公开的同伴反馈和绩效评估，内部和外部人才市场快速变得透明。通用电气、微软、Adobe等公司已经放弃了正式的绩效排名体系。

到2027年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企业大部分活动实现了自动化或外包，剩下的几乎所有岗位都是关键使命角色。大部分工作都以项目为基础，敏捷团队将成为主导性组织单元；这些团队将结合内外部资源按需提供合适的技能。团队将进行自我管理，传统经理人数量将大幅减少。员工不再有固定的老板，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一个又一个项目指引他们职业生涯的导师。指导和反馈将以实时方式不断提供，绩效评估就像如今的社交媒体评价一样透明。


3.资产VS生态系统


将时光倒转一个世纪，当时许多领先企业都是垂直整合型公司。亨利·福特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拥有大片牧场，这些牧场的羊群产出羊毛，羊毛再做成汽车椅套；他还拥有铁矿和煤炭货船，源源不断地将原料送往广阔的里弗鲁日生产厂区。福特这样的企业，在统一的公司框架下打造了一个生态系统。后来，日本经连会（keiretsu）和韩国大财阀建立的生态系统是由法律上相互独立，但战略和财务上却相互关联、相互合作的公司构成。如今，汽车行业是垂直分离的，但不论在行业之间还是竞争对手之间，外部合作都屡见不鲜。例如，宝马正与因特尔、Mobileye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展开合作。据报道，宝马还携手丰田正在打造新一代跑车。

股东至上时代大力采用外包，从而加快了行业生态系统设想的实现。始于非核心活动，但最终延伸到企业价值链的几乎任何环节，许多公司（不论大小）纷纷利用这个机会剥离资产，租用其他公司的能力。实际上，现在企业价值链上没有哪一个环节是不能外包的。成功的外包企业能为客户提供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获得的规模、经验、方法和浮动经济效益；或者企业只是希望把某些工作开放出去，从而全身心专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要在外包领域胜出，所需的投资规模十分惊人。例如，富士康计划未来几年内在工厂内安装数万个机器人。

外包也越来越多地落在那些只想同企业保持交易关系的个人身上。根据最新估计，多达40%的美国劳动力参与了各种非传统就业安排，包括兼职和独立合同工，而用人企业可在多个领域获取此类劳动力，如新闻、数据分析乃至投资银行。从极端例子来看，谷歌、苹果和Facebook这样的技术平台型企业就以很小的员工基数赚取了巨额收入——苹果员工人均创造收入为210万美元、脸书为140万美元，相比之下，宝洁为70万美元、富国银行为30万美元。此外，关于员工人均创造市值的计算也显示了相似的结果（
见边栏《技术平台型企业以相对较小的员工和资产基数赚取了巨额价值》

 ）。

平台型企业的影响力和颠覆作用对当今商业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平台有多种类型，包括微软Windows这样的事实标准、爱彼迎（Airbnb）这样的信任架构、Facebook这样的用户群以及思科的“虚拟制造”系统。其中，许多企业把脱媒、利润池迁移、全球化、速度与客户透明度等元素结合在一起，成为行业的关键轴心。这种模式正遍地开花：货运物流、基因测序、旅游、订单管理、玩具、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消费贷款、数字化广告、支付、时尚、乘车、资产管理和出版——也许列举没人想要尝试平台模式的行业反倒更加容易一些。听到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以为所有这些企业都能马到成功，修成正果，但其实不然。比如，推特正举步维艰；Napster是一家失败的平台企业；MySpace则同样如此。

平台正处于风口浪尖——我们称之为“一类”企业，绝大部分企业不会选择自己部署这种模式。反而，我们看到其他两种可行的模式正在涌现：外包服务提供商（“二类”企业）和产品服务公司（“三类”企业）。如果说所有价值都将流向一类企业，这种情况并不可信。政府会做出反应；消费者会做出反应；企业的极端行为会受到约束。例如，优步的兴起就受到了司法部门的质疑，它们为担心失去权利和法律保障的司机群体主张权益。对于成千上万的增长型品牌而言，亚马逊也不再只是颠覆行业格局的劲敌，而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不论归属哪一个类型——任何企业的艺术，都是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与另外两类企业建立双赢的合作关系，最大限度为客户创造价值。这要求企业具备一系列新技能，大量员工都将参与合作伙伴的管理，这些合作伙伴可能也是竞争对手、客户或供应商。这里有一个悖论，强大的文化是企业使命明确、专注前台角色的积极产物，但是有强大文化的企业却往往是最差的合作伙伴。未来企业的领导者必须基于以上企业类型来理解行业，在合作中建立使命感。

到2027年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平台将继续繁荣发展，追求一种赢者通吃的局面，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全球社会和监管压力的制约。无论平台还是外包都须形成巨大的规模，不过小型产品和服务企业也能利用这一规模茁壮成长。水平（跨行业）和垂直（特定行业）外包企业可根据需求联手推出“一切即服务”，垂直外包企业通常是由行业参与者创建的合资企业。在三类企业之间，纷争摩擦也会不断上演。零工经济平台将成为建设社区、提高技能工作者议价能力的实质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比较像历史上工会为低技能工人所做的那样。


4.资本重置


20世纪70年代末，股东至上时代开始发生演化，部分原因在于管理层与股东利益出现了错位——这正是经典的代理问题。因为持股比例低、只有少量个人财富与企业挂钩，因此管理人员开始挥霍投资者金钱，追求无盈利的增长和浪费资源的多元化经营。这种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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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平台型企业以相对较小的员工和资产基数赚取了巨额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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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ompustat/公司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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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所有权和投资模式不断发展，以更好地匹配企业投资期与投资者的风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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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6–2008年数据来自Preqin2015年私募股权焦点报告；2009–2016年数据来自Preqin2016年私募股权焦点报告



资料来源：贝恩维权投资者视角（2015年）；Preqin私募股权焦点报告（2015年、2016年）；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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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钟摆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如今CEO对于公司投资似乎充满了疑虑。尽管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稳步下滑，我们估计目前大部分大型企业在5%到6%的水平，但是2016年门槛回报率（hurdle rates，也称最低预期资本回报率）仍旧保持在12.5%。资本费用和研发预算相对减少，同时回购和分红不断增加。据报道，从2010年到2015年，1900家公司进行了股份回购，在这个群体内，回购和分红达到了资本支出的113%；相比之下，在2000年和1990年，这个比例分别为60%和38%。与此同时，平均研发支出不到净收入的50%，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则高于60%。

CEO、CFO以及公司董事会纷纷对这种动态表达不满，先锋、贝莱德和沃伦·巴菲特等许多机构投资者也敦促经营者着眼更长期的发展和进行再投资。与此同时，尽管维权投资者手中的管理资产只有1500亿美元左右（相较共同基金持有的30万亿美元而言），但他们在对CEO/CFO的议程施加更短期影响上步步为营。

维权投资者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同时大量替代模式开始大行其道（
见边栏《新的所有权和投资模式不断发展，以更好地匹配企业投资期与投资者的风险需求》

 ）。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不得不延长投资期，从2006年的4.5年延长至2016年的6年，与投资组合公司共同创造价值；黑石、凯雷集团和其他公司最近也推出了目标持有期更长的基金。规模化的创业公司——创造工作岗位的主要引擎——保持私有的时间更长，2014年的数据是平均为11年，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从初创企业直接转为私募股权所有，以此为早期投资者和员工提供流动性。目前，纳斯达克的Linq平台可为非上市公司提供公开市场的许多功能（股东服务、股票注册，甚至是二级交易）。

对接投资者与公司内具体投资项目的新载体也应运而生——投资项目与投资者的风险状况相适应，不牵涉对持有整个实体股份的持有。在医疗健康领域，辉瑞和其他制药公司针对特定产品的开发寻求一次性融资，将资本需求与单个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专长进行匹配。2014年，联合利华发行了“绿色债券”，清晰透明地公布了所得款的使用情况，包括与融资项目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利用和废料处理的明确标准。P2P贷款和众筹平台，如Kickstarter和GoFundMe，则体现了变化的另一个方面。

传统的股权和债权融资对于未来企业将依然重要，但是资本结构可能会变得更加灵活，从而使投资者的利益与企业的业务战略和投资期更加统一，使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与不同类型的投资项目相对接。新的压力也将随之产生；随着新载体的出现，维权投资者可能又会盯上企业的某些具体部分，使企业的投资者关系策略变得更加复杂。

到2027年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之前的界限将会模糊。大型上市企业将寻求长期锚定投资者，采用主要私人投资者的治理做法，而大型非上市企业将在强调投资者保护的二级市场进行交易。随着基于项目的表外股权成为重要的融资来源，债权和股权之间的界限也将变得模糊。投资者投资的是项目而不是企业，他们将建立一个全新的金融媒介生态系统，助其识别和介入优质项目。传统的资金管理人将越来越多地采用维权投资者的技巧，包括长期和短期技巧，以追求阿尔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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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企业将管理两类业务 - 核心业务的“第一套引擎”和更具创新力的业务的“第二套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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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利润率定义为税前营业收入；1995年数字基于1994年和1996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哈佛商业评论；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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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套引擎和第二套引擎


企业始终致力于核心业务的创新。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将其称作“持续创新”，这些创新带来绩效或价值的渐进式改善。但是，那些倾覆整个行业的创新又是怎样的呢？其实它们早已汹涌而来，哪怕领导者有时很难相信会发生在自己头上。企业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兴盛，就必须有能力见微知著，在趋势形成之前便洞察秋毫，迅速调动资源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见微知著既是艺术也是科学，虽然直接臆测往往是白费力气，但要提高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有法可循。有益的做法是保持积极的外部导向，密切掌握客户需求以及目前和潜在竞争对手的动向，不断向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学习。跳脱出企业的惯常做法，从更广阔的范围挖掘利用内部资源、尤其是前线人员的集体智慧也很重要。

不管威胁是已经显现、正在逼近，还是隐于无形、停留在理论上，未来企业的领导者都必须尽可能高效地运营核心业务——即企业现有引擎，寻求持续创新。他们还必须开辟反映新的客户需求、新的竞争对手、新的经济效益或包含所有这三者的新业务——也就是未来引擎。

正是这种“第一套引擎和第二套引擎”方法，助力漫威公司不断开拓旗下核心出版业务，同时扩大人物授权业务，将其发展成了新的核心。Netflix亦是如此：从2000年代中期，核心的DVD业务收入开始逐步用于发展快速增长的流业务。IBM缩减了传统的硬件业务，大力拓展新型软件和服务业务（
见边栏《未来企业将管理两类业务：核心业务的“第一套引擎”和更具创新力的业务的“第二套引擎”》

 ）。在每个案例中，转向第二套引擎，意味着要同时面对新的竞争、新的成本结构和新的经济模式，而且新业务至少需花费5年时间才能见起色。

定义和建立第二套引擎，需要在多个领域具备创造力。光是制定富于感染力的愿景或指出将到要抵达的终点是不够的，这往往是容易的部分。还必须要做的是识别有针对性的第一步，对核心设想进行快速测试，同时透彻思考前期的成功可能指出的后续动向。从许多方面看来，这就是史蒂夫·乔布斯在苹果所表现出的天才。对于第一代行动，人人所见略同。然而，他比所有人领先两代，他深刻理解生态系统的价值，这种生态系统的建立，要求硬件和软件保持垂直整合。

两套引擎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规范、可重复性、小步持续改善、审慎的风险评估和常规的财务分析，是第一套引擎的标志。敏捷、创造力、大踏步进入财务未知领域，并深知只有少数投资最终会带来回报，则是第二套引擎的主要特征。两者的平行运营会产生某些棘手的运营模式问题，比如：第二套引擎应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定义第一套引擎？创新应当怎样、在何时回归核心业务（并且由谁来决定）？如何管理整个企业中人才和其他资源的分配？或许最根本的，是依靠自身建立第二套引擎好，还是关注外部能力的开发然后进行收购更好？我们认为，在未来时代，最成功的企业需要同时管理两套引擎。这些企业不仅将第二套引擎作为新的增长来源，而且将其作为公司向未来企业转型的工具。

到2027年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企业将会在同一公司里建立和管理第二套引擎，但是可能会分开设置架构、配备人员和提供资金。资源配置将成为第一套引擎和第二套引擎的结合点，将以持续和零基础方式进行。顶尖人才将在两套引擎轮岗工作，学习均衡技能，承担企业两方面的关键使命角色。



未来领导力挑战

领导未来企业，在未来企业工作，感觉上会很不同。有时会感觉像是风投资本家，必须考虑5到10年甚至更长远的回报。风投资本家知道许多投资都会打水漂，但个别投资项目最终会脱颖而出，为他们赚得钵满盆满。在评估投资项目时，他们寻求机会开辟全新市场或者扶持某个优于现有版本10倍或百倍的产品。他们大力关注关键使命角色，自然而然地思考如何通过生态系统创造价值。

其次，未来企业感觉会像是一家专业服务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和工程设计公司领导者的工作方式不同于大部分企业。它们调动专业人士团队，攻克特定的商业问题。问题解决后，团队即告解散，员工又转身投入下一个项目。这种工作方式较少受到职能年度业务规划的限制，速度更快，流动性更高。

再次，未来企业又会感觉更像是一家规模化的创业公司。譬如，针对具体项目向合适的投资者募资，为关键使命角色全力招聘和保留人才，精简专业化管理体系以确保针对性和效率。

把所有这一切落实到位，是一项艰巨的领导力挑战。在组织层面上，必须构建多种新能力：新的技术资产和技能、新的人才交易、新的扩大的合作、新的管理工具和指标和新的资产负债表方法。在个人层面上，领导者必须发展自身技能，从管理转向激励和指导，赋能关键使命角色而不是控制信息流，不但在企业内部而且在合作伙伴之间建立强大的文化，从而实现增值。他们还必须通过卓越的变革管理历程来引导员工。

在过去的时代变迁中，调整失败的案例要比成功过渡的故事更多。这样的经历，许多企业有过一两次（IBM、可口可乐和高盛），通用电气和雀巢等企业有过三次。但是，这些变革实在罕见，大多数领导者都没有切身体验。那么他们应当如何开展转型呢？应当从哪里起步？

以下是领导者可能提出的5个问题，以及如何着手解答这些问题的一些可行思路：


我们需要的规模、速度和客户亲密度的结合是怎样的，如何才能比现有及潜在竞争对手更好地实现这种结合？
 这个问题部分关乎战略（这些要素对于公司的相对重要性是怎样的？如何在投资上做出取舍？），部分涉及工作方式（如何利用技术和组织最大限度减少这种取舍？）


无悔行动：
 将战略转化为25到50个具体的市场项目（微型战役），部署能带来规模和客户亲密度效应的快速行动部队应战。


我们距离充分发挥关键使命角色的潜在价值有多远？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统一认识，确定这些角色是什么，把最优秀的人才部署到这些角色中，了解所做的是为这些人才提供支持，而不是阻碍其前进。


无悔行动：
 识别企业的关键使命角色，制定计划配备最佳人才。成立理事会，在该群体中建立联系和互动，创建快速的市场和内部反馈体系，推动同伴间相互学习。


我们是哪种类型的企业——平台、外包服务提供商，还是产品和服务提供商——我们如何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开展合作？
 随着云和其他技术的持续发展，随着外包公司建立起更多能力，随着零工经济平台的壮大，生态系统将不断发展，带来比以往更多的合作选项。


无悔行动：
 按业务活动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梳理，对比外部选项，评估企业各项业务活动的能力水平。


如果没有资本和投资者要求的限制，我们会怎么做？
 换言之：企业能够识别的优秀创意，是否多过愿意或能够投资的优秀创意？如果是，就值得验证一下，资本和投资限制是否真的牢不可破。


无悔行动：
 根据与企业战略的契合程度，围绕投资期和风险偏好两大维度，对投资者进行细分。


我们现在应当开展哪些工作，以确立10年后的企业定位？
 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长期情境，而且涉及企业如何在资源配置中融入灵活性，培养见微知著的能力。


无悔行动：
 建立第二套引擎孵化器，把企业细分为第一套引擎和第二套引擎，各自设立明确的范围、运营模式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规则。

以上这些做法并非详尽无遗，我们知道，这不过是简略指出了许多企业为迎接新时代而必须进行的革新。虽然未来企业的确切面貌尚不可知，但历史表明，在两个时代的转折之际，变革可能会突然来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更要敢闯敢试、思虑长远，最重要的是必须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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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激动人心的动员讲话，激励员工拿出更好的表现，是领导者必备的本事。 但很少有管理者接受过正式训练。本文给出的方法恰好能满足领导者这方面的需求。






在
 点评网站Yelp纽约分部，负责销售的高级副总裁艾丽卡·阿利奥托（Erica Galos Alioto）站在650名销售代表面前，穿着一条金光闪闪的裤子——她的“LDOM幸运裤”。在Yelp，LDOM意为“每月最后一天”（last day of the month）。这一天，阿利奥托要发表动员讲话，鼓励每位销售代表向70位陌生人（潜在客户）打推销电话，并在会计部门做完本月报表前拿下一单。

她讲了20分钟，称赞他们是Yelp的顶尖销售团队。她点名表扬业绩最佳的同事，并推荐几种调整方法，争取让每个人都达到类似状态。她讲故事，也提问题。

“纽约分部离这个月的业绩目标还差150万美元……我们已经有了行动方案。能实现吗？”不温不火的掌声。她提高声音又问一遍：“能实现吗？”掌声雷动。

为打磨这类演讲技巧，阿利奥托下过一番苦功，因为她知道，她的成功取决于此。的确，发表激动人心的动员讲话，激励员工拿出更好的表现，是领导者必备的本事。但很少有管理者接受过正式训练，大多数都是靠模仿他人，如善于鼓舞士气的上司、上学时的导师，甚至《大亨游戏》（Glengarry Glen Ross）《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之类电影中的人物。有些人依靠高管教练的指点，但后者给出的建议也是基于个人经验，而非科学研究。

通过话语激励他人，这里面其实有一套科学。有一些工具，能够帮助人们在进行重要工作前提振精神。为更好地了解这些工具，我与学界、企业界和其他一些领域的实践者进行了深入交流。我发现，虽然各人有不同的诀窍，但研究显示，成功的动员讲话包括3个关键要素：指示方向、表达共情、构造意义。这个领域最深入的研究来自Texas A&M International大学的夫妻搭档杰奎琳·梅菲尔德和米尔顿·梅菲尔德（Jacqueline and Milton Mayfield），他们研究“激励语言理论”（MLT）在企业界的应用已近30年。他们成果的有效性，得到体育心理学和军事史研究的支持。所有证据都显示，只要理解了这3个要素，领导者就能逐步学会如何应用。



三要素的精确平衡

梅菲尔德夫妇将指示方向定义为“少用不确定性的语言”。关于如何完成手头任务，领导者应提供确切信息，如给出清晰指示、恰当描述任务、明确评价标准等。

“共情性语言”应传达对员工的人性关怀，可包括赞扬、鼓励、感谢和承认任务难度等。“大家都还好吗？”“我知道这是个挑战，但相信你们能胜任”，“你们的福利是我最关心的事情之一”等表达都属于此类。

“用构造意义的语言”解释某项任务为何重要，将组织的目标或使命与员工个人目标联系起来。使用构造意义的语言时，讲话者通常会讲故事——关于努力工作或取得成功的同事，或某项事业给客户的生活或社区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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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听众是很多人还是一个人，好的动员讲话都应包括全部3要素。但3者的比例取决于情境和听众。对于熟悉的任务，有经验的员工无需指示方向；与领导者关系紧密的追随者，不需要太多共情性语言；构造意义在大多数情境下都有用，但如果工作的最终目标很清晰，也无须过多强调。

例如，梅菲尔德夫妇研究过加州一家初创医药公司，该公司专攻心脏病和渐冻症（ALS）药物研发；很多员工的家人患有此类疾病，这份工作对他们有着特殊意义。因此CEO自然可以在公司全体会上说：“我知道，大家都想要拯救生命、改善他人的生活，这是我们工作的全部意义。”

与之相对，快餐店经理面对十几岁的打工店员，要在话语中涵盖3要素就没那么容易。仅仅下指令还不够。米尔顿·梅菲尔德建议使用共情性语言，如“我知道这工作很难，你们每晚都带着一身油烟味回家，还要熬夜做功课”；或赋予劳动意义，如“我们这家店的目标不只提供令顾客满意的快餐，也提供优质、稳定的工作，让你们这样的员工能够补贴家用、存钱上大学、在业余时间享受生活，你们越能帮助这家店完成目标，我们在这方面就能做得越好”。根据梅菲尔德夫妇的研究，构造意义几乎总是3要素中最困难的。

关于如何将动员讲话的效果最大化，其他领域也有研究。蒂凡尼·瓦尔加斯（Tiffanye Vargas）是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体育心理学教授，她发表了数项实验室和现场研究成果，均是关于不同情境中最能激励运动员的话语，其中一些发现或许能应用于企业中。

瓦尔加斯的研究显示，在多种运动项目中，教练的赛前动员都很重要：90%的选手说他们喜欢听赛前动员，并且65%的选手认为这会影响他们的发挥。瓦尔加斯发现，在面对不熟悉或曾惜败过的对手时，运动员希望听到细节丰富（减少不确定性）的讲解，如“我们要通过凶狠地盯人拿下对手，乔的任务是防住对方得分后卫，吉米要和他们篮板球特别厉害的那个人抢位置”；如果队伍处于下风或面临关键比赛，情感性的动员讲话（使用更多共情性和构造意义的语言）会更有效，如“这次赛事我们已经超出所有人的预期，没人觉得我们能赢，但我认为你们会赢，我知道你们能赢，你们也必须赢，为了队友，为了球迷——因为你们配得上胜利”。

军队中的动员讲话，也不同程度包含激励语言理论提出的3要素——虽然相关研究使用的术语不同。基斯·耶林（Keith Yellin）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他的《劝战：战斗领袖修辞学》（Battle Exhortation: The Rhetoric of Combat Leadership）一书分析了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的战前动员讲话（也包括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让我们再上火线”独白等文学经典），总结出指挥官们的23个“共同主题”。其中包括指示方向的元素（“按计划行动”），但大多诉诸士兵的理性（如强调本方相对敌人的优势）或情感（如“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或强调敌人的邪恶）。因为士兵将冒生命危险，指挥官自然会强调战斗的意义，说明为何冒险是值得的。

耶林也承认，现代战争中的战前动员不如古代常见，所突出的要素也有变化。这部分是因为正面战斗减少，限制了动员演讲的机会；但也是因为军队更加职业化，由更多志愿报名的职业军人构成，而非平民或被强制征召的士兵。新兵或许还需要激情澎湃的动员，老兵清楚自己的目标，也不需要太多共情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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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四星上将、曾指挥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的观点与此类似：“过去的这场战争中，如果你在三角洲特种部队、游骑兵或海豹突击队，我们每晚都在战斗。一切发生得那么快，而那都是我们的工作。”但在军旅生涯早期带领年轻士兵时，他更强调情感和意义：“在任务开始前的30分钟，重要的是建立信心和对彼此的承诺。”他一般会先指示方向（“我希望你们做到这些”），但很快转向意义构造（“任务很重要的原因是……”）和共情（“我知道你们能做到的理由是……”“想想你们以前做到的事情”），然后概括性收尾（“现在我们开始行动”）。

从上述研究和人物事迹中可以得出结论：在任何情境下，领导者都必须把握住激励语言理论提出的3要素，并注意在合适的时机突出合适的要素。



将理论付诸实践

Yelp的销售领导阿利奥托从未研究过梅菲尔德夫妇的理论，但似乎自发地将其运用到工作中。她以共情开始：感谢整个部门的努力工作，点出表现卓越的个人或团队，然后强调称，如果一位Yelp销售员能完成出色业绩，那所有销售员都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都受过相似训练、掌握同样的技巧。读过阿利奥托演讲的文字版后，梅菲尔德夫妇特别挑出一句话：“无论本月到目前为止你表现如何，今天都有可能成功。”接着，阿利奥托开始指示方向，对基本概念进行解释，如调整心态、积极行动等。例如，她会要求销售员将当日目标写在便签纸上，然后贴到电脑上。

阿利奥托以构造意义结尾，将LDOM与更大目标联系起来，让整个团队在情感上统一、充满活力：“每次赢得一位企业主的头脑和心，你们不只是在帮助自己——也是在帮助你的团队、你的部门、你的公司，帮助Yelp前往想去的地方。”

梅菲尔德夫妇指出，阿利奥托可以更进一步将销售员的工作与Yelp的使命联系起来，即提供餐厅和其他店铺的推荐和评论，以提升终端用户的生活品质。但整体来说，他们给阿利奥托激励销售团队的话语打高分。

不过要注意，销售员回到各自座位后，阿利奥托的指示、共情和意义构造并未停下。动员讲话之后，她巡视整个部门，与超过100名销售员一对一沟通，继续应用激励语言理论中的不同要素。在与一名销售员的对话中，她强调如何更主动地拿下潜在客户；面对另一位要给汽修店打电话的销售员，她讲授了此类沟通的细节；在其他对话中，她也尝试激发销售员的自信，或强调团队目标。

这天结束时，纽约的Yelp团队完成了145万美元广告销售，完成当月指标，离拓展目标只差5万美元。很多销售员实现了BME，即Yelp人所说的“个人最佳月度业绩”（best month ever）。

很难说阿利奥托早上的动员讲话，以及与销售员的一对一沟通，对最终结果有多大影响，但她认为这一天是成功的。“我讲的并没什么新东西，但能让员工从不同角度思考他们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什么，”她说，“我努力让每个人知道，他们有能力把握自己今天的表现。”




给销售领导的动员演讲打分

《哈佛商业评论》请米尔顿·梅菲尔德和杰奎琳·梅菲尔德评估艾丽卡·阿利奥托使用激励语言的水平。他们用不同颜色标出演讲中的3要素——指示方向（绿色）、共情（蓝色）和意义构造（红色），并给出点评。以下是部分摘录。



我必须要说，大家的表现非常惊艳……感谢你们成为目前Yelp的顶尖团队，感谢你们以如此惊人的能量迎接我。

现在，纽约分部以完成指标104%的成绩在整个公司中领先，而本月还有两天。这真是难以置信……柯琳目前的业绩是8万美元。我昨天想跟她打招呼，但她正在打电话，像个疯女人一样拼命说服对方，所以我没说上话……（蓝色：表扬整个团队和个人的贡献）

每个人都知道纽约分部在每月最后一天（LDOM）有多厉害。但LDOM的真正意义远大于这一天本身。它代表我们对待这一天的态度。这一天包含某种东西，让我们拿出近乎荒谬的勇气和决心，拿出完成不可能之事的能力，
 拿出能做到任何事的能量。这样，无论我们目前进度如何，最终都将胜利。一个月以来所有对我们说不的人，我们要让他们回心转意……（红色：将LDOM描述为伟大事件，将销售员的任务与更大目标联系起来）（蓝色：承认有些人落后，但强调他们的能力和韧性）


大家都有笔和纸吗？我想让所有人拿出一点时间，写下你今天的目标。可以是联系多少个企业主，也可以是拿下多少个客户……写下来。（绿色：对当天的工作方法提供具体指导）

今早醒来，你是什么状态？有时我们会对自己说些丧气话。有时我们可能说：“为什么乔恩今天完成了目标？他的片区一定特别好。”有时我们以为，如果有人能完成某个目标而我们不能，一定是因为他有某种优势。（蓝色：承认员工可能因同事的成功而灰心，而非更有勇气）


其实呢？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大家认为条件差的片区，我们换个人过去，他照样做出顶尖业绩。

如果你们的想法中有任何负面的东西，我希望你们改变它。不要去关注你和那些很成功的人的区别，而要寻找相似之处。（绿色：告诉销售员如何避免消极思维）

我们还有两天时间来达成目标。你今天做的每件事，采取的每个行动，每次你尝试说服对方，你联系的每个企业主，每次你鼓励同伴做得更好，每次你赢得一位企业主的头脑和心，你们都不只是在帮助自己——也是在帮助你的团队、你的部门、你的公司，帮助Yelp前往想去的地方。（红色：将当天的工作与公司整体目标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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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麦金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著有《提振精神》（Psyched Up: How the Science of Mental Preparation Can Help You Succeed，Portfolio出版社，2017年），本文改编自该书内容。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当工作与你的价值观相悖，

还做不做？

FOLLOW DUBIOUS ORDERS OR SPEAK UP?

桑德拉·苏赫尔（Sandra Sucher） 马修·普雷布尔（Matthew Preble）| 文

蒋荟蓉 | 译 刘筱薇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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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实习生整头痛是都要为一份工作而违背自己的价值观





苏珊·金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新上司文舒斌说的话。



旧金山和首尔之间的跨国长途电话，通话质量已经相当不错，但她还是让文舒斌重复了一遍。

文先生（苏珊的父亲是半个韩国人，他让她这样称呼上司）是技术安全公司Zantech首尔办公室经理。公司总部在阿姆斯特丹，苏珊放暑假，到这家公司实习。她原本应该在首尔跟着文先生的团队，但她的护照有问题，公司实习项目主管艾玛·维瑟建议她先远程工作。

实习中她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文先生进行市场调研，去其他技术公司，包括直接竞争对手公司，收集产品、服务、顾客、销售等信息。文舒斌给她发了邮件，列出了目标公司和联系人。现在他告诉她，联系那些人的时候最好用学校的邮箱，说自己是MBA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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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教学笔记


如果知道这家公司此前就是这么做的,你会觉得这个要求更容易接受吗？桑德拉·苏赫尔在讲解这个案例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也许是察觉到苏珊的犹豫，文先生补充说：“这种做法很常见。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准确的信息。”

苏珊在椅子上不舒服地换了个姿势。这是她第一次与文舒斌联系，她想给自己的新上司留个好印象。

“否则问不出什么来，”文先生开口打破了沉默，“你不必担心，以前其他实习生都这么做。”

苏珊不知该如何回答，或者说，她不知自己可以表现出何种程度的直白，因为父亲告诉她，多数亚洲文化中并不欣赏直接冲突。于是她只回答：“好的。”接着她又问了几个关于应该收集的信息的问题，就挂断了电话。

苏珊迫切需要这份实习工作。她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管理咨询公司，刚入职就做了一个网络安全公司的项目，从此迷上了这个新兴领域。后来她决定返回校园读MBA，打算进入该领域的顶尖公司工作。至2020年，这个行业预计将创造1700亿美元的收入，她知道其中有很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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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赫尔设计了四个问题，让学生思考这个道德困境：一、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个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二、我是否尽到自己的职责，并且尊重他人的权利？三、我是否尊重这个群体及其行为规范？四、我是否履行了自己和公司的承诺。



一家公司不同地方的办公室的工作方式是否不同？许多全球化公司很难推行一套通用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能拿到Zantech的实习职位，她非常高兴。如果好好表现，毕业后就有机会成为正式员工，但现在文先生让她伪装身份。收集竞争情报需要“发挥创意”，她理解这一点，毕竟要打探的是竞争对手的私密信息，可是文舒斌说的做法好像越界了。

父亲给苏珊讲过好些亚洲公司的事，他说过首尔公司的期望乃至道德伦理都会跟美国很不一样，然而，知道这些也无法缓解她现在的焦虑。隐瞒真相是韩国公司的惯常做法，还是说只是Zantech的惯用伎俩？



客观看待

第二天一早，苏珊就收到文先生发来的几封邮件，附有询问信息的模板。她看到邮件抄送了两个人，一个是艾玛·维瑟，还有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她查了一下，这个人是Zantech亚洲市场调研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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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下周一就要开始打电话，现在是周四下午，她必须在短时间内想好该怎么做。她没有立刻回复邮件，而是出门清清思路。但过了半小时，她仍然反复想着文先生让她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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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响了，是父亲打来的，苏珊很高兴能分散一下注意力，而且她也希望父亲能给些好建议。父女二人总是这样，父亲在美国东岸的午休时间打来电话，她常常不是在去上课的路上就是在跑步。两人的通话总是很简短，但她很期盼能跟父亲聊几句。

苏珊描述了事情经过，父亲开始长篇大论地阐述有一份好工作、做一番事业的重要性。苏珊听着听着，终于忍不住了。

“爸，别谈人生了。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

“我只是希望你做出得当的选择，宝贝。”父亲说。

“詹姆斯觉得我应该辞职。他说，被要求提供敏感信息的时候，人们有权知道对方的底细。”苏珊说。詹姆斯是她的男友，两人交往两年，但父亲还没完全接受他。

“他说得容易。你这个夏天的房租由他付？明年他给你找个工作？珊珊，你需要这份实习工作。你知道我和你妈很想帮忙，但现在我们只能靠固定收入过活。”




很多人觉得应对道德伦理上的挑战时，最艰难的部分是自己对某行为对错的评判。但是，确定了自己的判断之后，该如何应对某种局面也同样重要。





父亲退休后就喜欢说“固定收入”这个词。父母供苏珊姐弟俩读完大学后，就明确说，两人以后得靠自己生活了。苏珊进商学院之前在咨询公司工作3年攒了一些钱，但要负担旧金山的房租还是不够。

“你的意思是我就应该那样做？你教我的诚实正直都不管了，他们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她知道自己讲得太夸张，面对父母的时候她总这样。

“珊珊，要客观地看问题。文先生让你做的不是违法的事，也说不上是不诚实，你本来就是MBA学生。如果这些联系人里有人问你是不是哪家公司派来的，你也可以坦白。而且听上去，这些做法在Zantech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市场调研主管也知情，文先生没有隐瞒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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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珊跟文先生说不想隐瞒自己跟Zantech的关系，会不会令其显得不好共事？





“爸，我就是觉得不对头，像是在骗人。我要回去告诉文先生我的感受，或者跟实习主管艾玛谈谈。”

“你跟谁聊聊都很好，不过要小心，别让他们觉得你为人古怪，难以共事。”

苏珊对着电话重重叹了口气：“我真搞不懂，这家公司致力于阻止人们在网上隐藏真实身份，却让我隐瞒身份。”

“这就是真实的职场，宝贝，处处充满矛盾。”



未来雇主

“我以为你在韩国呢。”梅琳达·萨斯曼这样说着，在咖啡桌前坐下。梅琳达是苏珊之前工作的一家咨询公司的负责人。两人共同参与了几个项目，很合得来，后来就时常设法一起合作。苏珊辞职去读商学院的时候，梅琳达给她写了推荐信。两人都还在旧金山，所以一直保持着联系。

“还没去呢。谢谢你，周末还出来见我。”

苏珊解释了自己签证的问题，又讲了文先生说的话，以及自己跟詹姆斯和父亲的争论。“我还跟CEO谈了谈。”




苏珊之前跟CEO交流过，那么直接找CEO谈这个问题有用吗？他是否愿意倾听她的担忧？





“你还跟CEO谈了这个？”

“没，不是谈的这个。只是他昨天打电话来为签证问题道歉。”CEO彼得·卡尔森去年秋天来伯克利参加网络安全座谈会，会后苏珊去找他说话，他说很欣赏她提出的问题，并且鼓励她申请自己公司的实习机会。接到他的电话，苏珊吓了一跳，不确定他是原本就会联系实习生，还是特别关照她。她心里想着文先生的话，很想跟CEO说一下，但还是没说出口。




如果她决定要跟Zantech的人说这个问题，那么应该说什么？如何表达自己对道德方面的担忧？她能提出什么别的选项？





“我觉得可以去找他谈谈这个，”苏珊跟梅琳达说，“我听他说过道德伦理在这个领域的重要性。”

“他肯定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吧。而且我觉得你应该不想落个‘向CEO告状的实习生’这种名声吧。这家公司规模有多大？”

“世界各地员工大约1500人，但氛围真的很好。除了这件事，我跟他们的交流都很愉快，HR面试和谈话，还有我前几次跟文先生发电子邮件，感觉都很好。每个人都尽力向我表示欢迎。没有任何危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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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人在这边也没办法推脱任务吧？”梅琳达问，“跟那个叫艾玛的谈谈怎么样？她也算是你的上司吧？”

“不太清楚，我好像是向他们俩汇报。隔着电话我不懂文先生的意思，而且他的邮件抄送给了艾玛，所以她应该知道他让我做的事。”

“假如你知道这些人里任一人对你的问题会做出怎样的回应，那当然就更简单了。文先生、艾玛和HR，如果你跟这些人提起这个话题，就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他们可能会允许你用其他方式获取信息，但也可能取消你的实习资格，我不是想吓唬你。你都没跟他们在一个地方工作，所以他们很可能会选择直接开除你。”

“我好讨厌跟父母解释这些。”

“也很难跟未来的雇主解释。不用我告诉你吧，这件事可能会影响你的职业前景。但如果你答应隐瞒身份，却又被那些公司发现了，可能就很难在这个领域找到工作了。而且你也要对学校负责任。如果你假装是为学校的项目收集信息的学生，但又被这些公司发现没这回事，你读的这个MBA项目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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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垂头丧气。她没想这么多。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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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色拉•苏赫尔
 是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Joseph L. Rice III校务委员。马修•普雷布尔
 是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员。《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现现实中管理者面临的问题，并提供专家意见。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实习生的困境》（案例编号611041-PDF-ENG），作者是桑德拉•苏赫尔和马修•普雷布尔，原文见HBR.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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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

对文先生的要求，

有所顾虑

她是否

应该说出来？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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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西·伯辛（Josh Bersin）


是Bersin by Deloitte创始人兼负责人









文先生让苏珊做的事情不合适。
 虽然看上去好像不是大事，但隐瞒身份收集信息是不道德的，而且她觉得不舒服也很合理。虽然她是个年轻的实习生，我觉得她还是应该告诉文先生和身在阿姆斯特丹的艾玛·维瑟，自己不想隐瞒身份。

职业生涯的头10年是一段重要时期。你要了解商业，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类型，明确自己的价值观。我很幸运，20世纪80年代在IBM打下了道德方面的基础。诚实和尊重是IBM风气的一部分，公司不允许隐瞒信息和提供虚假信息。在我40年的职业生涯中，从年轻时的初级专业人员一直到后来更高级的职位，这个基础帮我处理了许多处于灰色地带的情况。苏珊应该寻找这一类能帮自己在职业领域起步、建立清晰是非观的雇主。

我建议苏珊查一下Zantech的价值观是否跟她的一致。她可以查一下Glassdoor之类的网站，那上面有员工分享自己对公司的看法。这家公司有没有其他员工也被要求去做不道德的事？公司是否牵涉重大法律问题？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她大概就可以确定，这家公司不适合她。

如果她发现Zantech是一家遵守商业道德、公开、友好的公司，就应该说出自己的担忧。她应该给文先生和艾玛·维瑟发邮件，解释自己对这个任务的顾虑。她父亲说得对，韩国公司不喜欢坦率，但如果只跟艾玛联系，苏珊就失去了跟文先生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而她工作中的上司是文先生。

邮件应当积极正面，不要只注重自己的感觉，要关注这件事对公司整体造成的风险。她可以这样说：“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与您合作进行这项工作，项目很有趣。但我担心，如果隐瞒我在为Zantech工作的事实，这件事情一旦泄露出去，恐怕会对公司造成不好的影响。”语气应当凸显合作精神，有建设性，尽量多说“我们”。

理想状况下，文先生和艾玛很可能会欣赏她坦率直言，理解她的立场，并允许她以其他方式开展工作。这样做还有可能促使文先生多考虑一下Zantech让她做的事情。




她应该给文先生个艾玛·维瑟发邮件，解释自己的不适。





德勤的最新研究显示，关注使命、目标和道德的公司，长期表现胜过同类公司。拥有这种文化的公司鼓励员工说出自己的疑虑，公开讨论道德伦理问题。如今公司丑闻高发，多半会严重影响公司品牌和声誉。多数情况下，这些公司里那些意识到情况不对的员工都选择缄默，可能是觉得没有人会听。

如果文先生和艾玛对苏珊的疑虑置若罔闻，就说明苏珊应该另谋他处了。很多地方都需要懂科技的MBA人才，她以后的路还很长。如果现在违背自己的价值观，以后她始终会难以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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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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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安•维拉瑟克拉（Ruwan Weerasekera）


是金融服务、医疗和教育组织非执行董事、前UBS董事总经理。









苏珊不应该盲目服从。
 可是身为实习生，她必须完成工作。所以我的建议是，另找一种合乎道德、合法并透明的方法完成文先生的任务。

我自己思考道德伦理问题的时候，会画一个2x2的方阵，以法律和道德分别为两条轴。如果一件事情能够明确地放进这个法律和道德的方阵中，那当然很好，但商业上的事情不会总是这么清晰。人们经常会碰到不会违反法律和任何规定，却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情况，这种状况不好处理。

我在职业生涯中遇到过很多这样暧昧的情况，比如针对银行历史上最大的欺诈和不端行为展开内部调查，每一次我都守住了自己的原则。

如果我是苏珊，当然不会就这样隐瞒身份给Zantech的竞争对手打电话，但我也不会立刻反对文先生和艾玛·维瑟的做法。不同组织、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行为准则，苏珊对这家公司乃至韩国职场的了解还不够，不足以质疑他们的行事方式。立即质疑文先生的要求，称其有违道德，就长期而言的确会对她造成不良影响。

不过，苏珊并不是只有妥协和反对这两个选项。她应该提出另一种方案，也就是说，不要提出问题，而是要提出解决方案。这样才是优秀的实习生或正式员工应该做的事。

在不隐瞒身份的情况下，苏珊如何做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一个选择是跟Zantech最忠诚的客户方聊聊，这些人在选择与Zantech合作之前一定评估了其他软件供应商。问问客户，他们会很高兴，而且这样的讨论可以帮助苏珊收集竞争对手信息，并反向进行产品对比。

另一个选项是与IBM、普华永道以及独立咨询公司等帮助Zantech构建产品的第三方联系，或者联系专门评估竞争形势的分析公司。这些公司起到的作用与上文提到的客户相似，而且可能更愿意分析Zantech相对于其他公司的优势和劣势。

第三个选项是在Zantech内部寻找信息源。公司1500位员工，一定有人来自竞争对手公司。这些人提供的信息集合起来就可能很有用。一部分人可能受保密条款制约，苏珊应该注意这一点，不过很多人可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供Zantech参考。

这些方法不仅能让苏珊脱离道德困境，而且也更有效。依我看，公司实习生突然打电话给竞争对手，很可能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我不是建议苏珊跟文先生说“这样做没用”，但她可以用本公司做个实验，给Zantech打几个电话询问信息，看文先生的方法是否奏效。这样也可以检验Zantech自己的员工能否保护敏感竞争信息。

我跟许多高管一样，靠正直建立自己的声誉并且小心维护。不过我也自豪于自己完成任务的能力。苏珊要努力达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如果苏珊能圆满解决这个困境，她应该记住，实习是面试的延伸。她应该像Zantech高管评估她一样对这家公司做出评估，问问自己：我可以为这家公司工作吗？公司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是否一致？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会来自导师、父母或同伴，她必须自己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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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ORG社区评论




别担心


如果有人给我打电话，要求提供有关我所在公司的敏感信息，不管对方自称是学生还是公司员工，我都不会给的。苏珊不必担心欺骗他人，因为不管怎么样都问不出她需要的信息。


阿尔迪塔·杰斯


GJEÇI变革管理主管




说出疑虑


我在大公司管理过实习生，而且我总是鼓励各个层级的人以得体的方式，挑战上级指令。他们提出的问题能够帮助公司做出改进。好的管理者善于接受意见。


特雷尔·菲什


MKEC Engineering公司项目经理




退出实习


价值观坚定的公司不会做这种事，会给员工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获取竞争对手的专有资料。这家公司既然让实习生做这个，又会让正式员工做什么呢？离开吧，别留恋。


沙伦·霍汀


通用磨坊公司消费者洞察主管





杂谈 Synthesis



数字时代更需要人文教育

自然科学为何离不开人文学科？

LIBERAL ARTS IN THE DATA AGE

J. M. 奥雷哈兹（J. M. Olejarz） | 文

蒋荟蓉 | 译 齐菁 |校 万艳 | 编辑






文
 科专业的大学生总是被友人、家人和职业顾问等许多人问到同一个问题：“你读这个学位是想做什么？”这个问题出现频率太高，简直应该印在毕业证上。也可以换个问法：“人文学科有什么用处？”

近期出版的3本书给出答案：“用处很多。”从技术行业到国防军事，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想有效应对当今巨大的社会和技术挑战，须对这些问题的人文背景进行批判性思考——文科学生接受的正是这方面培训。这是文史哲“书呆子”的逆袭。

风险投资者斯科特·哈特利（Scott Hartley）的《模糊性与技术专家》（The Fuzzy and the Techie）瞄准了人文学科和计算机科学之间的“伪二元对立”。一些技术行业领导者宣称，想在数字化经济下找到工作，就不要学跟理工科（STEM）无关的东西。比如SunMicrosystems公司联合创始人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的言论：“现今文科专业教的东西基本上都跟未来无关。”

哈特利认为，只看重理工科的思维方式大错特错。主要问题在于，这种思维鼓励学生出于职业目的寻求教育，只考虑为工作做准备。但技术职位的门槛在逐渐降低。许多曾经需要专门训练的工作，现在借助简单的工具和互联网就可以完成。例如，有了GitHub上的代码块和Stack Overflow社区用户提供的帮助，新手程序员也可以推动一个项目。

哈特利提出，要想让学生准备好应对大规模 “人的问题”（human problems），必须鼓励他们拓宽自己所受的教育和兴趣视野，眼界狭隘是不行的。他列出了一长串文科专业出身的成功技术行业领导者，比如Slack CEO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Stewart Butterfield）学的是哲学专业，阿里巴巴CEO马云是英语专业，YouTube CEO苏珊·伍吉西奇（Susan Wojcicki）是历史与文学专业，爱彼迎（Airbnb） CEO布里安·切斯基（Brian Chesky）是艺术专业。哈特利说，我们当然需要技术专家，但我们也需要有人来探究人类行为的因果。

重要的不是技能，而是思路。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是否知道自己尝试解决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哈特利提出，真正的“人文学科”教育应当包括自然科学和一些“软性”学科。他说，全面的学习让人能够发现新的机会，开发出真正符合人类需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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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著作《钱与感受力》（Cents and Sensibility）也关注人文背景这一主题。作者加里·莫森（Gary Saul Morson）和莫顿·夏皮罗（Morton Schapiro）分别是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和经济学教授。他们提出，经济模型的缺陷在于缺乏对人类的理解。经济学容易忽视3个因素：文化对决策的影响，解释人类行为时叙述的作用，以及道德方面的考虑。如果把人当作处在真空中的个体对待，不仅过于简化，而且可能产生负面作用。

这两位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文学。他们建议经济学者从伟大的小说中汲取智慧，因为那些作品对人的观察比社会学家更深。经济学者倾向于将人当作抽象的存在，而小说深入挖掘的则是特殊性。为了说明这一点，两位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有哪位科学家的模型和案例刻画出了如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一般生动的人物形象？

小说也可以帮助我们发展同理心。故事让我们沉浸在角色的生活中，以他人的视角看世界。（两位作者补充道，虽然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也要求人们发挥同理心，但只有文学提供了这方面的实践。）

战略咨询顾问克里斯蒂安·麦杰格（Christian Madsbjerg）的《构建意义》（Sensemaking）延续着莫森和夏皮罗书中的主题，并将之带回了哈特利的方向。麦杰格提出，除非公司尽力理解数据代表的人类本身，否则都有与所在市场失去联系的风险。他说，商业所需的深入的文化知识，并非来自关注数据的市场调研，而是来自关注人文的文本、语言和针对人的研究。

麦杰格举了林肯汽车的例子。这款福特的豪华车型，几年前远远落后于宝马和梅赛德斯，险些被公司砍掉。高管知道，要想重新赢得竞争力，必须在美国以外售出更多汽车，尤其是下一个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中国。因此，他们开始研究世界各地顾客对驾驶和汽车本身的体验方式。

在一年时间里，林肯汽车的销售代表与顾客交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对“豪华”的理解。他们发现在许多国家，开车的人最优先考虑的并不是出行。汽车被视为社交空间，是为客户提供娱乐的地方。经过精心设计的林肯汽车，必须重新构想顾客的人文环境。该公司随后进行的设计调整得到了回报：2016年，林肯汽车在中国的销量是之前的3倍。

这3本书共同的主题是，寻找拓宽思维的方式比选择研究领域更重要。这个观点在其他一些新出版的著作中也有提及，如商学教授兰德尔·施特罗斯（Randall Stross）的《一种实践教育》（A Practical Education）、记者乔治·安德斯（George Anders）的《你无所不能》（You Can Do Anything）。理工科学生可以关心人文，而主修英语的人也可以用科学的眼光考察事物。

我们应当注意，不要由于不同学科间并不存在的壁垒而固步自封。有句谚语说，你手里有锤子的时候，什么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同理，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应对所有问题，那会给自己乃至世界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其实人文学科教授了许多严格的调查分析方法，如密切观察和访谈。推崇自然科学的人有时不太欣赏这类方法。”


《模糊性与技术专家》，斯科特·哈特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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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巴尔蒂罗莫（Maria Bartiromo）


福克斯商业网（FOX Business Network）全球市场栏目编辑

她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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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6点钟上节目之前，我会浏览《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通讯社咨询、国际市场消息和推特。我最喜欢的商业杂志是《经济学人》，这本杂志的写作风格言简意赅，不过我休息的时候会看《建筑文摘》（Architectural Digest）或者Vogue杂志。

我的床头桌上堆着很多非虚构类书籍。现在我在看《约翰逊的伦敦生活》（Johnson's Life of London），讲的是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任期间的决策，还有记者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的《美国在撤退》（America in Retreat），以及上过我节目很多次的健康养生专家戴维·阿古斯（David Agus）的《简要长寿指南》（A Short Guide to a Long Life）。我还喜欢传记，CBS创始人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他的荣耀》 （In All His Glory）我读了好几遍。



她看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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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我会看福克斯和新闻媒体。多数晚上我会看手机上的头条新闻，如果在家就会看一些消遣类电视节目。我喜欢《纸牌屋》，HBO电视台的《大小谎言》（Big Little Lies）我都录下来了。



她听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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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丈夫都喜欢现场音乐，我们积极支持美国爵士乐基金会（Jazz Foundation of America）。这个组织为有意在音乐领域发展却难以维生的音乐人募集资金。我一直悄悄想当伴唱。



她参加的活动……

我会参加很多会议，一些年度大会，比如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米尔肯研究院全球会议（Milken Institute Global Conference）以及摩根大通赞助的纽约CEO峰会和旧金山的医疗卫生大会。要认真听商界领导者谈话，把信息带给我的观众。





[image: ]



J. M.奥雷哈兹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助理主编。





英文摘要 EXECUTIVE SUMMARIES MAY 2017





SPOTLIGHT



THE TROUBLE

WITH C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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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op marketing job in the company is a minefield where many talented executives fail. In this issue we examine what makes the position so risky—and how firms can set CMOs up for success.page 044









Why CMOs Never Last


Something is deeply amis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ef executives and their top marketing officers.

Eighty percent of CEOs say they don’t trust or are unimpressed by their

CMOs. Not surprisingly, CMOs have

the briefest tenure in the C-suite. The churn can lead to serious internal business disruptions.

What can be done to end this dysfunctional pattern? Kimberly A. Whitler, a former CMO who’s now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s Darden School, and Neil Morgan, a marketing professor at Indiana University, have done extensive research into the problem. They believe that its main cause is faulty role design.

To begin with, there’s no one clear, widely accepted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does a CMO do? The range of job duties and skills required are all over the map. Moreover, too often the expectations for CMOs’ jobs are unrealistic and not aligned with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performance metrics. This unhealthy dynamic sets executives up to fail.

The authors outline the steps companies should take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Firs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 three main kinds of CMO roles: Some focus on strategy, some 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some—which have enterprisewide P&L responsibility—do both. It’s crucial to figure out which type of CMO a firm needs and then tailor the duties and success metrics accordingly.

CMO candidates and recruiters also have a part to play in seeing that jobs are clearly defined and that new hires are good matches. The authors include checklists of questions that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should be sure to ask before making any decisions.




The Power Partnership


As digital technology becomes more critical to marketing, the line between the CMO’s job and the CIO’s is blurring. Although historically these executives have tended to see the world quite differently, they now must work together on a new and very high level. Giving them shared performance

goals is a great tool for sparking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as the experience of Regal Entertainment Group demons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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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YOURSELF




THE SCIENCE OF PEP

TALKS



Daniel McGinn | page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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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ility to deliver an energizing pep talk is a prerequisite for any business leader. But few managers receive formal training in how to give one. Instead, they learn mostly by emulating inspirational bosses, coaches, or even fictional characters.

However, research shows there is a science to psyching people up for better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motivating language theory, most winning formulas include three key elements: direction giving, or describing precisely how to do the task at hand; expressions of empathy, or concern for the performer; and meaning-making language, which explains why the task is important.

All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once leaders understand these three elements, they can learn to use them more skill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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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Compensation



Decoding CEO Pay



Robert C. Pozen and S.P. Kothari | page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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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year most public companies issue reports describing the pay packages of their CEOs. In them compensation committees attempt to explain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pay figures to the shareholders, who often must vote to approve them. The issue is, in their reports many committees adjust performance numbers in obscure and inappropriate ways that lead to overly generous CEO pay. And they do so using nonstandard criteria that are difficult for even sophisticate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o decode. In this article, the former executive chairman of MFS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an MIT professor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ort through the reports’ fine print and expose practices that stack the deck in CEOs’ favor: Adjusting earnings to be 100% higher than GAAP income. Paying out 80% of an incentive award for bottom-quartile performance. Choosing “peer companies” that are not comparable in size or in industry. And more. Shareholders should be more skeptical, say the authors, and comp reports must start providing much clearer explanations. But what’s needed most are new standards for compensation design and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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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 Did It



Entrepreneurship



SoulCycle’s CEO on

Sustaining Growth in

a Faddish Industry



Melanie Whelan | page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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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hearing from friends that SoulCycle’s very first studio was different from other cycling studios, Whelan decided to give it a try. One visit was all it took for her to appreciate the full sensory experience, the charismatic instructor, and the passion of the client community. A few years later she joined the company, which today operates 74 studios.

SoulCycle doesn’t view itself as a fitness company—it’s a “player in the broader experiential economy.” That’s why it take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recruiting and training instructors, with the aim of making them inspirational coaches who empower riders in their lives as well as on their bikes. It doesn’t charge monthly fees, but each class costs $30 to $35, and riders must book bikes in advance, on the theory that the pay-per-class model elicits greater energy and commitment. Choosing the location for a new studio involves a year of research to understand the lifestyle of future customers. Amenities such as iPhone chargers in the lockers have improved studio design. Next-generation bikes are coming in 2017, and the company’s apparel line is expanding. Because SoulCycle has friendships and community at its core, Whelan writes, the brand will en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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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康多莉扎•赖斯：


别浪费时间做从前的自己

凯瑟琳•贝尔（Katherine Bell） | 访

刘筱薇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面对失败的风险，以及批评者对她缺乏必需经验的责难，赖斯毫不畏惧，并在困难时期登上了高位。她35岁时在苏联战略问题上曾为老布什总统出谋划策。1993年，斯坦福大学深陷预算危机之际，她成为了该校最年轻的教务长。小布什总统2001年任命她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2004年，她进而成为美国第66任国务卿，她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国务卿。赖斯在华盛顿工作了8年后，回到斯坦福担任政治学教授，同时也成为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HBR:
 你专门研究比较大的跨行业职业变动。你如何成功处理这种变动？


沃特斯：
 我坚信，你不应把时间浪费在做从前的自己上。改变的秘诀就是，不要在旧环境中陷太深。




你成为斯坦福教务长时，基本上相当于担任一个市值近20亿美元组织的COO，但你没有任何管理经验。你怎样在工作中学习，同时和那些认为你不自量力的人打交道？




还有那些认为他们才应该当教务长的人吗？但我有一个优势：我的工作重点很明确。斯坦福当时经济困难——我们还因地震损失了1.57亿美元，所以我知道，稳定预算和重建校园是我的首要职责。我离开华盛顿之前，一直被“追捧”为冷战后期的苏联专家，所以我就表现出专家的样子。

开始我不知道怎样委派他人做事。我总是试图做其他人的工作。我发现，这样做会把你自己逼疯，而优秀的人才也不会跟你长时间合作。后来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擅长委派工作。




向别人展现自己强硬一面，你会感觉有压力吗？


在工作大概第一年里，仅仅向别人证明自己有多强硬是不够的；我必须强硬。我对周围人很严厉。但我在课堂上学到，你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打击别人，因为这个人会被吓傻，然后整个班级的人都会被吓傻。作为管理者，我必须再次记住这个教训。




你从美国国家安全局跳槽到国务院时说过，相比做一个幕僚人员，你更想承担直接责任。


我喜欢在白宫工作。我和总统只有几步之遥，每天看见他六七次。我欣赏他，喜欢和他近距离合作。但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你的工作就像是在远程控制外交政策的执行。“我能让国防部长做这件事，国务卿做那件事吗？”所以综合来看，我还是更喜欢当国务卿。




进入国务院后，你发现自己的研究中，哪些知识最有用？


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专注于研究机构如何发展，而当我带领国务院重新适应9·11事件后的世界时，发现之前的研究很有帮助。我的研究表明，多数组织只会在失败的时候进行改革。它们不能及时从环境中捕捉线索。问题在于，你怎样让一家相对成功的机构应对全新的挑战。




回顾你的职业生涯，你最后悔犯过什么错误？


我真的认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是正确举措，但我希望我们能早一点想出处理伊拉克问题的正确战略。我们没有完成移民改革，我对这一点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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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 贝尔（Katherine Bell）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网站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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